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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委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性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教育部就所管教育事務進行之委託研究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委託

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性為何，以了解教育政策研究應用情形，並歸納研究應用

之模式與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據以提出促進研究應用之建議。 

 

  本研究為質性研究，以多元個案研究為取徑，主要以文件分析及半結構式訪

談法進行資料蒐集。本研究所蒐集之實徵資料源自教育部所委託之六案教育政策

研究案，共計訪談六名教育部行政人員及五名學術研究人員。經研究分析後發現，

教育部委託研究之目的主要以解決內部需求和回應外部壓力為主。在研究應用情

形上，委託研究案對於政策規劃層面之影響方式可分為直接影響、間接影響、潛

影響/無影響等三種類型，尚有超出教育部原先設定研究目的或研究成效外之非

預期影響。在研究的應用模式上，本研究所擇選之教育部委託研究個案，其應用

模式以「過程模式」為大宗，惟解釋研究應用具複雜性，尚需多元探討及型塑新

興理論模式來幫助理解及詮釋。在研究應用模式的理論形塑上，也有必要將「時

間性」置入理論模型中，進一步探究研究應用的轉折與複雜性。再者，影響教育

部研究應用之因素趨向「綜合模式」，影響因素包含：大環境成熟度、社會輿論

與潮流、研究社群的因素、教育部機關組織的因素、連結因素，以及研究品質因

素；其中，以研究品質為主要關鍵。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促

進教育政策研究應用之結論及建議，供政策當局與研究單位參酌。 

 

關鍵詞：政策決策、教育研究、研究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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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issioned research 

and policy-making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how the evidence of commissioned research is used 

or not used in educational policy-making i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Various model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are also explored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s.  

 

This is a multiple-case study, which is qualitatively driven. The case study data was 

mainly collected via semi-structure interviews and a documentary review. The six 

commissioned research projects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were 

analyzed as study cases. The interviewees consisted of six central civil officials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five academic scholars from vario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Ultimately,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vidence of commissioned research 

enables to shape the result of the central education policy-making in indirect ways. 

This finding confirm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e purposes of the commissioned 

research projects are mainly for solving the internal need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responding to pressures from the external as well. As for research impact on 

policy-making, direct impact, indirect impact, potential impact and unexpected impact 

are found in the study cases. It also finds that processual modem which synthesises 

the enlightenment model and evolutionary model has better explanation of the 

complexity and nuance of the research utilization. The further model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will be needed to enrich the analysis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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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ation. As for the building of theoretical models, it is necessary to include the 

notion of ‘time’ into the conceptualizing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Furthermore, the 

comprehensive model, including broad environment, social context, research 

community, organization community, linkage and research quality factors, seems to 

have better explanatory power for influential factors of research utilization. Finally,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findings and discussion 

for their reference by government aouthor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Keywords: policy-making, education research, research utilizati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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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以教育部（不包含所轄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自民國（以下略）95

年至 97 年這三年間，就所管教育事務進行之委託研究為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委

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性為何。本章為緒論，主要針對研究背景及概況分作說

明，第一節介紹研究動機；第二節說明研究目的及待答問題；第三節為重要名詞

釋義；第四節闡述研究方法與範圍；最後之第五節則說明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壹、以研究作為決策基礎，符合社會對理性決策之期待 

 研究向來被認為是知識生產的重要途徑，利用研究知識作為決策的基礎，便

成為社會大眾順理成章的期望；政策應本於理性與知識基礎而作為，更是多數學

者與研究界所希冀的（王麗雲，2006），以研究知識作為政府的決策基礎，也是

近年來的國際趨勢（OECD, 2007）。就政策決策之政府機關來說，政府機關透過

委託研究（commissioned research）方式，藉由學術機構或民間團體之人力、資

源進行相關研究，導入非政府部門多元價值之資訊，以充實政策形成基礎，也為

各國政府形成政策之趨勢（承立平，2009）。就學術領域之學者專家面向關之，

多數研究者對於自己的研究多數存有能加以實務應用的冀望（Carden, 2004），甚

至能對政策決策產生一定的影響或貢獻。謝文全（2007）亦曾呼籲教育行政機關

應重視研究單位，以周諮博取，提高決策的合理與可行性。是故教育研究的本身，

具有高度的應用科學特性，部分研究均具有實務應用導向的意圖。近年來，國際

間興起對於「以證據為本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或「以證據告知政策」

（evidence-informed policy）的潮流，這樣的國際趨勢強調政府政策的制訂需奠

基於經嚴謹研究調查所得的研究證據，即是重視以研究知識作為政策決策基礎的

例子。可見，以研究作為決策的基礎，符合學界、社會與國際間對於理性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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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因此，探究我國教育政策研究如何作為決策基礎，即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貳、教育委託研究經費量龐大，凸顯政府對研究證據之重視 

 我國於 82 年即制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辦法」，於 97 年

依行政程序法修訂為「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要點」，以加強行政

院所屬單位委託研究計畫之管理。教育部為行政院所屬機關，於 83 年即配合訂

有「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作業要點」，85 年改訂為「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並歷經前後 10 次之修正，係期望委託研究之成果可作為業務改進或政策研

擬之參考。根據本研究之統計，教育部（含所轄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近年來（指

95 至 100 年），以自行研究、委託研究、共同研究級合作研究等方式，共進行 533

項研究案，花費經費計約 3 億 6 千 9 百萬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7，

2008a，2009，2010，2011，2012）；另單就教育部本部（即不包含所轄三級及四

級機關機構）本身觀之，秘書室依「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列管有案之

95 至 100 年委託研究案，計有 56 項（教育部，2012a）。在教育需求越益龐大，

預算逐年緊縮的情況下，教育部對於與政策議題相關之委託研究仍有相當需求，

顯見政府機關對於研究作為決策基礎的重視，但具體成效與問題為何鮮少被探究，

故引發研究者欲探討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之目的，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參、為改善教育決策品質，有待改進研究與政策之落差 

  教育研究者與決策者長期以來，均注意到普遍存在於研究與政策之間的落差。

部分學者認為研究者與決策者分別生活在兩個鮮少接觸的不同世界中（Hird, 

2009; Osterling & Austin, 2008）。因此，許多文獻以「兩世界理論」或「雙元社

群理論」來說明存在於研究與政策中的文化基礎的差異性，這種文化的差異，被

學者認為是造成決策中的研究應用之障礙（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Hammersley, 2002; Nutley, 2003）。此外，除了文化層面的差異外，決策場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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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特性、以及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往往需審度政策環境脈絡的變化因素進行

權變調整，亦是影響研究應用程度的政治性因素。尤其後者，在現今的文獻中仍

較少被探討。因為多數的研究係從研究者的角度出發，進行研究用的探討。但研

究者或是學者往往受限於自身的角色，較不容易清晰瞭解研究應用中的政治層面

的影響因素，容易造成探討研究應用的限制（Johnson, 1999）。因此，本研究擬

填補此一罅隙，擬就教育部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案為對象，深入探究決策過程中影

響研究應用的政治面向及限制條件，以期為學術工作者釐析研究應用影響因素中

的政治性面向。藉由釐清並了了解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提出改善研究應用的策

略，進而達致改善教育決策的品質，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肆、委託研究具應用導向，應用情形具深入探討之價值 

  本研究主題的設定，係根本研究者的工作經驗密切相關。研究者本身即為教

育部職員，對於機關內進行委託研究之流程尚稱熟悉，亦曾與同仁閒聊工作事務

中提及彼此對於委託研究業務之看法，對於一位任職十餘年的資深行政人員之說

法感到印象深刻，他是這樣說的：「有一些委託研究，只是為了應付上級交辦事

項或回復長官對於立法委員或民間團體的承諾，研究報告拿到後就趕緊交差了事，

內容究竟為何就不是關注重點；另外一些委託研究，如果真的牽連到政策決策，

也可能會先找好配合政府政策方向的研究單位來委託，否則不就砸自己的腳

嗎？」，道出政策決策機關內運用委託研究的部分樣態。然而，研究應用本身往

往並非一理性的「研究－應用」之過程（Weiss1991）。研究要能被應用在具高度

政治性的政策決策過程中，其本身即是充滿爭議的，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

因此，除了關心研究是否被應用之外，Weiss（1991）提醒我們，更應關注的是：

研究是如何被使用的，或是如何不被使用的？使用研究的政策場域本身又具備什

麼樣的特質？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如何互動呢？而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本身原

本即具有高度研究應用的特性，易言之，委託研究案理應是和政策應用距離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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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於這些委託研究案是否被應用、如何被應用或是如何不被應用、研究應用

的政策場域特質與互動情形究竟為何，形成了促動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臚列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計有下列三項： 

一、瞭解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之主要目的及作法。 

二、分析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對於教育政策之應用情況。 

三、提供強化未來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建議。 

 

貳、待答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進一步欲探究之問題如下： 

一、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的目的及作法為何？ 

二、委託研究案對於教育部政策之影響及其應用模式為何？ 

三、如何提升教育部委託研究和政策決策間之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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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計畫所探討之問題能有一明確的概念，並避免混淆，茲將本研究

計畫涉及之重要名詞加以解釋如下： 

壹、委託研究 

  本研究所稱之委託研究，係依據「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所定要件，

即指教育部根據業務推行的需求，提供研究經費，由教育部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

期程，依據政府採購法辦理採購，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所進行

的研究案。至於廣義以行政協助、行政指示或小額委託等一般業務委外方式辦理

之委託研究，亦屬委託研究之態樣，惟不納入此次研究所擇選研究對象之範疇

內。 

 

貳、政策決策 

  本研究所稱政策決策，係指教育部就各項教育政策之制定，其特性非傳統之

連續前進式、功能論之觀點，而是具複雜性與動態特性的過程，亦包含政治因素

在內，據此提供研究應用之脈絡。 

 

參、政策研究應用 

  本研究所指之政策研究應用，採廣義之解釋，諸如：委託研究成果係直接複

製於政策，或是僅截取研究發現或成果之一部分來使用，亦或將研究成果採概念

轉換性質之非直接使用方式，以及探討應用程度多寡等，皆屬此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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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多元個案研究（multiple case research）為取徑，所用之資料蒐集方

法包含文件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及半結構式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以探討教育部就職掌業務進行之委託研究對於政策決策有何影響。 

  採用文件分析法係在於透過相關資料（如：教育部歷年進行委託研究之概況

及行政規則、本研究個案之研究成果報告等），用以檢驗及增強其他資料來源的

證據可信度。 

  而採用半結構式訪談，則是讓研究者透過雙向互動的訪談過程，發現影響研

究主題、或是用以解釋研究對象等相關因素，有助於研究者在一定範圍內蒐集到

可靠有用的寶貴資料。 

 

貳、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 95年到 97年教育部（不包含所轄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

就所管業務進行之委託研究案，選取此三年之區間，除了研究者本身的能力與時

間限制外，亦包含下列兩點考量：其一，考量委託研究案影響政策決策之施行尚

待時間驗證、發酵至產生成果，是以衡酌 95 年至 97 年之研究案迄今約 4 至 6 年，

能否影響政策決策應已有定論，較利於探討；另 98 年以後之委託研究案由於距

今歷時較短，尚難判定是否影響政策決策，故不列入本研究之範圍。其二，則是

考量 95 年至 97 年之委託研究案距今已有 4 至 6 年之久，對於普遍人員流動頻繁

之行政決策機關來說，與這段時期進行之委託研究案的利害關係人可能因時間流

轉未繼而存續，對於本研究將訪談個別委託研究案之相關人員來看，較能降低訪

談者之心理壓力而陳述真實事實，以提高本研究之信實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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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基於認知心理學相關研究，記憶的保存可能因為記憶痕跡的消退（decay of 

memory trace）、後續記憶的干擾（interference）致生遺忘（鄭昭明，1993），故

研究過早的委託案件，所蒐集的資料可信度較低；然本研究選擇探討之 95 年至

97 年距今已 4 至 6 年的委託研究案，對於部分承辦之教育行政人員及受委託之

研究人員來說，其記憶可能剛開始淡忘，爰研究者擬於訪談前依據委託研究個案

詳作摘要，提請訪談者回憶，俾為因應。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教育部（不包含所轄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就職掌業務

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案，係考量教育部為我國中央教育行政主管機關，負責統籌規

劃及執行督導我國主要教育政策；另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訂有行政規則（即教育

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加以規範，對於委託研究較具系統性之規劃及監督，

是以應能較深入探究委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 

 

 

第五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主題及研究推論的限制 

  本研究僅以教育部本部下設之組織單位就各自權責教育事務所進行之委託

研究為探究焦點，並未擴及教育部部屬三級及四級機關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故研

究推論之範圍有限。 

 

貳、研究者角色的限制 

  由於研究者兼具研究生及教育部現任職員身分，又委託研究可能觸及相關長

官及承辦行政人員與受委託研究人員之作為評價，涉及政治權力關係，故取得部

分文件之來源管道可能因而受限，或徵詢訪談對象之訪談意願亦因此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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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關於半結構式訪談，如研究者訪談對象為單位長官，訪談進行間的權力

關係可能因而傾向受訪者端；反之，如研究者訪談對象為受委託研究人員，訪談

進行間的權力關係則可能因研究者服務單位緣故而傾向訪談者端；再者，研究對

象含單位長官及受委託研究人員，礙於行政倫理、個人形象、考績升遷、高層壓

力等顧慮，故研究取得之資料可能無法完全反應全部的事實，也基於此，本研究

儘量不選擇目前任職單位科別之委託研究案。 

  另就上述顧慮，本研擬致力建立訪談對象之保密措施，將採「抽象化、模糊

化、雙重確認」方式確保匿名效果（詳如第三章第四節），以降低訪談對象心防

裨益陳述個人真實看法。 

 

 



9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由教育政策及政策決策之概念、教育政策研究之意涵與現況，以及

研究應用模式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等三面向，作一初步整理與分析，以作為本研究

之立論基礎，並用以形塑研究架構。 

 

第一節 教育政策及政策決策之概念 

要談及委託研究應用如何影響教育決策，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先行檢視教育政

策的意涵，以理解教育政策的本質，再行針對教育決策的過程進行分析，以了解

決策之類型，實非理性模式，而是具動態性之互動特性，教育研究係關乎教育政

策及決策內其中一個影響因素，據以提供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研究應用的脈絡。 

壹、教育政策的意涵 

一、教育政策的意義 

有關教育政策之意義，通常被認為是由許多決定教育系統型態與功能的國家

及地方法規與方案所組成（Bates, Lewis, & Pickard, 2011），另外張芳全（1999）

與吳政達（2002）兩者亦相類似地對教育政策這一名詞說明如後：（一）教育政

策是公共政策的一環，是由政府機關所制定的，其目的在解決教育問題；（二）

教育政策是政府作為或不作為的活動；（三）教育政策的推動旨在使受教主體可

以滿足教育的需求；（四）教育政策必須考量其所產生的結果及其對公眾的影響；

（五）教育政策的最終旨意在達成教育目標。 

但是，上述觀點下的教育政策是一種為達特定意圖的政策表述。這樣的觀點，

係將教育政策視為是一種法令性質的文本，較為靜態。另一種觀點，則是將教育

政策視為是一種動態過程。例如，Trowler（2003）將教育政策以過程的觀點描

述初期中的動態性，如下： 

（一）通常，政策制訂者和實施政策人員對於什麼是政策的重要議題或問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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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關於什麼是所欲的目標，往往有著不同的想法與衝突存在。 

（二）政策的詮釋，是一種不斷進行的動態過程：政策宣稱是取決於不同立場者

對它的詮釋，形成一種多元詮釋的可能性。 

（三）實際上的政策的實踐，是極端複雜的。簡單的政策實踐描述並無法捕捉其

中的複雜性與多面向性，政策實施的結果總是與原先政策設計者所想像的

不一樣。 

Ball（1944）認為政策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物（things），而是一種社會建

構的過程與結果，他認為政策是一種文本（policy as text），也是一種論述（policy 

as discourse）。若作為一種文本，Ball 認為，政策文本本身不一定是清晰、封閉

或是完整的。它常是不同階段、不斷讓步的產物，是各種影響力和議程重新「組

裝」後的產物（cannibalized products）。因此，他把討論的焦點擺在不同讀者

（readers），在不同脈絡（context）下對政策的各自解讀與回應。而若當政策為

一種論述，他關心的是政策如何透過真理（truth）和知識（knowledge）的生產

（production）來行使其權力。是關於什麼可以被說、可以被思考，同時也是關

於誰可以說、何時可說、在哪裡可說，以及附帶什麼權威（authority）。Ball（1994）

主張，教育政策總是代表著不同議程與影響力相互妥協下的產物。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可得知教育政策之定義大致為：教育政策係由政府機關

經過不斷互動、折衝甚至妥協之下所制定，其為結合計畫、方案及法規之複合型

式，且具備動態複雜特性，另政府機關決定不作為（維持原狀）亦為政策樣態之

一，其目的係為解決教育問題、妥協各方觀點或達成預設目標。 

 

二、教育政策的本質 

  Trowler（2003, p97-98）在分析教育政策的概念時，曾以政策的編碼與解碼

來描繪政策決策與詮釋的複雜本質（見圖2.1）。主要以編碼過程說明政策形成時，

業已納入不同的議程、不同觀點的詮釋、利益與釋與脈絡條件制約的限制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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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會再經過另一次的解碼過程，這使得政策的本質與實施已經產生了與原本預期

的不同狀態。這樣的政策過程是一種非線性的、複雜的過程。Trowler（2003）

表示，實際上，教育政策的制訂過程，經常不是理性目的模式。 

 

 

Trowler 的政策編碼觀點及 Ball 政策觀點，提供了本研究探討研究與政策關

係一個很重要的訊息，亦即，政策形成的編碼過程，並非是一個理性的模式，相

反的，充滿了不同利害關係團體彼此競爭的微觀政治，透過協商、妥協與權力運

作，始形成政策的文本。這意味著： 

第一、來自學術研究的證據、知識與訊息，將只是上開政策編碼的元素之一； 

第二、編碼過程的政治性，形塑了一個學術研究得以進入政策決策的脈絡。 

上開兩點，對於本研究探究學術研究與決策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

易言之，從動態的教育政策觀點來看，在形成政策宣稱的編碼過程中，學術研究

所提供的研究證據或研究發現，僅能是眾多影響因素的其中一個，而可能不是如

政策編碼過程 政策解碼過程 

政策宣稱 
政策的 

接收 

教育決策人員的競爭

性詮釋、利益和意圖 

政策實施者選擇性地

詮釋政策，依據自己

所處的脈絡決定如何

將政策付諸實施。 

轉換至政策實施者

通常都會產生政策

損耗：文件不足、閱

讀政策文本的時間

不足、選擇性地詮

釋、對於政策的不同

的聲調。 

圖 2.1 政策決策的本質：政策編碼與解碼 
 
資料來源：出自 Trowler (2003: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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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模式所強調的重要主導因素。再者，政策形成的編碼過程中，來自不同利益

團體的意圖與議程彼此之間的競爭性，將主導著政策文本的形成，因此，研究要

能在此過程中勝出，重要的可能不是研究本身的品質問題，而可能是其他更具政

治脈絡影響力的因素。 

基於上述，故教育研究並不必然會影響教育政策，也不必然會導致教育的改

進，誠如國內學者王麗雲曾引述 Rule（1978，轉引自王麗雲，2006，p.123）所

述，即教育研究不是唯一影響教育政策制定的因素，有時甚至無足輕重。係因教

育政策具有下列五種特性：第一，有時涉及利害關係人或團體間之利益與權力衝

突；第二，有時則涉及價值判斷，無關是非對錯；第三，各界對於教育政策問題

之認定有所歧異無法達成共識；第四，教育政策具有高度複雜性；第五，政策決

策權有其模糊及灰色地帶（王麗雲，2006）。 

 

 

貳、政策決策的意涵－以教育政策決策面向觀之 

一、教育政策決策的意義 

因應本研究意旨，爰本段將政策決策之焦點置於教育決策之意涵探討，俾利

充分聚焦。 

國內學者謝文全（2007：p.90）曾就看似相似的「教育決定」與「教育決策」

進行區分，「決定」的內容較為廣泛，大如國家教育政策，小如各校教務問題，

鉅細靡遺，皆在教育行政決定的範圍之內；相對的，「決策」涉及的內容範圍較

小，僅限於政府機關對於政策的制訂，往往是屬於全國性、整體性及決策性的決

定。由此看來，「決定」實則包括了「決策」，而「決策」僅僅是「決定」的一種。

另外黃乃熒（2001）認為教育決策是權力關係互動下的產物，包含決策和非決策

之活動型態，且攸關教育品質。謝美慧（2000）則認為教育決策是政治、經濟和

價值觀權衡之下的過程，以解決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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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吳清基（1999）曾經延伸 Stanley（1981）對於教育決策的觀點：「教

育行政決策具有藝術特性，因為作決策者本身常需利用不同的科學工具和直覺工

具，以達成此一行政藝術」，他認為教育決策本身具有複雜的特性，一方面需要

運用客觀的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又需要有決策人員本身的價值判斷，才能有效達

成教育決策的目標。而且教育決策，強調數學量化表示的科學化決策方法技術，

乃勢必然的發展趨勢。 

這樣的觀點，同時肯定科學化研究對於政策決策的重要性，又同時肯定決策

者的主觀價值判斷。試圖平衡理性證據以及價值取捨在教育政策決策中的重心，

以不致淪為工具理性的桎梏中。然而，在方法上僅取法於數字量化資料的觀點，

則主要係受行為主義和邏輯實證主義的影響，重視事實和價值的區分，強調應用

數理研究工具所從事的實證研究，作為行政決策的另一部分依據。這種認為數字

量化科學研究才是好證據的觀點，也受到許多的批判，本研究將於後續章節中進

行討論分析。 

就上述對於教育決策定義之討論，大致上提供一個有關教育決策意義的輪廓，

其意義歸納為：教育決策的施為層級為政府機關，具有公權力的特性；教育決策

涉及政府的作為與不作為；教育決策具有問題解決導向的意圖，具有實用淑世的

特性；教育決策對公眾產生深遠影響的力量，具有廣大的影響範圍；教育決策旨

在實現教育目標，具有道德性的義務。對於這些意義內涵的理解，使本研究理解

教育決策的本質，而這些教育決策的本質，同樣也可能對於教育研究如何幫助教

育決策者制訂與實踐教育政策的活動，產生影響。 

 

二、教育政策決策的模式 

  秦夢群（2000）根據根據 Estler（1988，轉引自秦夢群，2000：p.555-562）

列舉四種教育決策類型： 

（一）理性式決策：解決已有明確目標與標準程序的議題，並依照法定程序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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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這些程序主要包含：確認問題、定義問題、制訂與評估策略、選擇

最佳策略、執行與評鑑。 

（二）參與式決策：解決必須共同參與形成共識的議題。所遵循的目標與程序由

參與者共同決定。 

（三）政治式決策：解決具有高度爭議性的議題。採用之方式為邀請各利益團體

進行談判，經折衝後做出各方雖不滿意但可以接受的決策。 

（四）無政府式決策：解決目標模糊與缺乏準則、但卻必須當機立斷的議題。 

再者，國內學者謝文全（2007）曾細分教育行政決定為八種模式，雖然其討

論的是決定、而非決策，然依其觀點，教育決策係屬教育決定之一種。本研究認

為其所分類的教育決定模式，仍值得作為決策模式之參考： 

（一）理性模式：認為問題是可以明確界定的，並可以找到問題的所有可能方案。

而所有方案均可依其價值、優缺點、重要性等，排出優先順序，決策者必

會選擇列為最優先的方案。 

（二）滿意模式：此模式主張人不可能達到完全的理性選擇，而僅能意圖做到理

性，受到環境條件與個人能力的限制，僅能做到有限的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只能提出滿意的決策。 

（三）漸進模式：認為決策是透過參與決定者的社會互動來做成的。在互動的過

程中必會顧慮到現實的狀況，而現實的發展是漸進的，且參與者也會相互

調適與妥協彼此的觀點，結果通常僅能漸進微調，自然難能達到完全理性

的境界。 

（四）政治模式：認為決策是一種利益爭奪的過程，參與者彼此勾心鬥角，難以

依據理性、科學、客觀的方式做出決策。易言之，決策主要是透過與利益

團體的協商而做出。 

（五）直覺模式：此模式認為在時間緊迫、相關資訊不易即時取得時，決策者就

需依靠直覺來做決策。而直覺是由知識積累與經驗磨練而產生的一種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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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過程。 

（六）垃圾桶模式：本模式指出，當政策決策情境具有高度的不確定性、目標模

糊、方法不明確、參與者流動性大、呈現出看似有組織卻實是無組織的狀

態時，決策的形成就由一群鬆散結合的決定參與者在一偶然機會中，發現

某一行動方案對於某問題具有適用性，於是變做成了決策。 

（七）參與式模式：此模式主要藉由成員的參與，以達成共識為手段做出決策。

一般適用於解決必須共同參與的議題、議題內容涉及專業知識、且成員強

烈要求參與的時機時。 

（八）綜合掃瞄模式：此模式融合理性模式與漸進模式，主張決策者面對問題情

境時，將分為兩個層次來處理，高層次部分採用理性模式研訂基本方針、

低層次部分則以漸進模式詳定執行辦法，並透過無數小幅的、個別積累的

決策進行之。 

各家學者對於教育決策模式的分類不一，不同的模式各有其適用的時機，且

可相互配合、相輔相成（謝文全，2007），足見教育決策的多元觀點與其複雜性

（吳清基，1999）。不同觀點所匯聚而成的複雜性範疇，正提供本研究在檢視決

策者應用教育研究於政策決策過程中的廣泛的理解基礎。以下，為了更深入理解

決策「過程」中可能形成的不同脈絡，本研究將就教育決策過程中的理性線性觀

點與動態觀點，來進一步詳細說明決策「過程」中的脈絡特性。 

 

三、教育政策決策的過程分析 

以下本研究將從過程的觀點來分析教育政策決策，主要包含理性模式與批判

觀點的動態模式： 

（一）理性模式的決策過程 

傳統觀點將決策過程描繪為一種理性的、連續事件，就如： 

「一群有權力的決策者，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下聚集一堂，針對特定的問題（或機會），

基於他們的目標或是偏好，就各個選擇方案的優勢缺失，進行權衡考量，接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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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選擇一個看起來得以達成目標的方案，然後這就產生了一項決策」（Weiss, 1982: 

p.624）。 

這過程通常成出一種直接的模式，即：問題→研究→解答→實施

（Weaver-Hightower, 2008）。就此而言，研究應用是在決策的過程中發揮著理性

的問題解決的功能。此理性觀點依賴於認定研究應用的價值中立（value free or 

value neutral）假設，是一種理想模式，但是卻忽略或低估了潛藏於教育本質中

的權力與高度爭議的本質（Ozga, 1999；Weaver-Hightower, 2008；謝文豪，2003）。

亦即政策不是一條從證據到實施的直線，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絕大多數的政策

不同於這種傳統的模式，因為政策或是重大的政策，通常都是在混亂的、四散的

過程形成起來的，這絕不同於傳統的觀點（Weiss, 1982）。而且，傳統的直接的

模式，事實上是很少存在的。 

（二）決策過程的動態模式：批判與後結構的觀點 

另一部分的教育政策理論學者，已經擺脫上述的傳統的、功能論的觀點，而

進一步在政策形成與政策實施的詮釋中，增添了必要的複雜性與動態特性（Taylor, 

et al., 1997; Weaver-Hightower, 2008）。 

部分學者強調揭示政策決策中的意識型態，將能更清楚地理解何謂教育決策

（Trowler, 2003）。Trowler（2003）進一步主張，意識型態驅動著教育決策人員，

也驅動著實施這些政策的實務工作者。他表示在教育政策中，政治的意識型態

（political ideology）以及教育的意識型態（educational ideology）是最有影響力

的兩組意識形態。表 2.1 呈現政治與教育的意識型態彼此間的連結，然而，誠如

Trowler（2003）所言，意識型態與國家政策間也時有衝突矛盾，彼此之間的關

係，並非理性的、協調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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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政治與教育意識型態間的連結 

政治意識型態 教育的意識型態 連結 

社會民主 進步主義 
強調個人的發展及社會

的協同合作 

新保守主義 傳統主義 
強調秩序、階層及文化的

傳承 

新自由主義 企業主義（enterprise） 
強調個人與國際上，在市

場環境中的競爭性 

資料來源：出自 Trowler（2003: 118）。 

 

部分學者則從後結構主義的觀點，檢視政策中的動態性與權力衝突，如 Ball

（1998）針對決策過程，提供了相當經典的論述： 

「國家的決策無可避免的是一種拼裝湊合（bricolage）：從其他地方借用模仿了一些

點點滴滴的零碎觀點、蠶食理論、研究、趨勢和潮流，雖然看起來政策好像可以成

功但卻經常性地失敗。多數政策是一種強迫灌輸的枷鎖、妥協、碰運氣的業務，在

經由實踐脈絡下的影響、文本生產、傳播擴散及再生的複雜過程中，政策受到反覆

地修訂、拙劣地修補、徒勞無益地空忙，甚至扭曲變調」（p.126）。 

這樣的論述說明了「研究」也可能被政策決策者零碎取用拼貼成政策文本的

可能性。這種觀點視政策決策為一種競爭的（contested）過程，並視權力為決策

過程中的關鍵面向；政策之過程，被理解為一種「不完整的及不穩定的」過程，

而非一套清楚有條理的理論系統（Byrne & Ozga, 2008）。易言之，政策本質是政

治的（Weaver-Hightower, 2008）。綜合前述規點，以批判及後結構的觀點而言，

政策是動態的、互動的，也是多元面向的，且與其他政策相互連結，可能產生意

料中的結果，但也有意料不到之結果出現的時候。 

政策研究、研究證據及政策決策之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且具政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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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n et al, 2011）。大部分關心研究對政策影響的研究者，通常都是從他們所

熟悉的研究人員端開始進行討論。也就是說，偏重於對研究人員面向的探討，而

對於另一世界—政策決策場域—的理解較為不足，很少將關注的焦點放在政策決

策的本質之上，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針對於政策決策的過程，再進行探討與

解釋。 

上述政策決策的分析中，提供了本研究進一步探討研究應用的脈絡。理性模

式的政策決策，往往將研究的直接應用，視為是改善政策決策品質的「工具」；

而批判觀點的政策決策模式，更強調政策場域中的權力關係、意識型態與價值觀

的影響。因此，將政策場域中的「政治性特質」（the task of politics）視為是政策

決策過程中影響研究應用的關鍵要素，也是此要素決定了政策的方向（Biesta, 

2007; Johnson, 1999; Monaghan, 2010; Porter, 2010）。這也是說，政策過程中的政

治動態性，提供了研究應用的脈絡。相類似地，國內學者翁福元（1999）於「教

育研究與教育政策的對話：一個概念性的討論」一文中也明確地表示，教育研究

的政治性（politics）是探討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間關係的一項重要變項，也是影

響教育研究應用的重要因素。誠如 Johnson（1999）指出的，為了更理解教育研

究應用的情形，有必要進一步分析這個被稱之為「政策決策競技場」

（policy-making arena）的政治動態性脈絡的本質（Johnson, 1999: p. 26）。 

Johnson（1999）將政策決策競技場給概念化為以下四個特徵：議程驅動的

本質、誘因結構主導了政策行動者的行為、決策過程的互動性本質、價值與觀點

導向的詮釋行為。這些特徵將可幫助我們瞭解決策的本質，以及決策過程中研究

是如何被使用的。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議程驅動的本質 

政策決策是受議程驅動的（agenda driven）。議程驅動的本質是瞭解研究應

用政治性的重要概念。決策過程中，政策行動者會受到相互競爭的不同議程

（agendas）所驅動與影響。這些政策行動者都會試圖想在最後的決策中實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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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擁護的價值。然而，不管如何的擇選、詮釋或是運作研究的證據，他們總不會

忘懷自己的議程—政策議題的優先順位（Johnson, 1999）。受限於研究議程的主

導性，研究的證據或結果在政策決策的編碼過程中，可能淪為更次要的影響因素。

再者，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議程的設定，究竟亦議程如何被設定的？Kingdon

（2003: p.88）認為議程設定，需要三條互為獨立的不同潮流共同聚合才得以產

生，這三個潮流分別是：一個被認定的問題、一個可行的解決方案被提出來、政

治的氛圍使得整體變革，在天時地利人和之交會下才得以產生。因此，研究的結

果若無法搭上政策潮流的匯聚（政策之窗的開啟），也難以在政策議程的設定中

發揮關鍵的影響力。 

（二）誘因結構主導了政策行動者的行為，導致決策的策略性使用 

根據 Johnson（1999），政治力的續存和影響力的擴張，是兩項可以主導政策

行動者與決策者行為的政治誘因。政策行動者（policy actors）為了在政治場上

生存下去以及尋求政策合法性的需求，往往藉由一種框架（frame）和濾網（filter）

篩選進入研究場域的研究訊息。即是對於與政策議題相關的研究訊息（research 

information）進行參與、實踐、駁斥、扭曲，甚至是忽略之（Johnson, 1999: p. 28）。

換句話說，為了在政策世界中生存，政策行動者在這種所謂的濾網過程中，通常

會選擇性地使用或忽略研究資訊，以獲取政治性的報酬或誘因。舉例來說，政策

行動者利用與既有政策立場一致的現有研究（Porter, 2010），將研究當作是「政

治軍火彈藥」（political ammunition），有謀略地來抵擋外界的批評攻擊（Weiss, 

1979: p.429）。如同 Johnson （1999）所強調的，決策者對研究的使用，某種程

度上，是受到政治的權宜性（policy expedience）所主導，而非基於理性的考量

下所進行的。 

（三）互動式的決策本質 

雖然政策決策常常被當作是一種傳統的、分析的模式，政策決策最主要仍是

偏重於互動性的決策過程。政策競技場中的決策，比較不像是理性問題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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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訴求的透過正式分析技術來決策，反倒是較像是透過選擇性地使用資訊來建構

競爭的論述（Johnson, 1999: 29）。例如，在 Hird（2009）的一份針對州立法機關

的研究應用所做的實徵研究中，他發現立法委員（議員）傾向使用不同的研究資

訊或分析，去延宕決策、支持既有的立場、駁斥反對的立場。他的研究也說明了，

很少有分析證據能改變立法委員原有的政策立場。在他的調查中，百分之九十的

立法委員受訪者同意，「我傾向於讓政策研究分析呈現事實與分析就好，然後將

政治的決策留給我」（Hird, 2009: p.529）。因此，這些實徵研究的證據，說明政策

實際上是結合了分析本位的功能與互動決策的過程。 

（四）價值與觀點導向的詮釋行為之本質 

由於社會和教育的問題是很複雜的，因此，政策決策者所遭遇的問題不僅是

相互競爭與不完整的資訊，更是多元詮釋的資訊。「任何一給定的資訊的詮釋，

都是一種混和著詮釋者自己本身的意識型態、分析工具、基本架設與結構

（Johnson, 1999: p.30）」。亦如 Elliott 和 Popay（2000）在「政策決策者如何使用

證據」一文所言： 

「政策決策，許多時候，往往是一種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s）及政治性（politics）

的問題。但這並不表示不需要研究分析。分析性的資料仍然是被需要的，但是它會

是被多元詮釋的，其詮釋會受到詮釋者的個人及專業價值所影響，也會受到研究應

用的所在社會脈絡的影響。」（p.467） 

這些圍繞在受爭議的政策議題旁邊之相互對立的詮釋，常常是為吸引外人注

意而相互競爭著。面對著教育問題的兩難，對於隱藏於這些詮釋行動背後的不同

價值及觀點的瞭解，是有必要的。 

上述的這些特徵為研究應用提供了一個政治性的脈絡。檢視這個脈絡，研究

的證據與資訊很可能僅被視為政策競技場中多項輸入（inputs）的其中一項而已。

而研究的功能及價值是可用來告知（inform）、形塑（shape）、或改變政策；另一

方面，它也可被謀略式地用來鞏固一項現存的政策，以上不同的功能影醒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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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的範疇。 

是以研究究竟是否被使用，的確是本研究關心的焦點之一，然而，本研究更

關心的其實是研究在政策場域中是如何被使用的，如何促使專業研究能在複雜輸

入之政策場域中出線成為重要影響因素，以提升決策品質？故本章第三節將進一

步藉由研究應用的理論模式，來探討研究被使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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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政策研究之意涵與現況 

  以下首先針對教育政策研究的意涵進行分析，說明政策研究的概念以及教育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第二，進一步從時間遞嬗之角度，檢視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

之間關係的演變。最後，則就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界說進行討論，以聚焦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以下分別說明之： 

壹、教育政策研究的意涵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呢？教育政策研究能為政府的政策決策帶來什麼樣的利

基？此兩項議題是本節主要關注的核心問題，以下先就政策研究的概念進行說明，

再就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進行分析： 

一、政策研究的概念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朱景鵬主任委員與其同僚在「政府機關研究發展

之現況與展望」一文中表示，政府機關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與社會情勢，以及

日益複雜的公共問題，政策的研究工作有助於政策問題的分析，與政策的規劃、

執行與評估，進而提升政府效能（朱景鵬、林嘉琪，2011）。他們針對政策研究

定義如下： 

「政策研究始於社會議題或問題，會隨著研究過程中政策行動的發展而演化，同時

也會將這些可能的行動方案與決策者進行溝通。簡言之，政策研究強調對社會問題

提供行動導向的解決方案」（朱景鵬、林嘉琪，2011：p.20）。 

這樣的論述基本上顯現出幾個重要概念：（1）政策研究的議題具有解決實務

的社會問題之應用導向；（2）研究本身隨著社會 / 政策脈絡環境而發展的動態

性；（3）形構出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的互動性。本研究認為，這樣的定義，雖具

有工具性的應用思維，但也能兼具人員之間的互動性與政策研究的動態性特質。 

研究除了可以為政策點出社會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以科學的方法提

出較為嚴謹的證據之外。學者吳定（2006），以政策規劃一詞來討論政策研究，

其觀點承上，並融入了：（4）使政策達至社會正義的深刻意涵；與（5）營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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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學習的前瞻性觀點，特引述如下： 

「政策規劃不僅是政府提出方案解決社會問題、而政策規劃研究也不僅是以科學的

方法為政府找出方案選項，用以排除政治考量因素或以研究結論為盾而揚棄其他的

政策說詞。政策規劃以及其中的研究是為使規劃的過程達到程序的正義為基礎，進

而達成實質的正義，並營造一個政策學習的環境，使政策方案一方面可從執行的經

驗改進，一方面隨時監控未來的趨勢以提前因應。政策規劃研究機制最終的目標在

於逐漸擺脫單一問題反應式的作法，而朝向前瞻以及洞燭機先的政府行動」。 

 

二、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政策為何需要研究呢？政策的研究工作有助於政策問題的分析，與政策的規

劃、執行與評估，進而提升政府效能。以下更進一步，將政策研究的功能推展到

教育場域的政策研究中。 

教育場域中由於資源的有限性、教育決策本身對學生影響的不可逆性、教育

本身的複雜性，均增加了決策者在進行教育政策規劃過程中的困難度。加上近年

來，民眾對於政府政策績效的要求，迫使許多國家政府不得不在政策規劃過程中，

謹慎應用教育研究證據來設計教育政策與計畫。政府所支持的教育研究往往是帶

著濃厚的工具性期望，也就是希望教育研究的成果能夠促進教育改進，解決現有

的教育或社會問題。為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在擬定政策的同時，即需要研究

的協助（王麗雲，2006）。 

翁福元（1999）提出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之間，在應然面上應該是一種「互

相為用」的關係。亦即，教育政策研究可以發現教育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法，以

供教育政策參考之用；教育政策則可以藉其所擁有的政治、經濟種種可資運用的

資源，以協助教育研究發現的推進，建構教育學科的科學性與專業性，提升教育

領域的研究水準。隱含在這種政策研究應用取徑背後的基本假設，其實是一種線

性的思維模式，期望直接藉由教育政策研究所提供的解方，來解決教育系統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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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易言之，企望透過研究、發展與採用的線性模式來達成教育政策的目的。 

另外 Bates 等人（2011）認為，影響教育政策的四個重要因素中，就包含有

受研究證據的影響，以及受到利害關係人的觀點與主張所影響、無可避免地受到

意識型態的影響（政治的與教育的意識型態）、受到當代的社會結構與論述的影

響。而致力於以批判理論觀點分析教育政策的學者 Ozga（1999）在「教育場域

中的政策研究」一書中表示，教育政策研究脫離不了與教育目的的聯繫，她尤其

主張教育應以實踐「社會正義」為主要目的之一。這樣的觀點，也呼應了上開學

者吳定（2006）的想法。對於 Ozga 而言，教育政策研究是一個充滿爭論的地帶

（contested terrain），存在著衝突的、動態的本質。 

總體而言，從上述第一、二點的文獻分析得知，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歸納

如下： 

（一）能指出社會問題，描述當前教育遭遇之困境 

（二）能以科學方法提出較為嚴謹之證據，敦促理論及實務相互結合 

（三）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協助政策規劃有所參考依據 

（四）能實踐社會正義，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五）能營造政策學習，精進各項行政措施以達成政策目標 

 

  然而，是否教育政策研究真能協助政策發現問題、提出解答、改善政策研究

的發展呢？我們可以先從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關係的時間演變分析，來瞭解教育

政策研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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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的演變 

  對於教育研究與教育決策互動關係進行歷史分析的文獻發現，幾十年來教育

研究在教育決策中的角色隨著不同年代而有所變化（潘慧玲，1999）。國內外文

獻業有相關文章與研究，進行自 1950 年代至 1990 年代的研究與政策決策之歷史

回顧（OECD-Secretariat, 1994; 何美慧, 2002; 潘慧玲, 1999; 謝美慧, 2000），本

研究另外就 2000 年代以後之發展進行補充說明。 

一、一九五○、六○年代 

  在 1950 與 1960 年代，普遍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包括教育研究，能提供科學

與理性的基礎來解決問題；知識可用來形塑較完善的公共與教育政策。社會科學

研究受功能論模式主導，認為研究可以產生事實（facts），運用知識來解決問題，

這使得量化研究獲得了受欽賴的正當性，實徵研究在教育決策中佔有主導變革影

響的信心（OECD-Secretariat, 1994）。此時期的教育帶有濃厚的實證取向，強調

研究的實際效果與解釋力，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呈現直線理性的關係，研究者成

為解決問題的專家，教育研究被視為可以直接做為決策的依據（謝美慧, 2000）。 

 

二、一九七○、八○年代 

  1970 年代由於大量的教育研究生產出來後，社會科學家期待自己所進行的

研究能夠為政府所用，但這樣的希望開始幻滅，開始轉而探討政策研究未能被使

用或是被誤用的問題。另外，也對於研究在規劃社會政策中所應該何種扮演的角

色開始進行檢視（潘慧玲，1999）。 

  另外，1974 年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OECD）針對教育研究的定位及其與政策的關係進行研究，

該研究旨初兩項重要的問題：（一）研究與發展之間的關係並不清楚；（二）教育

研究與教育決策之間缺乏清晰線性的關係（OECD-Secretariat, 1994）。 

  此時，一方面針對上述的困境尚未能適當地克服與處理，導致了對於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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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失望，也引發學界對於教育及其社會功能適切性的討論。另一方面，社會科

學界逐漸興起各種不同的典範（paradigm），尤其是質性（qualitative）與詮釋性

（interpretative）研究的興起，使得更多研究人員使用行動研究、民俗誌、詮釋

學與現象學取徑進行教育政策研究。自此，教育研究與決策之間的線性關係受到

質疑，無論是教育決策者、教師、甚至研究者本身都對研究能夠解決教育問題的

功能產生質疑（OECD-Secretariat, 1994；潘慧玲, 1999），教育決策單位也不若以

往對教育研究抱持充分的信心（謝美慧，2000），此種對於教育研究的信心危機

一直蔓延至八○年代。 

 

三、一九九○、二○○○年代 

  大約自八○年代末期、一九九○年代時，教育研究價值性的爭論逐漸趨緩，

此乃歸功於部分評鑑研究的學者持續努力於保持研究者、決策者與實務工作者的

關係聯繫（潘慧玲，1999）。學者探究的重點由教育研究的有用性，轉為如何加

強研究系統的效能，以增益決策的品質。 

  許多 OECD 的國家裡，教育研究機構開始以不同的型態出現並發揮其影響

力。有的是於教育部中設置研究機構，如西班牙；有的則是設置與教育部關係緊

密的研究機構，如法國、德國與荷蘭。另外，大部分國家在大學中設有教育研究

機構，對於政策形成與建言提供重要的功能，例如英國教育部於倫敦大學教育學

院設置的「政策及實務證據資訊整合中心」（EPPI-Centre），或是其他支持教育革

新的公私立機構，如美國的地區性研究實驗室（OECD-Secretariat, 1994；潘慧玲，

1999）。 

  從學術界的專書出版可以發現，在一九九○年代，對於政府與教育研究之間

應營造什麼樣的關係、應扮演何種角色的議題，有著積極的討論。諸如：Anderson, 

和 Biddle 於 1991 年所編的 Knowledge for Policy: Improving Education Through 

Research，以及 Tomlinson 和 Tuijnman 於 1994 年奠基於 OECD 研討會議彙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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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Research and Refor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等書。隨著研究典範的

變遷，關於教育研究證據的討論也越加受到重視，尤其是難以進行大範圍推論的

質性研究如何能影響政策，更是受到教育研究學者的關心（Hammersley, 2002）。 

  進入一九九○年代晚期與二○○○年代間，由於政府對於績效責任

（accountability）的重視與學術界對於證據使用的倡導，加上社會大眾知識水平

的提升、訊息取得隨科技發展而更趨便利等因素影響下，促成了「以證據為本的

政策」風潮於焉興起（謝進昌，2010）。以下進一步說明之。 

（一）提倡「以證據為本的教育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 

教育決策人員和研究人員逐漸地面臨民眾輿論對於政策與研究的要求，認為

好的政策應該要奠基於高品質的研究上。在英、美兩國，此種訴求轉而形成所謂

「證據本位的政策與實務」（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的語言，對於教

育研究的品質本身的衡量，轉而強調「有效的才是重要的」（what counts is what 

works）。因此，在美國 2001 年重新批准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No Child Left Behind’，即「沒有任何孩子落後法案」）後，僅有使用隨機控制

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的實證典範量化研究才能受到政府的重視與

應用（Bridges, Smeyers, & Smith, 2009）。英國政府，在 1997 年新工黨勝選後，

因為新工黨主張以證據本位的政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以企圖擺脫傳統

上受意識型態的箝制，轉而尋求「what works」，使得研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變

成了一特別的議題，在學術社群與國家政府之間形成一種特有的張力。英國雖然

不像美國對於實證典範這般信奉，不過也偏愛透過系統性文獻評閱（systematic 

reviews）的方式進行質性的文獻後設分析，並大力資助倫敦大學教育學院的「政

策及實務證據資訊整合中心」（Evidenc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ng Centre, EPPI-Centre），藉由系統性地評估研究品質，整合研究發現，

以提供政府決策人員、教育工作實務人員有利的研究證據（Gough, 2007）。 

同時，在國際的發展上，多數 OECD 國家在面對於教育政策及系統與日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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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的績效責任壓力下，教育研究資訊與證據仍然未能有效地提供教育決策所需，

因此，迫於這樣的事實，自 1995 年 OECD 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所提的報告書（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ssues and Challenges）中，政府角色如何促進與應用教育研

究，已成了一項重要的議題（OECD, 2007）。此外，OECD 於 2004 年至 2006 年

間也在美國、瑞典、荷蘭與英國幾個國家間，致力於辦理「證據本位的教育政策

研究」（Evidence-based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的研討會與工作坊等課程活

動，並於 2007 年集結多國教育決策人員、研究人員及相關利害關係人的經驗，

編撰成「教育中的證據：研究與政策的連結」（Evidence in education: linking 

research and policy）一書（OECD, 2007）。從此，可見國際上 OECD 主要國家對

於將教育研究發現的證據，使用來支撐或告知政策決定的迫切需求與努力。 

（二）轉向「以證據告知教育政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 

許多學者也對於證據本位政策的知識觀提出批判，這些批判的觀點主要針對

於證據、基礎與誰的利益提出質疑。例如 Bridges、Smeyers 和 Smith（2009）提

出應該要針對「以證據為本的政策」議程，進一步地去詰問如下三個問題，依序

為：是什麼證據？奠基於什麼基礎？是誰的政策呢？ 

上述三位學者曾對於證據本位的教育政策提出批判，他們認為知識本位的意

識型態已經排除了某些不被執政者偏愛的研究類型，諸如個案研究、敘事研究、

持哲學的或批判理論觀點的研究。Biesta（2007）則表示，以證據為本的政策議

程形成了一種框架，所謂符合「有效的、有用的」研究其實現縮了決策者對於效

能與效能問題的思考，也限制了在教育決策過程中的更多參與機會。她進一步指

出，所謂提供「what works」的研究，其實僅能提供「what worked」的知識，易

言之，研究無法提供我們行動的準則，僅能提供問題解決的智性假設，因為情境

與脈絡都在流變，我們甚難以一般性法則直接轉換到實務工作上。 

反對證據本位政策的學者，並非完全反對證據對於政策的支持與告知。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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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認同政策的確需要得到研究的之告知與支撐，而非基於謠言、偏見、未

受檢證的假設等。也認為這些研究應該要是嚴謹的高品質研究。但是，問題在於

「品質」一詞的認定，常容易或是無意地導致許多不同類型的智性研究被排除於

好品質的定義之外，使之無法進入研究應用於政策的機會，進而形成某種特定研

究類型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的獨佔（Bridges, et al., 2009）。 

而研究能提供政策決策的基礎，這樣的假設也是有待商榷的，因政策是一個

持續不斷的過程，並非一個真空，等著被填滿的狀態。決策人員也非真空的容器，

他們著自身亦有想達至的偏見、經驗、價值，以及對於未來的想法等。研究可能

可以引起興趣、挑起論辯、加強偏見、提供新的見識、挑戰既有的信念，但是研

究從來就不是唯一影響政策的因素，因為在政策系統和決策人員手中，研究充其

量僅是影響政策決策過程中的眾多訊息之一而已。 

這引起了下一個問題，有關於研究告知的本質（the nature of informing），即

研究是如何告知、進入政策呢？或是，研究如何獲得決策者的注意而被使用呢？

在研究與政策的相互關係過程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第一、並非所有的研究都

是導向於提出教育問題的解答的；第二、看待研究的觀點之位移：從尋求解答轉

移至尋覓一種理解、從提供確切的建議轉移到提出暫時性的宣稱、從直接的預測

轉而為一種預期；第三、研究能知會決策者的實踐智慧與判斷能力，但是不能取

代他們；第四、研究問題和政策需求的解答並無法概化推論（generalized）到殊

異的脈絡中。 

上述對於以證據為本位的政策之批判反思，使得學術界與實務界逐漸地轉向

「以證據告知政策」（evidence-informed）、「以證據影響」（evidence-influenced）、

「證據意識的」（evidence-awared）的概念，來進行研究應用及研究與政策之間

關係的討論（Biesta, 2007）。綜合上述的討論，此種「以證據告知政策」的概念，

不像「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強調量化實驗性研究所得的證據，轉而接受多元類型

的研究知識 / 證據；從證據對政策的直接應用，轉而強調研究知識對於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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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工作者的非直接式影響、想法的改變與知識滲透的擴散過程；肯定研究證據

僅是影響決策的要素之一，相當重要的是決策者的實踐智慧與判斷能力。 

上述研究與決策關係的歷史發展之位移，亦反映在研究應用的理論模式的演

化中，本研究將於本章第三節中詳細檢視研究應用的模式理論。惟在進入第三節

前，本研究先就我國教育政策委託研究的脈絡進行說明與分析，並提出可能的潛

在問題，以作為進一步討論之背景。 

 

 

參、教育部委託研究之簡介 

學者 Burgess（1994）曾就贊助研究（sponsored research）分類為「補助研究」

與「委託研究」（commissioned research）。前者由研究者主動來決定研究領域、

主題、問題、方法及經費額度，多數研究可能是基礎性研究，如我國的行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的專題研究則屬此類；另外，後者則是由政策決策者所委託的

研究案，由決策者發動，研究的主題亦由決策者來決定，研究者提供該問題的解

答，形成一種「顧客與契約者」（customer-contractor）的關係。這樣的關係以應

用性的「研究－發展」為基礎，以實務應用為目標來進行。本研究的主題即是屬

於後者所稱之「委託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聚焦於教育部所委託的研究案。教育部屬於政府部門，依

政府出資的方式與目的做分類，政府出資的研究案可以分為委託研究與補助研究

兩大類型。國內研究者何美慧（2002）業就委託研究與補助研究的差別進行詳細

說明，兩者之間的研究目的、主題決定、經費來源、辦理方式與成果應用，均有

不同，詳細說明可參考何美慧（2002）的資料。 

因此，本段以下將聚焦於現行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的作業規定、委託概況與

潛在問題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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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作業規定 

（一）委託研究之定義 

行政院為加強所屬各機關（構）委託研究計畫之管理，訂定有「行政院所屬

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要點」（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8b），該要點

將委託研究依計畫性質分類如下： 

1. 行政及政策類研究：各機關依業務需要辦理，其研究成果係作為政府

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參考者。 

2. 科學及技術類研究：各機關為提升國家科學技術而辦理者。前項之中

央主管機關為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後項之中央主管機關則為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本研究所指教育部政策委託研究，是屬於政策導向性質的相關研究，因此，

係屬於前項的行政及政策類研究，以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中央主管機關。

再者，現行我國政府機關單位所進行的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計畫，均需依「行

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執行之，所謂的

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之定義，依該要點第二點規定，係指： 

「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計畫，指除科技計畫以外，各機關依業務需要，動用公務

預算或其主管運用屬政府所有之基金作為研究經費，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團

體或個人執行具研究性質，且研究成果係作為政府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參考之

計畫」。 

另外，教育部為加強所屬單位委託研究計畫的管理，依「行政院所屬各機關

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要點」之授權訂定有「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2013a），

該要點中對於委託研究進行更為詳細的定義，依要點第二點第一項如下： 

「本要點所稱委託研究計畫，指本部各單位依政策、部務推動之需，動用公務預算，

委託大專校院、研究機構、團體或個人，經由理論研究、實驗、觀察、調查、訪談

或 其他科學研究方法進行研究，撰寫報告並經專家學者審查通過，研究成果可作

為機關業務改進或政策研擬參考之計畫。但不包括一般業務委外辦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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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研究之進行方式 

依照「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委託研究的需求及主題，均由

各單位預擬決定。其委託方式，自從 88 年配合「政府採購法」修正，改為需依

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辦理採購。各單位依契約登錄執行進度，並依契約辦理各期

報告審查、經費核撥（銷）及驗收事宜。 

（三）委託研究之經費編列 

經費編列方式，依據「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需於編列年度預算

時就要將可能進行的委託研究案經費，估計編列於業務費項下的委辦費或研究發

展費下的專業服務費；另外，委託研究經費核定後，除特殊情形外，原則上不得

以任何理由要求增加。 

「本部各單位於編擬年度委託研究計畫概算前，應就政策需求、計畫目標、執行急

迫性與可行性、預算成效、預算來源與編列之合理性、是否重複研究等進行審議，

並經 部長核定後，依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行政及政策類委託研究計畫先期作業實施

要點規定，應將委託研究計畫案經費，明列於年度概算中業務費之委辦費或研究發

展費之 專業服務費項下」（第八點）。 

「委託研究經費核定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增加。但本部認為研究範圍有擴充之

必要者，不在此限。」（第十一點第一項）。 

（四）委託研究之期程 

有關委託研究的期程，教育部依據 98 年 10 月 15 日總統與學術教育類國策

顧問座談會紀錄：「有關政策研究問題：有感於政策研究應產生可用、有意義的

結果與答案（研究結果是我們所不知，而非已知的），特別提醒部會委託研究的

成果是否與政策相為用，且研究期間不應過長，密集以三個月腦力激盪即可完成。」

（教育部，2012a）爰此，修正「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第一項

規定： 

「為使研究結果能配合施政計畫執行作業，研究計畫期程以三個月為原則，經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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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決標後簽奉核定之研究計畫，其負責單位應儘速會同秘書處辦理簽約手續，俟

完成簽約程序後計畫始得進行，並自簽約起始日核算作業期程」。 

  經過此次修正，教育部委託研究的進行期程，以短期（三個月）且政策應用

導向為原則。 

（五）委託研究成果的公布及保密處理 

  為讓研究成果資源能公開給大眾知曉與利用，行政院與教育部在委託研究的

相關法規中皆訂有公布研究結果的規定，但是對於部分研究成果倘涉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者，得以不公開處理。例如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

十六點第一項規定： 

「本部各項研究報告，除有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所定情形外，應於委託研究計

畫結束後四個月內，分別將委託研究報告二份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館及行政院國

科會、國家教育研究院、本部資料室、統計處辦理寄存，供公眾參考使用」。 

（六）委託研究成果之保存與傳播 

針對委託研究成果的保存，依照現行「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

要點」及「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教育部各單位需建立與保管委託研

究相關檔案及資料。也需將委託研究報告紙本及電子檔函送國家圖書館、行政院

國科會、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綜規司資料室及統計處辦理寄存，以供社會大

眾閱覽使用。 

另外，為利研究資料的傳播與取閱，行政院所屬的各單位委託研究成果尚須

於研究案完成後，將委託研究報告全文，登陸於行政院國科會建置有政府研究資

訊系統（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英文簡稱為 GRB）及刊登於機關網頁，

以利民眾與研究人員查詢。然則，根據學者研究調查，發現多數機關委託研究計

畫登錄政府研究資訊系統情形欠佳，包括登錄時間、計畫摘要表、計畫經費、計

畫成果報告等，均有登錄不詳盡之情形，造成年度統計數據之誤差（朱景鵬、林

嘉琪，2011）。 



34 
 

對於研究成果的後續應用，教育部亦於要點中規定行政人員得視業務的需要，

辦理成果發表會，其具有參考或應用價值需出版者，也可依「教育部出版品管理

作業要點」辦理，如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六點第二項規定： 

「委託研究報告全文電子檔應配合寄存作業，請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刊登於本部

網頁，並得視業務需要，辦理成果發表會，其具有參考或應用價值需出版者，應依

本部出版品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二、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概況 

  研究者根據「教育部第七次教育年鑑」資料（2012a），綜整自 84 年至 100

年的教育部年度委託研究案件數，17 年間共計 514 件（見圖 2.2）。其中，除 84

年委託研究案件數最高達 158 件外，自 85 年至 88 年的委託研究案件數維持平穩

趨勢，大約於 50 至 60 件上下。然而，自 89 年之後，再度下降至 20 件以下，近

兩年更下降至 10 件以下。 

 

 

圖 2.2 84 年至 100 年教育部年度委託研究案件數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第七次教育年鑑（20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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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針對教育部各單位所進行的委託研究案進行統計，自 84 年至 100 年

間，委託研究案件數最高者為 102 年度組織改造前之顧問室 106 件（84 年單年

度即佔有 83 件委託研究案），次之為技職司 70 件，第三為訓委會 58 件，第四為

中教司 48 件，第五為國教司 47 件。各單位委託總件數，請詳見圖 2.3。 

 

 
圖 2.3 教育部 102 年組織改造前各單位 84 年至 100 年委託研究案件數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第七次教育年鑑（2012a） 

 

  其中，各單位委託研究案件數大多呈現逐年下降的趨勢。惟究其原因，就研

究者初步瞭解，部分教育部司處為減少繁重的委託研究案之管考行政流程，改依

「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以「一般業務委外方式」辦理相

關類似於委託研究案之規劃方案，並非以委託研究案方式進行之。所謂一般業務

委外方式則包括，以行政協助、行政指示或小額採購（即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金

額十分之一以下案件）方式，由業務單位進行委託學者或學校進行「方案規劃」。

然雖名為「方案」，實則具有「研究」規劃之實。以下茲將與委託研究相關之名

詞定義整理如表 2.2，以協助釐清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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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委託研究相關名詞釋義 

名詞 相關法源 定義 備註 

委託 行政程序法

第 15 條 

行政機關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

權限之一部分，委託不相隸屬之行政機關

執行之。 

 

委辦 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3點 

指教育部處理一般公務或特定工作所需委

託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團體或個人等，

辦理屬於教育部法定職掌之相關業務。 

本研究所

指委託研

究屬之 

補助 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3點 

指教育部依所定之預算計畫對中央各機

關、學校、所管基金、地方政府、國內外

團體或個人，提供經費支援。 

 

行政 

協助 

行政程序法

第 19 條 

行政機關（指平行或不相隸屬之行政機關

間）為發揮共同一體之行政機能，應於其

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 

上稱一般

業務委外

方式屬之 

行政 

指示 

教育部補助

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

業要點第4點 

委辦計畫採行政指示（只有隸屬關係之行

政機關，上級機關有指示權）辦理者，應

於計畫書或公文內載明雙方權利義務關

係。 

小額 

採購 

政府採購法

第 23 條、中

央機關未達

公告金額採

購招標辦法

全 7 條 

1. 未達公告金額之招標方式，在中央由主

管機關定之；在地方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定之。地方未定者，比照中央規定

辦理。 

2. 未達公告金額採購之招標，其金額逾公

告金額十分之一者，得採限制性招標方

式辦理。 

3. 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之招標，得

不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

報價或企劃書。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另依據「教育部業務採行政協助辦理原則」（教育部，2012b）第二點，教育

部各單位採行政協助辦理相關業務中，「觀摩、檢討、研究、資料庫建置等」皆

屬於確定行政計畫之常態業務。由此可知，教育部各業務單位可依此法規委託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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隸屬關係之其他機關請求協助，其中就有相似於委託研究案之「研究」及「建置

資料庫」業務事項。 

因此，本研究推論，因為部分教育部業務單位改以一般業務委外方式辦理相

關「研究」（包括行政協助、行政指示、小額採購），使得近年來正式委託研究案

的數據呈現出下降的趨勢。 

以技職司為例，88 年之前尚有每年 7 件以上，自 89 年之後降至每年 5 件以

下，尤其自 95 年之後更為持每年 0 件的情形，詳見圖 2.4。然而，實則仍有若干

「方案」規劃案委外辦理之。 

 

 

圖 2.4 教育部技職司 84 年至 100 年委託研究案件數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育部第七次教育年鑑（2012a） 

 

根除上開委託研究的統計數據外，國內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的情形亦有研究

者做過調查。何美慧（2002）研究發現，教育部委託研究的應用情形並不低，委

託研究成果低度應用的情形在教育部委託研究中並不明顯。其研究資料顯示研究

結果多數都有被採用或參考，受訪的研究人員也表示他們所做的委託研究案，特

別是這幾年的規劃型或發展成品型的研究，大都有被應用到。本研究將繼續就前

述研究基礎，就各別個案深入了解教育部究竟應用了委託研究案的哪個部分，以

及應用程度多寡等情形，期更進一步探究委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間的關係，提出

促進教育部委託研究更具效能之作法。 

 

 

20

7 7
4

17

4
2 3 4

1 1 0 0 0 0 0 00

5

10

15

20

25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38 
 

三、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潛在問題 

以下，本研究將針對初步的文件資料與研究文獻，提出可能的潛在問題，以

供進入研究現場蒐集資料後進一步查證，以下針對「研究案委託方式」及「研究

期程」特別先行說明： 

（一）委託研究的行政作業與流程繁複，可能造成研究案件數逐年減少 

有關教育部委託研究的逐年減少，何美慧（2002）在其碩士學位論文之研究

中發現，教育部委託的研究有逐年減少的趨勢，且多數受訪的研究人員對於現行

教育部委託研究的方式，都表示不滿的聲音。究其原因在於行政人員對於委託研

究案看法之轉變及「政府採購法」的實施。此兩者之間的關係也是互為影響的，

由於行政人員認為研究能提供的幫助不大，卻需承受「政府採購法」實施後，所

加諸委託研究作業程序上的負擔（如為了防弊措施，增加許多作業流程），增加

行政人員作業量、影響研究結果趕上決策的時效、管考單位或監察院所帶來的壓

力等，造成行政人員對於委託研究的態度趨於消極，使得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數

量逐年減少。 

再者，根據研究者整理自教育部第七次教育年鑑（2012a）的資料顯示，自

89 年之後委託研究案的件數從約 50 件上下再度下降至 20 件以下，此時間點的

陡降原因與委託研究案改依「政府採購法」進行公開招標方式，有明顯的相關性。

對照「教育部委託研究作業計畫」歷年的修正記錄，教育部於 88 年 7 月 20 日配

合「政府採購法」及「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理辦法」，委託研究案

一律經公告方式（刊登教育部網頁）辦理，並統一依照政府採購法改採「限制性

招標」方式辦理（由教育部總務司辦理比價、議價作業程序）。這樣的研究初步

發現，亦可呼應何美慧（2002）的研究結果。 

（二）委託研究案期程縮短，將削弱研究者與決策者互信與長期合作的發展，可

能造成研究應用的阻礙 

針對委託研究案研究期程，教育部之「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作業要點」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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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5 月 7 日起，將研究計畫期程改以三個月為原則，大大縮短研究案進行時

間（2012a），其修正原因係依據 98 年 10 月 15 日總統與學術教育類國策顧問座

談會紀錄所載（已於前述介紹「我國教育部委託研究之作業規定」第（四）點「委

託研究之期程」述明）。 

觀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是由政策制定者所委託的研究，委託者與受委託的

研究人員大多屬於一種「顧客與契約者」（customer- contractor）的關係，經過 99

年的縮短研究期程的修法之後，轉而成為一種更短期的契約關係；本研究認為，

這樣的短期契約不無問題，如：研究人員與行政人員在匆忙的短時間內是否能充

分對話語溝通、是否能產出具有一定程度品質之研究成果等，勢必會影響到研究

應用的效能。例如在 Elliott 與 Popay（2000）針對研究應用的實徵性研究指出，

短期研究契約的文化，會減緩了研究者參與過程的詮釋，削弱了以及互相信任與

長期合作關係的發展，造成研究應用的阻礙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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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應用模式及其影響因素 

  以下，首先就研究應用的定義進行釐清，並針對如何估量研究應用的方法論

議題進行討論；再來，根據學者 Wesis 所提出的研究應用模式之分類進行說明，

也另行補充新近提出的演化模式與過程模式；最後，則就影響教育政策應用的因

素作一探究。 

壹、研究應用之概念 

一、研究應用的定義 

研究應用的定義，在研究界中尚無一致的看法。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曾

將研究應用的定義分為狹義與廣義兩類。狹義的研究應用，所指的常常是一位有

意圖的使用者在接收到研究報告後，立刻根據研究報告結果作成決定。這種所謂

的直接應用或直接影響，也是社會大眾對於研究應用的經常性理解，期望如下的

線性流程：研究發現→提供答案→形成政策與行動。然而，此種直接應用的例子，

在社會科學領域中其實並不多見，僅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產生。另外，所謂廣義

的研究應用，係指： 

「只要在任何時候（包括研究完成年後），任何人（政策制訂者、公司、媒體、其

他研究人員等等），為了任何目的（參考、決策等等），用到了研究的任何一部分，

都可算是一種應用」（王麗雲，2006：p.44-45）。 

廣義的研究應用，包括有意與無意的應用、直接應用與非直接應用、用來形

成政策觀點或是用來支撐一個早已決定的結論、或是指應用到研究發現中的一部

分等等。 

本研究關心的政策研究應用，將採廣義的研究應用定義。認為可以改變使用

者的概念，或是促成行動與決定，均係一種研究應用。對於研究應用採取不同的

定義，也會影響如何進行研究應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用什麼方法來估量研究應

用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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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應用的估量：方法論上的研析 

探討研究應用的困難之處，在於研究影響力的發揮難以確切掌握，不論是在

影響力發揮的時間、影響的範圍、影響的對象、影響的方向等等，都充滿變數，

造成探討「研究應用」方法上的困難（王麗雲，2006）。因此，在研究方法上要

衡量研究應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何美慧（2002）在其針對教育部的委託研究中

也指出，研究應用的概念相當多元，沒有一套明確的定義，造成在資料分析過程

中的不易。 

事實上，本研究根據所蒐集的文獻發現，研究應用的估量方式大致可以歸納

為三種觀點，分別是將研究應用視為：「單一事件」、「影響過程」及「互動關係」。

以下分別說明之： 

將研究應用視為「單一事件」的概念者，即是我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的模式。由研考會彙整的「行政院所屬各機關研究發展成果年報」可知，以研

究成果之「採行」、「參考」、「存查」這 3 個選項進行評估研究的應用情形（近幾

年的採行率約在 3 成上下，99 年則提升至 43％）；成果年報的統計以研究結果的

採行率為指標，由於簡單明瞭常被審計單位、監察、立法機關引用來評估政府研

究發展投入的績效標準，而經常被提到即是採行率偏低的現象。就指標本身而論，

曾有研究指出單以成果採行率來評估研究應用失之過於化約，無法完整說明研究

效益（承立平，2009）。 

部分學者試著為研究應用找尋更為具體可行的測量方式，例如，將研究應用

視為一個「影響過程」，而非僅是一個單一的事件。Cherney 等人（2012）引用

早期學者 Knott 與 Wildavsky（1980）所提出的研究使用量表（research use scale）

來進行教育研究應用的問卷調查，這種研究使用量表的概念，認為研究應用的本

身是一種「研究應用的階梯」（ladder of utilization），將研究的應用概念化為一段

「積累的過程」，包含不同的階段：傳遞（transmission）、認可（cognition）、參

考（reference）、努力（effort）、影響（influence）及應用（application）（Che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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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見表 2.3。 

 

表 2.3 研究應用量表 

階段變項 說明 

傳遞 我將研究結果傳遞到使用端。 

認可 我的研究報告已被使用端閱讀與瞭解。 

參考 我的研究已被使用端引用在其報告或計畫中。 

努力 使用端已經著手採行我的研究結果。 

影響 我的研究結果已經影響了使用端的選擇與決定。 

應用 我的研究結果已經被使用端給應用了。 

資料來源：轉引自 Cherney, Povey, Head, Boreham, & Ferguson （2012）。 

 

  雖然此種量表的評估方式將研究應用視為一個「影響過程」，而非單一事件，

給予本研究很有意義的視角。然而，此種量表也被批評為過於強調研究的工具性

應用，而忽略概念性的影響（涉及「研究應用的模式」，將於本節第貳點作探討），

而且過於信賴線性思維的假設模式，認為研究應用會依序經過不同的階段累積到

下一階段去，而且每階段似乎都具同等的重要性（Davies & Nutley, 2008）。然而，

研究的應用從來就很少是直接的、階段性的、工具模式的。 

  對於研究應用量表的不滿足，也引起更為強調研究者與決策者「互動關係」

的模式。這些模式試圖捕捉研究應用過程中的人員互動關係的複雜性與政治性。

例如 Johnson（1999）即認為教育政策場域中的政治性特質，提供了影響研究應

用的脈絡，這些脈絡因素將會決定出研究如何被應用。這樣的觀點不是僅關心研

究是否被應用而已，更強調研究如何被應用。另外，Elliott & Popay（2000）則

是偏重於研究者與決策者之間的對話與溝通關係，強調知識的產生係源自於人類

活動的互動與容忍模糊及另類詮釋，這種研究應用觀點是奠基於英國社會學大師

Giddens 所提的對話模式的概念，透過對話模式，她們發現研究應用多半是非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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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政策的，而且研究具有調節研究人員與決策人員對話溝通的功能。 

在方法論上，「互動關係」的研究不像「研究應用量表」採用調查問卷的量

化統計方式進行，而是以質性研究設計，採半結構式深度方談進行，例如 Elliott 

& Popay（2000）就以質性取徑的個案研究法，透過深度訪談與文件分析來研究

決策者是如何使用研究證據的。 

這些探索互動關係複雜性與政治性的研究中，就以 Weiss 所提的七項研究應

用模式分類最為著名，也廣受其他研究者的高度引用（Weiss, 1979, 1991）。以下

將另闢段落，進一步詳細說明奠基於 Weiss 的研究應用模式，以及新近學者所提

的新模式。 

 

貳、研究應用的模式 

由於教育的問題是高度複雜和不確定的因素使然，在有限的資源和高度的要

求之下，研究資訊通常被視為一種輸入，被放入決策的過程之中（Johnson, 1999; 

van der Hoeven, 2007）。然而，學者 Weiss 建議，如同 Hird（2009）所提醒的，

決策者有多元的研究使用方式。以下，針對研究使用的不同類別進行討論： 

關於何謂「研究應用」，學者 Wesis 提供了可能是最具說服力的分析。她認

為不光是瞭解研究有無被應用，更應該先探討研究是如何被應用的。她為社會應

用之目的和過程提供了不同的分類，並提出了嚴謹清晰的研究應用類型。在 1970

及 80 年代間，她幾乎是探討研究與政策關係的先鋒學者。她的研究分類影響後

續諸多學者，散見於教育及政策研究的相關文獻中（Byrne & Ozga, 2008; 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Hammersley, 2002; Monaghan, 2010; Nutley, 2003; Porter, 2010; 

Stevens, 2007; 王麗雲, 2006）。 

承上，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亦曾歸納提出四種研究應用模式，包括：經

驗主義模式、理性模式、表面模式、概念模式。其中經驗主義模式主張研究提供

良好的資料，就可讓決策單位處理政策問題，但研究應用與否取決於決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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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模式則是認為經由科學研究得出的研究資料，配合傳播即可直線性的影響決

策。表面模式認為研究僅為決策單位之附庸或一種工具，沒有實質作用。概念模

式則同理性模式般認同研究對於實務之功能，但不僅止於直線性之影響，亦包括

啟蒙功能，如：提供問題之背景知識、提供政策概念之啟發等。 

以下，本研究依據文獻中的主要討論，進一步將研究應用的分類模式歸納為

三個主要類別，分別為：工具取徑、概念取徑以及策略取徑的研究應用，這三個

取徑之下共含六個研究應用模式，亦將一併討論後續新發展的演化模式與過程模

式，總計呈現八個研究應用模式（依序為：知識導向模式、問題解決模式、互動

模式、啟蒙模式、政治模式、戰略模式、演化模式、過程模式）之說明。 

 

一、工具取徑的研究應用：包含「知識導向模式」、「問題解決模式」 

工具取徑的研究應用模式，皆顯示出類似的觀點：認為研究可以對政策決策

產生直接的、線性的影響。Young 等人（2002: p.216）將工具取徑的研究應用模

式區分為二，其一為「知識導向模式」，認為研究帶領政策，研究者的角色居於

上位（on top）；另外，「問題解決模式」，研究須緊跟著政策的問題設定，研究者

的角色是一種隨時可取用的專家（on tap），專家服務於政策。 

（一）「知識導向模式」（knowledge-driven model）的主要假設認為：基礎研究會

揭示出某些對政策決策有相關的知識，這樣的基礎研究結果，可為應用研

究所使用，用來檢視和定義實務上的問題；然後再搭配適當的研究工具來

實施研究結果，接著，所謂的研究應用就產生了（Byrne & Ozga, 2008; 

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Weiss, 1979）。 

（二）「問題解決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的主要過程是：提出一個政策

上或實務上的問題→現有的知識難以解決問題→透過檢視現有的研究案

→或重新委託新的研究案來補足這個知識落差→透過研究而提出問題解

方（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Weiss, 1979）。研究者被期待能直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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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據來解決特定的研究問題。此模式是奠基於一種線性關係的假設，

認為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是線性的影響關係，問題知覺到提出解決方案是

線性的決策過程（Byrne & Ozga, 2008）。 

工具取徑的前提假設是，決策過程是一個穩定靜態的線性過程，亦即是第一

節所探討的政策理性模式。近來，許多國家提倡「證據本位的政策」

（evidence-based policy）的基礎內涵，即是蘊藏著這種工具模式的假設（OECD, 

2007）。這種模式利用研究證據來定義政策及事務上「什麼是有用的（what 

works）」。然而，事實上，許多研究者相信「什麼是有用的（what works）」其實

是沒用的（won’t work） （Biesta, 2007; Hammersley, 2002）。這些研究者認為，

很少研究會對政策決策產生直接的影響效果，另一方面，決策過程也幾乎不太可

能像理性決策模式所假設的那樣：決策奠基於最好的證據基礎（Young, et al., 

2002）。相反的，研究通常間接影響政策決策的，研究、知識、政策與實務彼此

間的關係，較像是鬆散的、變動的及偶發的關係（Nutley, 2003）。正如同 Johnson

所言的，研究只是決策競技場中的其中一種訊息輸入而已（Johnson, 1999: p. 31）。

研究通常會被決策者選擇性地、工具性地使用，藉以達至更大的政治目的，而非

理性地用來解決特定問題。再者，Biesta（2007）認為研究證據（research evidence）

僅僅能告訴我們什麼是過去有用的（What worked），卻無法告訴我們現在什麼有

用（what works）或未來什麼有用（will work），這意味著，研究的結果並無法簡

單地就轉換為行動的規則。 

 

二、概念取徑的研究應用：包含「互動模式」、「啟蒙模式」 

研究應用的概念取徑包含互動模式和啟蒙模式，兩者均代表著更間接

（indirect）、分散的及複雜的政策告知過程（process of policy informing）。 

（一）互動模式（interactive model），研究發現通常是在一種非線性的互動的決

策過程中，伴隨著個人經驗、政治的洞察力，及不同行動者的意見而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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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使用（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Weiss, 1979）。在這種模式中，研究

的使用僅是複雜過程中的一部分，而這過程，並非是從研究到決策的一段

線性的過程，而是一組混亂無序的來來回回的交互連結過程。在這政策決

定的過程中，決策者利用的是一系列的知識和意見來幫助決策（Weiss, 

1979）。 

（二）啟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這是社會科學研究進入政策場域的最常

見模式（Weiss, 1979）。影響政策的並非是單一研究或一系列相關的研究

所產生的直接影響，而是一種新議題的新概念思考方式、思考問題的創新

架構，以一種潛在的、滲透的方式在影響政策（Hammersley, 2002; Weiss, 

1979）。事實上，這模式的基本假設是，政策決策過程是複雜動態的。研

究是被用來幫助決策者，澄清問題本身及闡明問題的理解脈絡

（Hammersley, 2002）。 

在諸多研究應用模式中，啟蒙模式被廣泛地認為是教育和社會科學研究中，

較適當的、最常見的、最有影響力的。惟仍要體認雖然改善研究利用是有可能的，

但它仍是受到一定程度的限制。易言之，我們應該不要對於研究的實務貢獻，抱

持著過大的期望（Hammersley, 2002）。 

「證據告知政策與實務」（evidence-informed policy and practice, EIPP）運動，

即是奠基於概念取徑的基礎，它相對於「證據為本政策與實務」（evidence-based 

policy and practice），證據本位政策過於簡化，其假設認為研究對政策主要是一種

問題解決的貢獻—提供研究資料給政策決策（Biesta, 2007; Young, et al., 2002）。

證據告知政策的模式則與證據本位政策相反，它關注的是一種間接的、動態的研

究與政策之關係，而非一種簡化的關係模式。近來，許多國家紛紛將強調證據本

位政策，轉變為證據告知政策，這種位移就是認知到概念模式的主要目標（Young, 

et al., 2002）。因此，「以證據為本的政策」和「證據告知的政策」之對比，就如

同研究利用模式的「工具模式」對比於「概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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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概念取徑被批評為過於抽象，難以理解政策影響過程中的細微與複雜

之處（Monaghan, 2010）。在這概念模式下，很難瞭解到底是哪一個研究擁有較

大的影響力，得以被決策者選用。結果，似乎每個研究都被假設為具有同樣的機

會可以被選用於決策上產生影響（Monaghan, 2010）。 

 

三、策略取徑的研究應用：包含「政治模式」、「戰略模式」 

政治模式及戰略（策略）模式均為策略取徑的事例，這種分類下的研究使用，

研究或證據是被決策者選擇性使用來滿足其短期的利益，意味著研究的誤用。此

取徑認為研究議程是受政治力驅動的。研究被委託來、使用來支持政府或部長及

有關官員的既定預設立場（Young, et al., 2002）。Weiss（1979）進一步對兩者進

行分類與說明： 

（一）「政治模式」（the political model）：此模式中，研究發現往往是被選擇性的

用來支持政策或實務決策的預設立場（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Weiss, 

1979）。基於利益、意識型態與理解思維的理由，決策者早已決定好了某

種立場，這立場是不容研究結果來動搖它的。然而，對於 Weiss 而言，她

認為使用研究來支持原有的立場，其實也是研究應用的一種，不能認為它

就不重要的或不恰當的（Weiss, 1991）。她認為「只有刻意扭曲研究或錯

誤詮釋研究，才能說是不合理的研究應用」（Weiss,1991: 178）。在某種程

度上，研究能被正確地詮釋、支持某個團體，它給予這些擁護者更多的信

心、降低不確定性，提供他們持續論辯的優勢。 

（二）戰略模式（the tactical model）：在此模式中，研究是被使用來增進決策者

的可信性的，不管決策者是有無決定或作為（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例如，有時候官方藉由研究來宣稱她們的決定是基於研究結果而作為或不

作為，來將輿論或批評轉向（Weiss, 1979, 1991）。或是藉由研究來緩止外

界的壓力，最常見的即是：「我們會再委託相關研究進行評估，再研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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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府官員通常會戰略性地應用研究來延緩行動，藉以避開一項不

甚討喜的政策責任。 

很多研究者相信，政治性或政治的因素對於研究的應用有很大的影響力

（Biesta, 2007; 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Johnson, 1999; Porter, 2010）。過去的

研究總結告訴我們，雖然研究有可能扮演著啟蒙角色的功能，但是更多時候，決

策者主要利用研究來支持其預設好的政治立場。例如，Johnson（1999）就悲觀

地指出，研究知識（訊息）通常得臣服於政治競技場中的議程。其後的研究，

Hird（2009）反而是比較有希望的將眼光放在政治場域中研究應用的間接影響上。

他強調個人連結，研究者積極主動的與決策者相互互動建立關係，使研究者自己

親近或是受喜愛於政策決策人員，是研究進入政策建議的最重要面向。 

但由於上開幾種模式有點過於抽象，學者們仍不僅滿足這些模式的解釋，進

而轉向持續探求研究與政策決策更細微的互動關係（Monaghan, 2010; Stevens, 

2007）。他們進一步地問：研究與決策之間的連結關係是如何發生的？政策決策

如何能不斷地選擇性地使用這些研究？以下的模式將延續探討這些問題。 

 

四、演化模式 

Stevens（2007）運用類比於演化的概念來說明決策過程中證據被使用的模式。

此概念認為選擇的機制是奠基於「最適者生存」的古典演化社會理論。 

「源自於研究證據的諸多觀點，會在政策中產生相互的競爭，如同遺傳基因因變異

與選擇而得以生存。這些觀點，可能是源自於學術界、新聞記者、智庫或壓力團體

等所提供的事實、發現或建議。部分的觀點符合權力團體的利益，另一部分的觀點

則反之。符合利益的觀點則會受到支持擇用，並被有權者帶進去政策中…。不符合

利益的觀點反而受冷落，不會受到擇用。那些符合某權力團體利益的觀點就可以生

存下來，這也是此模式下所謂的演化的利基」（Stevens, 2007: p.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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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Stevens（2007）更進一步闡明他的論點，他說：確保觀點能生存下來

的並非只是觀點本身的力量（power），而是擁護該觀點的政策行動者（carriers）

的權力與選擇。這意味著，在觀點與擇選觀點的政策行動者（carriers）間，存在

著相互的關係。Stevens 將這種關係稱為「擇選的機制」（mechanisms of selection），

此機制中包含著四種元素。第一種為「拖補」（trawling），政策決策者、企業、

政黨及壓力團體得以如釣魚一般地釣取有利的證據，然後扔掉不需要的證據。第

二、決策者可以「培植」（farm）證據，這裡指的是，個殊的研究案被委託來為

特定政策提供證據，只有支持該特定政策的研究才會被出版。第三種是創造「抨

擊」（flak）的一種策略，刻意針對對方政策的證據，製造出不滿的聲浪並釋放到

政策場域中去干擾原訂的政策方向。第四種為機制是，對於那些無法為有權者提

供有用的研究或是不配合的研究案，對其組織或個人施予「壓力」（strain）。例

如，在學術場域中可能會發生的事，實際撤銷或是威脅撤銷研究案的補助經費。 

雖然 Stevens（2007）的演化模式可以解釋政策論辯中某些證據特別擁有一

種特權的角色，但演化模式的角色也並非沒有問題的。它假設著生存下來的觀點，

是由於這觀點對於政策擁護者的有用性，使得它會被用到政策結果上。但是，

Monaghan（2010）的研究則批評這樣的研究應用，認為此仍然是一種假設研究

證據會對政策決策產生直接的、線性的因果連結關係，這種觀點與工具線性模式

並無不同。 

對於 Monaghan（2010）而言，演化模式抱持著凡是能在擇選機制中生存下

來的觀點就能被運用到政策決策中去的假設，其認為如此假設是有問題的。

Monagha 認為這種假設就是一種研究能直接影響決策的線性模式。他批評道：「它

是基於線性邏輯和一種認為證據與研究之間是穩定的、狹隘的關係的觀點，一旦

證據被權力團體所選用，則政策就會形成一種證據本位的政策，且會一直維持下

去（Monaghan, 2010: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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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程模式 

儘管演化模式可以細緻地說明：為何某些特定的證據得以在政策辯論的競技

場中被挑選出來。但是對於 Monaghan 而言，不管是闡明研究如何被選擇性利用

的演化模式，還是著重研究僅能間接影響政策的啟蒙模式，他們都只是各自地解

釋了研究應用中的一部分複雜性而已。他進一步指出一種新模式，需要（1）關

注於研究證據的擇選機制；（2）並不將證據的角色限制於一定要直接貢獻於政策

結果；（3）認定政策是一種動態性的過程（Monaghan, 2010: p.10）。有關於上述

的這些要求，Monaghan 將演化模式與啟蒙模式整合成了所謂的「過程模式」

（processual model）。儘管這個模式尚未完全被發展出來，過程模式的名稱也是

一個暫時性的指稱，但是 Monaghan 表示，以上的三項要素是這個模式的主要準

則。易言之，過程模式基本上整合了演化模式（強調於證據的擇選機制）與啟蒙

模式理論（強調政策過程的動態性）各自的理論特點。 

Monaghan 之所以提出過程模式，主要來自於他對於一項英國藥物政策的個

案研究之發現。他發現在英國的藥物分類政策中，原本存有三種不同的政策論辯

觀點，分別是：理性的、激進的與保守的觀點。但是最後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

使用的是一種「貌似證據的證據」，這證據不全是來自於上述政策論辯三項觀點

所引用之證據。這意味著，政府的決策並非真的是證據本位的決策過程

（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因為很多其他的證據顯示是沒有被使用在政策

決策過程的，尤其是激進的與保守觀點所引用的證據。對此，Monaghan 不解的

是，如何去解釋此證據應用的複雜情節（imbroglio），為何有些證據得以被優先

挑選出來？以及為何有些證據於政策決策過程中被使用了，但卻不必然影響或形

塑了政策結果呢？惟似乎於現存的研究應用文獻中，尚未能提出有效的解釋模

式。 

為此，Monaghan 梳理了當代的研究應用理論後發現，啟蒙模式雖提供了一

個較為彈性的觀點來理解政策過程中的證據應用，但是啟蒙模式過於抽象，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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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細部捕捉出為何在某些政策中該項證據能被擇選的細節。相對的，演化模式則

能對此提出補充，但演化模式卻又陷入了證據應用的線性思維中，未能充分解釋

政策過程的動態性與不確定性。因此，Monaghan 進一步整合啟蒙理論與演化理

論，截長補短後提出過程模式（Monaghan, 2010）。簡而言之，過程模式的理論

貢獻在於解釋：「被挑選出來的證據，未必能在政策論辯過程中受到應用，也就

未必能貢獻於政策結果，但是受挑選的證據的確能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擁有一定的

顯著性」（Monaghan, 2010: p.10）。 

是以過程模式試圖闡明「政策過程的複雜性和細微之處，以及更精確地描繪

研究與政策的關係」（Monaghan, 2010: p. 1）。Monaghan 所呈現的不只是很有價

值的新觀點，更有一套清楚且一致的論述。然而，事實上這也是一個新提出來的

模式，尚未有足夠的證據來支撐它。需要更多的研究來檢視此模式的效度。整體

而言，過程模式對於高度政治性脈絡下的研究與政策之關係，提供了一個較細微

的解釋。 

 

六、小結 

  根據上述研究應用的模式，研究應用主要可概分為工具性、策略性與概念

性的應用，另亦有新近學者所提出的演化模式與過程模式。工具性的研究應用與

研究測量方法，在學術界上受到較多的批判，在實務上也較少出現在教育的領域

中。另外，雖然研究有可能扮演著啟蒙角色的功能，但是更多時候，決策者可能

利用研究來支持其預設好的政治立場。然這些文獻多半是根據於西方的英文文獻

所得。反觀我國研究，根據文獻回顧，我國探討教育研究應用之相關文獻為數不

多，在實徵研究上，有何美慧（2002）以學位論文所進行的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

之研究；在概念上的詮釋討論，則有潘慧玲（1999）、王麗雲（1999、2006）、翁

福元（1999）、張善楠（1999）及謝美慧（2000）等文章。此亦顯示我國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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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應用或是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關係的研究尚待更多研究者的投入與研究機

關的關注。 

主要實徵研究則有何美慧（2002）的碩士論文，根據其研究發現，教育部所

進行的委託研究多半係屬於工具性的研究應用模式，也就是利用委託研究蒐集解

決問題所需要的資料，提供行政人員解決問題的建議或決策的基本資料，而且多

數的受訪研究者對於教育部委託研究的目的，並不認為有為政策背書的情形。但

是何美慧（2002）也指出研究方法論上的困難，對於工具性應用模式的測量則較

不困難；相反地，策略性應用模式及概念性應用模式，在測量方法上則較為不易。 

研究如何應用（研究應用的模式），與研究應用過程中的影響因素息息相關。

因此，在瞭解研究應用的模式之後，有必要進一步檢視影響教育政策應用的因素

（於下一段進行說明），並將此影響因素的概念架構帶入實務現場中，作為探究

經驗世界的理論視角，除了可以幫助研究者觀看實務現場的影響因素外，也可能

透過實徵資料與理論的互為對話，進一步豐厚理論架構的模型，也豐富研究者的

經驗理解和觀看視域。 

 

參、影響教育政策應用的因素 

在教育研究的領域中，學術研究被認為鮮少具有政策的影響力，也難以符合

決策人員的需求。這樣的描述已被為數甚多的研究人員（Biesta, 2007; 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 Hammersley, 2002; Hird, 2009; Johnson, 1999; Osterling & Austin, 

2008; Porter, 2010; Weiss, 1979）與實務行政人員（Nilsson, 2007; OECD, 2007）所

認可同意。國內學者楊深坑（1999：p.34-36）在國科會主辦的「全國人文社會科

學會議」會前會之社會科學組的會議手冊中「教育學學門成就評估報告」所提： 

「目前教育研究的成果對於實際教育決策的影響力並不明顯。一般而言，國科會所

補助的研究專案較偏向理論性的基礎研究，而教育部所委託進行的大多屬政策導向

的應用研究。兩者方向有所不同，但皆為公家所贊助，顯示出我國教育學門研究中



53 
 

的行政導向。惟這種導向並不意味教育研究的成果必然對於實際的教育決策產生重

要的影響，事實上，近年來教育研究的成果常不敵政治上的考量」。 

翁福元（1999）認為教育研究和教育決策之間會有所差距，主要是因為兩者

所處理的對象都涉及價值和意義型態的問題，而且往往兩者所持的價值與意識型

態也時而相左；兩類人員對於彼此的角色認定也有所出入。因此，為了要縮短教

育研究和教育政策之間的差距，有必要讓彼此瞭解各自的價值觀和意識型態上的

差異。 

王麗雲（2006）亦認為教育研究應用應用情況非令人滿意，並以美國作為舉

例，該國將研究成果轉換為政策行動之應用程度亦低，表示此並非容易之事，教

師認為教育人員不了解現場，教育董事會認為研究成果未妥善傳遞，中央政府則

歸咎於教育研究優先次序失當，是以政府雖挹注資金於教育研究，但並不代表政

府機關會依據這些研究就形成決策。 

而為何有上述評論？為了進一步瞭解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本研究以下就學

者所提之重要影響理論說明之： 

一、兩社群的文化差異：兩世界理論（雙元系統理論） 

教育研究者與決策者長期以來，均注意到普遍存在於研究與政策之間的落差。

某些學者認為研究者與決策者分別生活在兩個鮮少接觸互動的不同世界當中

（Hird, 2009; Osterling & Austin, 2008）。因此，常常用「兩世界理論」來說明存

在於研究與政策中的文化基礎的差異性（Hammersley, 2002），亦有稱之為「雙元

社群論」者（引自王麗雲，2006）。這種文化的差異，被認為是造成決策中的研

究應用之障礙（謝美慧，2000）。 

這樣的觀點認為，研究者和決策者各自投入於全然不同的活動中，導致了各

自有不同的應用觀點（Hammersley, 2002）。對於研究的世界而言，研究者的責任

被想像為，運用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設計來生產客觀的知識和事實性的真理

（factual truth）。而對於研究者的一種文化的描繪，也經常認為他們生活在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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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中，孤立於決策者或實務工作者所處的世界；他們的研究主題主要是根據於學

術圈內的關心議題，而非決策者或實務者所關心的議題（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他們所使用的語言也往往是學術的專門術語，他們所研究出來的知識被

認為是一種高層次的知識，因而認為嚴謹的研究可以對政策及實務提出什麼有用、

而什麼是沒有用的結論（Hammersley, 2002）。 

對另一個屬於決策者的世界而言，決策者被認為是生活在一連串混亂的政府

活動當中，而且經常不認為他們自己是正在做政策（making policy）。因為，他

們僅僅是在日常生活中一小步一小步地做著各自的工作，並不意識到他們的行動

其實正為推動整個政策（Weiss, 1982）。就他們的觀點而言，所謂好的研究，就

是可以解決他們議程中的問題的、研究發現能與他們的信念、意識型態及偏愛的

實踐相互吻合者；用一種簡單易懂的文體所撰寫的；能即時地提供的；並能將政

治和經濟的限制一起通通考量進去的「研究」。也因如此，在政策世界中的知識，

被認為是價值承載的（value-laden）、是有偏誤的、是不完整的、是部分的、自

我服務的及政治妥協的（Ginsburg & Gorostiaga, 2003）。決策者所用來做判斷的

資訊，不是僅有研究證據而已，還包括個人的經驗、政治的洞察和政治壓力的考

量。因此，研究證據對於政策的影響當然就是有限的了。 

兩世界理論（雙元社群論）的文化差異，的確可以用來說明大部分的研究與

政策的關係。Nelson 等人（引自王麗雲，2006：p140）的雙元社群論就認為在科

學研究與政策兩個社群中，各個社群都有其獨立的次文化、主觀價值與態度，

Nelson 並整理出研究社群與政策社群的七項差異，分別是：「根本哲學觀」、「知

識產生的本質」、「決策依據」、「時間概念」、「獎勵制度」、「邏輯」與「興趣」。

可見，研究與決策世界往往抱持著不同的優先順位，使用不同的語言及知識或證

據，運作於不同的時間尺度中，彼此的酬賞系統也不同。因目標上的差異，也可

能就因此帶來相互衝突的潛在可能性。這些差異說明了存在於研究與政策世界中

的落差，也是決策過程中低度研究應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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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元系統論 

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之間難以完美的結合原因在於：研究者不瞭解政策過程

的本質、決策者與研究者角色的衝突、以及社會科學研究與決策間缺乏適當的制

度性連結（王麗雲，2006）。翁福元（1999）就認為教育研究在政治系統中，通

常缺乏有力的傳播者與連結系統，能夠很客觀且實務的傳播研究知識的現況，以

增加研究知識對政策的影響。 

在 Weiss 與 Bucuvalas（1980）的專書「社會政策研究與決策」中，她們提

出以三個鬆散聯結的系統來解釋社會學家與政府決策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進而解

釋影響研究應用的障礙。此三元系統所指的包含：「社會科學研究生產系統」、「政

策制訂與行政系統」及「連結系統」。可以發現，此三元系統實則奠基於上述的

雙元系統之上，更加入了對於研究社群與政策社群之間的溝通與傳播鏈的重視，

形構出所謂的「連結系統」（linking system）對於研究應用的重要性，以下是 Weiss

所整理出研究在連結傳遞過程可能遭遇的問題（轉引自何美慧，2002：p.34）： 

（一）負責委託的幕僚人員不是永遠清楚決策者需要做哪些決定、或是決定需要

哪些資訊。 

（二）決策者雖然有研究的需求，卻可能無法明確的界定研究的需求。 

（三）當審核要補助那些研究時，審核人員的標準通常是研究計畫中所提出的技

術性價值（technical merit），而非研究與決策的相關性。 

（四）研究計畫送到行政機關之後，通常缺少一套有系統、有效率的傳送系統，

能夠將研究計畫報告書送到適當的使用者手上。 

（五）決策者對學術期刊上的研究通常沒有興趣，因此，研究者若透過學術期刊

讓研究案得到決策者的注意或應用，往往是沒有效的管道。 

（六）決策者與研究人員很少有正式的會議，一起討論與政策有關的研究。 

（七）決策者通常不會利用電腦查詢與決策相關的研究資訊。 

（八）研究報告送交到決策者手上時，可能只是少部份或曲解的資料，並且，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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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者所讀的報告品質可能不好，而一些比較好的研究報告則沒有得到決策

者的注意。 

國內學者吳定（2006）在其接受行政院研考會委託的研究「行政機關政策規

劃研究機制」中發現，目前例行性的政策規劃以及例行性的研究發展缺乏結合的

機制，亦較少直接的結合。這使得政策規劃中進行研究或是研究直接反饋到政策

規劃的過程，可謂是特例而非一般現象。 

何美慧（2002）曾以 Weiss 與 Bucuvalas （1980）所提的三元系統論作為研

究應用的理解架構，進行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的分析，從「行政系統」、「研究系統」

以及「連結系統」討論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其所探討的主題包括研究議題、知

識的需求與規準、時間壓力、溝通用語、政策社群的文化特質、社會價值觀以及

有力傳播者的缺乏。其研究最後發現影響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應用，除三元系統的

上述影響因素之外，她另外提出「大環境的成熟度」亦是影響教育研究應用的重

要因素，其所謂的社會環境成熟度主要是針對研究的發現是否能為社會環境所接

受，有些研究發現雖然相當具有前瞻性，然社會整體環境尚未發展至能將之付諸

實施的成熟度，研究的應用當然受到限制。何美慧（2002）所補充之「大環境成

熟度」的影響因素，相似於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綜合模式的「外圍系統」，

以下詳細說明之。 

 

三、綜合模式的影響因素 

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於「教育研究應用：教育研究、政策與實務的銜接」

一書中系統性地綜合歸納國外有關影響研究應用的主要理論後，提出「綜合模式」，

該模式主要奠基於 Weiss 與 Bucuvalas（1980）的三元系統論上，但擴增了外圍

系統與脈絡系統（內部脈絡），以下進一步詳細說明綜合模式中的各項概念（王

麗雲，2006：p.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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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圍系統：包括政治與文化傳統、社會科學研究發展狀況、教育學科的地

位、研究單位的類型。此等外圍系統係屬結構性的因素，決定了教育研究

本身的重要性與否，哪一類型的教育研究可以成為主流。 

（二）脈絡系統：包括社會焦點、社會潮流、文化信念，是指一個社會中的社會、

文化或價值等因素。這些因素的變化影響了研究社群與教育組織兩個系統

各自不同的成員背景、知識觀、獎勵酬賞結構、時間概念，形成了兩個截

然不同的文化社群。 

（三）研究社群：指從事研究工作者，主要是以大學或研究機構中的學者專家為

主，角色較為中立。 

（四）教育組織：包括政策界與實務界，前者係指教育行政人員、立法委員及其

助理，這些人是主要的決策者，決定了教育的方向與策略、人力與經費的

分配方式；後者指從事教育實務工作的學校教師級學校行政人員，在權力

上雖不如決策者，可是卻是真正實際實施政策與計畫的「基層官僚」。 

（五）連結系統：包括（1）連結的內容（研究成果型式、來源、呈現方式、內

容特性）；（2）連結的方式（包括媒介、方向、信賴程度等）；（3）連結的

機制（如中介機構、智庫公司）。該系統是為連結起研究社群與教育組織

間根本差異所造成的罅隙而形成的，關心於傳播與溝通的內容及傳播與溝

通的方式。 

 

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p.147）認為，此一解釋模型，除了提供瞭解與描

述研究應用的功能之外，亦可由其中的改變看到契機，易言之，可以透過此模型

理解研究應用環節中的可能限制，針對可能發揮改變作用的部分進行努力，應能

減少研究應用的阻力，讓教育研究、教育政策與教育實務都能彼此互相告知

（informing），提供教育政策的行政的基礎知識，改進教育。綜合模式可以下圖

2.5 加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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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影響教育研究應用的綜合模式 

資料來源：出自王麗雲（2006：146）。 

 

四、小結 

「教育研究的成果常不敵政治上的考量」（楊深坑，1999：p.36）。事實上，

教育研究的應用程度偏低似乎成為一種事實，在國內外皆面臨此困境。經過嚴謹

學術方法研究所得的研究結果（或證據）難以進入行政決策的議程中，更難以告

知或應用於政策之中。究其原因，根據理論，兩世界理論（雙元系統論）著重於

學術研究與行政機關兩個不同設群的文化差異，造成研究難以被應用。三元系統

論更進一步將理論模型擴張到對於傳遞研究與促進研究者互動的「連結系統」機

制，使得我們對於研究應用的理解不再侷限於兩個社群的內部影響因素。 

綜合模式則更進一步地納入「外圍系統」與「脈絡系統」，使得整個模式得

以處理結構、能動力與脈絡性。「外圍系統」強調研究能否應用的大環境成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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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響性結構；而「脈絡系統」則提供了影響研究社群與教育組織形成兩個各自

不同文化社群的脈絡因素，兩世界理論所形成的文化差異即是奠基於此脈絡因素

上；「研究社群」與「教育組織」則分別各自解釋組織內的能動者之間的特性，

及其彼此互動下所產生的能動力；「連結系統」關注不僅是連結與傳遞研究成果

的機構，尚處理能動者與脈絡中的組織機構、外圍結構彼此間交互作用下的政治

性。此模式提供本研究探究影響研究應用因素時，一個較為理論嚴謹的、系統性

的、周全性的概念架構，作為理解經驗世界的理論視角，本研究將進一步以真實

世界的實徵資料來豐富此一理論模型，進一步地在理論知識上提出可能的學術貢

獻。 

本研究無法探究廣泛的教育研究應用情形，礙於能力與時間，僅能就教育部

所委託的教育政策研究進行討論，易言之，聚焦於政策導向的應用研究。然期望

深入探究研究是如何被應用與使用的（屬於 How 的問題），有哪些因素在影響研

究的應用；而非僅僅關注於研究是否被使用（僅僅是 Whether or not 的問題），因

為，若能對於研究如何應用及有哪些影響因素進行理解與探究，或許能進一步掌

握促進研究告知政策或研究影響政策，提供教育政策的行政基礎知識，希冀政策

的實踐能因研究（證據）的投入而變得更好，以改進教育政策與達成教育目標。

如此，亦期望能在經驗知識上出可能的實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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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以下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流程、資料處理、

及研究倫理，分節論述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共分為「跨個案比較研究」、「研究問題分析」、「歸納與比

較」及「反省及建議」四大區塊（如圖 3.1 所示），其規劃理由如下： 

  係採「跨個案比較研究」為研究方法，就本研究選取之多個個案進行探討，

並由探討過程中，透過文件資料及訪談作業，進行「研究問題分析」，俾了解委

託研究個案之目的、研究成果及對政策決策之影響等資訊，以作「歸納與比較」

來釐清委託研究案對政策決策能否產生影響的因素，供研究者「反省及建議」，

以研擬對於未來教育部進行相關委託研究案之建言。 

 

 

 

 

 

 

 

 

 

 

 

圖 3.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個案研究 

釐清委託研究個案之目的及作法 

了解委託研究個案執行情形 

評估委託研究個案對政策決策之影響 

委託研究案未

對政策決策產

生影響的因素 

研提對於未來教育部進行相關委託研

究案之規劃建議 

委託研究案對政

策決策產生影響

的因素

逐一進行各個個案研究 

研究問題分析 

歸納與比較 

反省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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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實施 

  本節主要呈現本研究如何實施之規劃，以下茲就研究取徑、研究對象，以及

研究流程，分別說明如下： 

壹、 研究取徑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為取徑，所用方法包含半結構式訪談法、文件分析法二種，

分別闡明之： 

一、 採取質性多元個案研究取徑的理由 

（一） 選擇質性典範的理由 

以下分別就本研究關注的問題、探究對象本身的互動特質、研究者與受訪者

互為影響的可能性，說明本研究採用質性典範的理由： 

本研究旨在深入瞭解政策委託研究究竟如何影響政策決策？研究人員與行

政人員之間的互動對話關係為何？有哪些可能的因素阻礙了或是增進了研究告

知政策（evidence-informed policy）的可能性。這些研究問題的本身就是關於「為

什麼？」以及「如何？」的問題，往往並非實證典範經常使用的量化研究所能以

回答的（Yin, 2009）。相反的，質性研究典範乃在於企圖探究教育現象的複雜層

面與現象背後之深層意義，強調真實、意義和價值的主觀建構與其在研究中的地

位（高淑清，2008）。由於質性研究的問題亦常聚焦於探索性或發現性問題，因

此，在回答研究問題的適合度上，相較於量化研究，質性研究更適合用來回來本

研究所提出的問題。 

更進一步說，本研究關心委託研究及研究應用過程中，行政人員與研究人員

的互動關係。為了捕捉及瞭解這樣的互動關係，需藉由這些個體的內在觀點來重

建彼此的互動經驗、情緒、感受與行動。質性研究的主要工作在於探索瞭解人們

解釋這個世界的過程，由受訪者的內在觀點出發，對受訪者內在經驗世界本質與

相關情境，予以重建與理解（高淑清，2008）。陳伯璋（2000）指出質性研究透

過個案極少數人的線索，去掌握與瞭解更為客觀的、普遍的世界，透過這些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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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讓我們更能深入探究主體經驗者的內在演變歷程，從整個經驗深度理解、

整體描述與詮釋後，掌握經驗背後的本質真意，並藉著持續不斷的對話和受訪者

間互為主體的同意，逐漸展現且達成研究之目的。本研究認為從個案中的有影響

力人物進行深度的經驗理解，方能掌握研究世界與決策世界的微妙互動關係。 

而且質性研究所關注的不僅是研究成果，更注重研究歷程（高淑清，2008）。

在質性研究的歷程中，人與人的互動過程與生活經驗是獨特而無法複製的，在實

際的人際互動中更充滿著耐人尋味的點滴，這種互為影響的經驗以及充滿意義發

生的本質正是質性研究的迷人之處。而且本研究的場域就是研究者工作生活經驗

中活生生的行政世界，透過質性研究的進行，研究者亦能深刻地反省自身所處的

工作世界所具有的意義，自身工作可能帶來改變的可能性；更甚者，人與人的互

動（受訪者與訪談者）本身即是一種互為影響的經驗歷程，不管是研究者對於受

訪者的理解與學習（決策端向研究社群的學習），或是受訪者透過訪談的自然對

話中更能知悉行政決策場域的條件限制與政治考量（研究社群對決策端的理解），

均可能在互為主體的影響歷程中，營造出一種學習的社群（learning community），

搭起連結理論知識與經驗知識的對話橋樑，倘若能如此，實則是研究者與受訪者

相互學習、相互影響的一道可貴的機會。 

綜合上開的說明，本研究旨在探究委託研究對政策的可能影響歷程，以及研

究人員與決策行政人員的互動關係，本研究的問題意識本身即具有探索性與發現

性的特質，聚焦於事件與人際的互動與過程中；基於此一互動的歷程目前尚不甚

明確，同時本研究關心於研究人員與行政人員的個別經驗意義的發聲（voice），

因而有必要採取自然取徑的策略，以自然的會話方式對談，從受訪者的生活具體

事件及主觀經驗談起，在有目的的會話（purposeful conversation）、互為主體性

的（intersubjectivity）與彼此互相尊重的對話（dialogue）中，建構起真實現場的

意義世界。基於本研究調查對象的上開特質，質性研究的典範更能滿足這樣的研

究需求，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典範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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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採用多元個案的理由 

本研究旨在探究教育部本部下設之司、處、室或委員會等內部單位，於 95

至 97 年這三年間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案為主（不包含所轄之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

以探討委託研究案與決策之間的關連，並以質性的個案研究為取徑。因此，本研

究所稱的個案係以個別的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作為個案，個別的委託研究案即是一

個個案（case）。而之所以採取前述三年區間內的委託研究案，主要係本研究為

避免近期較新之政策研究尚未於決策機關實務運用上產生實際影響效果，及避免

受訪者因利害關係人尚存續而自我侷限訪談內容影響研究信實度問題，所以將研

究對象限縮於 95 年到 97 年之間的教育部委託研究案，計包含 22 個研究案（詳

細說明請見第三節、研究對象）。 

使用多元個案研究設計（multi-case designs）所得的證據，通常會較單一個

案（single-case design）更具有說服性（Yin, 2009）。Yin（2009）進一步指出，

多元的個案可用以（a）預測不同個案間相類似的結果（原意的複製– a literal 

replication），或是（b）基於可預見的原因或理由，用以預測相反的結果（理論

的複製 – theoretical replication）；藉由這些不同個案對於原先研究立場

（propositions）的支持與否證1，得以發展出較為豐富的理論架構（theoretical 

framework）。因此，Yin（2009）認為多元個案的設計比起單一個案能提供更多

的分析優勢。基於本研究整體研究對象本身所包含的數個個案，以及多元個案研

究所得的證據有更佳的說服力，綜合上述理由，本研究採用質性典範的多元個案

研究設計，以求對研究主題獲得較全面之了解。 

 

 

 
                                                 
1 例如，在 10 個個案之中，4 個個案能得出相類似的、可預期的結論（literal 複製），另外 6 個

個案則被設計用來尋找負面解釋（rival explanation）的證據，假設最後的結果是所有的個案都能

於預期一般完成字義複製與理論複製的程序，則代表這些個案充分地支持原先的研究立場（initial 
propositions）；假使個案的結論之間彼此產生衝突，那麼原先的研究立場必須需要重新修正或在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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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料蒐集方法 

  「在一個好的質性研究中，方法與方法論的邏輯是一致的」（高淑清，2008：

p.27）。因此，同樣的資料蒐集之方法，可被運用在不同的理論觀點的典範之下。 

教育行政機關如何應用研究證據或研究結果，雖然可以從結構式訪談中瞭解研究

「有無」被使用，但是對於研究「如何」被應用、研究應用的政治性因素、研究

人員與行政人員的互動關係、各自工作的經驗意義與內在觀點等問題，就需要更

具彈性的資料蒐集工具，才得以挖掘更深層與具複雜性的真實現象了。以下本研

究進一步說明所採用的訪談法與文件分析法。 

（一） 文件分析法 

  文件的重要用途在於為其他的資料來源提供佐證之用（王文科，1999）。就

質的研究而言，文件的主要用途是檢驗及增強其他資料來源的證據，因而文件資

料的蒐集對於每一個質性研究而言，似乎皆是相當重要的方法（Yin, 2009）。 

  在本研究中系統性的文件資料蒐集時間，將分布於不同資料及的階段中，包

含正式進入現場訪談前，以及進入現場訪談過程中。在正式進入現場訪談前，研

究者因本身任職於教育部，得以地利及職務之便，透過教育部知識管理系統、法

規查詢系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等網路平臺，蒐集教育部歷年進行委託

研究之概況及行政規則等資料，並聚焦於 95 至 97 年進行委託研究之統計數據及

相關描述資料之擷取；此外，行政院研考會每年度發表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研究

發展成果年報，內容包含行政院所屬各機關年度研究發展成果概述、研究項目統

計表、經費概況表等，與教育部委託研究之應用屬間接相關，但這些內容訊息對

於臺灣脈絡的政策研究應用之理解，具有相當的助益，本研究亦一併納入文件蒐

集的範疇。 

  蒐集完上段所述資料，本研究將進一步就選擇之訪談對象（詳如本章第三節）

涉及之委託研究個案，經由教育部文檔管理系統、知識管理系統、法規查詢系統、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及網路搜尋或請託同仁等管道，取得相關文件資料，



66 
 

包含：該委託研究個案之需求說明書、服務建議書、契約書、研究報告、相關評

論等，研究者將依此等文件資進行收錄整理之文件分析工作，以瞭解該委託研究

個案之目的及執行成果等，並判斷該委託研究個案與目前哪些教育政策有所相關，

俾利後續訪談及分析之需。而此等內部資料能提供豐富的文件分析及用以進行三

角檢證的證據。另外，基於研究者本身同時也是教育部行政人員之身份，為遵循

行政職務倫理及相關法制規範，前述文件資料的蒐集，均以不違背資料保密原則

及個人資料保護法等原則為前提而進行。 

  最後，進入訪談階段時，研究者將於訪談的對話中，細心留意受訪者所提及

的重要相關文件，並針對與本研究具有高相關性的文件，於訪談過程中隨時記錄

下來，俟訪談結束或告一段落後，以委婉及誠懇的態度向受訪者詢問蒐集之。 

（二） 訪談法 

  質性訪談的優點在於詳細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detailed description of 

processes），綜合不同觀點（multiple perspectives）以探討言行的背後意義（social 

meanings）。而深入訪問法，係指研究者希望透過訪談發現影響研究主題，或是

以解釋研究對象的一些因素。這些因素，不是從表面的現象資料和普通的訪問可

以獲得的。本研究使用半結構式的深度訪談之原因，在於半結構式之深度訪談被

視為是一種方法，以探索和蒐集經驗的陳述資料，發展成為對人類現象更豐富和

深入理解力的資源（高淑清，2008）。使用半結構的深度訪談，訪談者僅列出訪

談大綱來做為指引，訪談的提問順序可因應改變，較結構性訪談更具彈性。透過

面對面的對話可以請受訪者說出個人的意見及對於個別事件的主觀意義，進一步

更可請她們提出對於特定情事或事件的洞察及評論（Robson, 2011）。 

本研究主要以面對面的半結構式訪談為主，惟若因某些受訪對象可能受限於

忙碌的工作行程或其他因素而不便安排面對面訪談，本研究將伺機採取電話訪談

法，用來澄清初次訪談後仍遺留的疑惑，補充更完整的訊息，或是於研究過程中

為建構發展理論而進一步地蒐集更多資料（Colema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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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對象 

本研究方法主要為文件分析法與訪談法，並以教育部 95 至 97 年度之間的委

託研究案作為分析的個案單位。因此，研究對象即是委託研究案個案，以及個案

中的教育行政人員及研究人員。 

一、 研究個案的選擇 

本研究選取 95 至 97 年之間的委託研究案，係鑑於政策從研擬、設計、制訂

至實施，此一動態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醞釀，是以過於新近的研究案，恐尚難以

在政策應用上看出實際的成果，故選取95至97年距今約4至6年之委託研究案，

應其對於政策決策是否產生影響應已定案，較適合探討研究。此外，亦考量 95

至 97 年之委託研究案，由於行政決策機關普遍人員流動頻繁，故距今 4 至 6 年

之委託研究案，與其有關的利害關係人可能因時間流轉未繼而存續，對於本研究

將規劃訪談個別委託研究案之相關人士來看，較能降低訪談者之心理壓力而較能

暢談，另為避免訪談者記憶可能剛開始淡忘，研究者於訪談前將依據與其有關之

委託研究個案詳作摘要，提請訪談者回憶，以利本研究之進行。 

基於上述，故本研究將研究對象限縮於 95 年到 97 年之間教育部本身（不含

所轄之三級及四級機關機構）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共包含 22 個研究案，此 22

件研究案係以 102 年度組織改造前之教育部秘書室列管有案（此謂列管有案係指

依據「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進行委託研究之研究案，由各單位自行委

託，或以行政指示、行政協助等方式個別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別不列入本研究所

討論之範疇），以及按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出版之 95 至 97 年行政院所屬

各機關研究發展成果年報為依據，輔以查詢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綜整而來。

其中關於研究單位，委託大專校院之高等教育機構承作為 19 案，委託高級中等

學校承作為 1 案，委託基金會、學會等民間團體承作計 2 案。研究範圍則含括針

對公私立大專校院至國民中小學及學前教育相關議題之委託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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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談對象的選擇 

基於前述第壹點研究個案的選擇，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擬為委託上述研究案的

教育部相關行政人員，以及該研究案的研究案主持人或研究人員等。本研究訪談

對象的選擇主要以立意抽樣及滾雪球抽樣方式進行，並以與委託研究案工作的相

關性為抽樣基準進行選擇。 

因本研究業將研究焦點聚焦於前述提及之 95 年至 97 年由教育部原秘書室

（該室於 102 年度組織改造後併入綜合規劃司）列管有案的 22 件教育部委託研

究案，然相關研究人員（含計畫主持人、研究人員）約 48 人次，且鮮少有研究

人員重複之情形，若再加上教育部委託此 22研究案之行政人員，將超過 70人次。

惟評估本研究限於研究者時間、能力以及經費的考量，並無法進行全數研究人員

及行政人員之訪談。因此，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主要以教育部內部單位於 95

至 97 年間進行委託研數量前三名之單位各擇 1 件委託研究案為主，其中委託數

量最多者為原中教司，其次為高教司、原國教司、原社教司及原教研會委託數量

相同，（基於對受訪者的保護，本研究將不列出前述單位此三年間之委託研究數

量，減少對號入座之猜測等疑慮），是以本研究就前述單位各隨機擇選 1 件委託

研究，並就擇選之委託研究案進行文件分析（詳如本節前述「資料蒐集方法」乙

段），以獲知相關參與人士（如計畫主持人、教育部承辦人、承辦單位長官等），

再以「研究人員」及「行政人員」為區別擇選訪談對象，其中研究人員部分主要

以受委託之計畫主持人為訪談者，行政人員部分則以教育部承辦人為主，皆盡力

邀請相關人員參與訪談。再則經由訪談過程中，仔細聆聽與該委託研究案其他有

關人士（如評論者、研究人員等），採滾雪球方式另外找出瞭解該委託研究案之

受訪者，是以每個委託研究案計訪問 1 至 3 名人員。 

承上，後續為避免個案數較少致生易猜測研究案名稱之風險，及為增加本研

究之信實度，故本研究扣除上段所述中教司等五單位後，再隨機由所餘委託單位

擇一委託研究案（原訓委會案）進行相關人員之訪談，故本研究共選擇 6 個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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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研究對象計 11 位，整理研究參與者資料表如表 3.1；考量研究倫理，受

訪者之身分以模糊性描述方式呈現。 

 

表 3.1 研究參與者基本資料表 

編碼 抽樣方式 受訪時間 訪談時間 

A1 立意抽樣 2013 年 4 月下旬 約 70 分鐘 

A2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上旬 約 70 分鐘 

A3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中旬 約 60 分鐘 

A4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中旬 約 40 分鐘 

A5 滾雪球抽樣 2013 年 5 月中旬 約 20 分鐘 

A6 立意抽樣 2013 年 9 月下旬 約 50 分鐘 

R1 立意抽樣 2013 年 4 月下旬 約 60 分鐘 

R2 立意抽樣 2013 年 4 月下旬 約 50 分鐘 

R3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上旬 約 40 分鐘 

R4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中旬 約 40 分鐘 

R5 立意抽樣 2013 年 5 月下旬 約 95 分鐘 

備註：A 代表行政人員（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 

   R 代表受委託單位研究人員（researcher）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 訪談具影響力者注意事項 

本研究所關注的訪談對象，分別是教育部的教育行政人員及受教育部委託研

究案的計畫主持人或研究人員。這些對象究其個人本身，分別是在行政場域以及

研究社群中具有領導力或是重要權力者，亦即是所謂的具影響力者（influential 

individuals）（王麗雲，2004）或是有權力者（the powerful）（Walford, 1994），資

料蒐集的內容多涉及敏感性的決策者如何應用研究證據的決策議題，使得這樣的

研究被稱為敏感性的研究（sensitive research）；另外，就研究權力關係往往會傾

向有權者的事實來說，向具影響力者蒐集資料的研究即是所謂的向上研究

（researching up）（Cohen et al., 20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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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有權者或是具影響力者，對於自己想要的或想達成的事物會傾向施予

掌控權，而其決策往往需要為多數人負起責任，實則也影響多數人的利益（Cohen 

et al, 2011）。王麗雲（2004）指出，具影響力者可以提供政策研究許多重要的、

深入的、動態的資料，以作為瞭解現象或是建構理論的依據，而這些資料殊難透

過問卷調查、文件分析與觀察法而蒐集，再加上研究性質之故，向具影響力者蒐

集的資料就多以個案的方式為之。但是如何向這些有權力的具影響力者蒐集資料，

以及該注意什麼事項，則成了研究人員與具影響力者訪談需要特別重視的環節。 

對於有權者的接近（access）是在與具影響力者訪談中的重要考量因素之一，

尤其是當訪談的議題具有爭議性質的時候（Cohen et al, 2011）。進行與具影響力

者訪談的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所謂的諸多防守措施（gatekeeping）。接近這些有權

人也往往需要有中介的第三人（intermediaries）的介紹（McHugh, 1994）。然而，

當訪談者顯得較為無害時（harmless），接近有權者的困難也會較為減弱，Walford

（1994）就曾提及女性研究人員的較不具威脅性與無害感，使其在進行與具影響

力者訪談時具有較佳的優勢，尤其是所謂的有權者中仍傾向以男性為多數。另外，

政治文化的限制、維持匿名性的不易、訪談時間的限制，以及其中的權力展現、

確認具影響力者的困難等（王麗雲，2004），也都是接觸與具影響力者進行訪談

的困難。 

在與具影響力者訪談中，不平等的權力關係最為明顯。Ball（1994: p.113）

認為，「對於有權者的訪談本身，就是一種權力的施展（play of game），訪談與

權力的展現並非劃分開來的，…因此，對有權者的訪談即是一種具政治性的事件

（political event）」。再者，「那些有權者習慣於自己的聲音是被注意的。他們往

往習慣於妥適處理訪談者的提問，能避開特定的問題以免觸礁，在言談中適當地

表現出適合自己職位的行為描述。他們往往也敏於察覺研究者的意圖，也習慣於

自己接受訪談時被錄音。總而言之，他們在教育世界中的權力也同樣迴響於受訪

的過程中，其個人的立場是不輕易被影響的。」（Walford, 1994: p225）。為了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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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訪談中傾斜的權力關係，本研究當參考王麗雲（2004）的建議，透過提高研究

的正當性、尋找重要人士的引介、謹慎規劃研究者的研究設計，以及事前周詳被

與溝通，來應對訪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戰。 

對於爭議性問題的處理，則是本研究的重要焦點。尤其是可預期的，在政策

與研究之間可能出現的緊張張力時，如能透過訪談而取得不同對象的不同爭議性

觀點，則將可能成為本論文的重要發現。因此，為了妥適處理及蒐集對於敏感性

與爭議性問題之看法，本研究將建立研究者受信賴的程度，以誠懇投入的態度提

問；避免對問題進行事先評論，以免引起受訪者的防衛或不快（王麗雲，2004）；

儘量將「為什麼」的問題轉化為「如何」的問題進行提問，以免引起受訪者激化

的情緒（Yin, 2009）。另外，訪談的準備工作上，對於訪談具影響力者的基本資

料要能事前充分地蒐集與瞭解；訪談大綱則事先送達給受訪者，展現誠意與認真

準備的態度、幫助提高訪談效率；訪談問題內容與優先順位也要能仔細規劃過。

訪談過程中，需要保持適當的彈性，循著受訪者的思路前進，但也需要能適當地

維持問題的主軸，以免失去訪談問題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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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研究流程 

本研究由本章第一節所示之研究架構為出發點，並力求周延，據以規劃妥適

之研究先後步驟，茲以圖 3.2 呈現，並就重要流程摘要說明如下： 

 
圖 3.2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繪製 

 

一、 選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問題意識來自於研究者的生活經驗世界。研究者本身於中央教育行

政主管機關的工作，正好提供研究者一個接近（access）及探究政策研究應用的

機會，而教育部所委託的研究案究竟如何為決策者所應用，政策如何因為研究而

擬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文件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文獻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文件分析 

資料整理與分析（含個案比較）

撰寫研究報告 

歸納結論與建議 

訪談 

選定個案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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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達成更為理想的決策，一直是研究者關心的實務議題。因此，研究者選定所

任職機關的委託研究案來探討其研究應用的情形，然而又考量到研究者需要與所

研究的主題保持一定的距離，否則倘若過於熟悉研究的主題，則易受研究者主觀

的偏見或成見所影響，或是容易將許多現象視為理所當然的窠臼，而忽略可進一

步分析的議題（高淑清，2009），故研究者未選擇自己現行服務單位內所進行之

委託研究為研究個案。 

 

二、 文獻資料的蒐集及分析 

當本研究主題確認後，即著手利用圖書館資料庫檢索系統以及相關教育文獻

網站，蒐集教育政策決策及教育政策研究應用（research utilization）相關文獻，

蒐集的類型包括書籍、學報、論文、期刊、研究報告以及政府出版品等，藉由這

些文獻，了解委託教育政策研究應用的理論基礎、發展沿革及應用模式；並蒐集、

分析及比較有關文獻資料，確定研究內容，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並了解現況

及發現問題。 

 

三、 文件資料的蒐集及分析 

文件資料的蒐集對於本研究問題意識的擬定有著重要的關鍵。文件資料不僅

可以瞭解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的歷年發展梗概，後續更可印證與補充本研究的訪談

資料。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來源以教育部為主，另亦蒐集統籌行政院各部會研究

工作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出版、發行或公開之資料。研究者因職務之

便，透過教育部知識管理系統及法規查詢系統等資訊平臺與請託同仁提供等管道，

及至教育部所設置之教育資料室（位於教育部本部地下一樓，使用及借閱方式需

先行與教育部綜合規劃司聯繫），主要聚焦蒐集 95 至 97 年本研究擇選之委託研

究個案的計畫需求說明書及研究成果報告等，以進行相關描述資料之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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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選定個案研究對象 

教育部歷年來的委託研究案為數不少，所跨時間幅度亦大，惟本研究經與指

導教授討論後，將個案研究對象限縮於 95 年到 97 年這三年之間的教育部委託研

究案計 22 件，係考量政策研究的應用尚需時間發酵，為避免過新之研究案可能

未及產生實際效果；再者考量 95 年至 97 年之委託研究案歷時距今已 4 至 6 年，

衡酌教育部人員流動堪稱頻繁，故與這段時期進行之委託研究案的利害關係人可

能因時間遞嬗已更動或不復存在，對於本研究後續將訪談個別委託研究案之相關

人員，較能降低受訪者的心理壓力，進而陳述及反映真實事實。 

 

五、 擬定訪談工具 

  本研究採以質性取向的多元個案研究設計，以半結構訪談及文件分析作為主

要的資料蒐集方法。在半結構訪談法進行時，研究者將自行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

談工具，以指引研究者與受訪者對話的方向。訪談大綱的問題內容係在研究問題

的框架下，根據理論文獻基礎而設計，易言之，訪談大綱中的問題並非無中生有

或自由想像得出，而係根據文獻及理論基礎並配合本研究的問題軸線，進行問題

大綱的設計，問題大綱草擬完成後，並將與指導教授共同討論與進行修正事宜。 

  經評估討論後，本研究茲就行政人員及研究人員此兩類對象分別製作訪談大

綱，詳如表 3.2。 

 

表 3.2 訪談大綱 

針對行政人員之訪談大綱 針對研究人員之訪談大綱 

1. 請長官談談，您所委託的研究案，當

時部裡委託的緣由與目的主要是為

何？ 

2. 請教長官，在委託研究的過程中（含

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部裡主要

1. 請研究者談談，您所主持的委託研

究案，當時教育部委託的緣由與目

的。 

2. 請教研究者，在委託研究的過程中

（含期初、期中及期末報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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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行政人員之訪談大綱 針對研究人員之訪談大綱 

提供什麼樣的指導與期待呢？ 

3. 就您所知，完成委託研究案後，部裡

後續如何使用該研究案？研究結果

在實際的政策決策上產生什麼影響

呢？ 

4. 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在影響該委託研

究的應用（採用）程度呢？ 

5. 請長官談談，您認為實務上教育研究

與政策決策之間，應該要維持什麼樣

的關係呢？ 

6. 整體而言，為了制定更完善的教育政

策，您對於目前教育部的委託研究作

法有何具體建議？ 

 

部主要提供什麼樣的回應與指導

（或指示）？ 

3. 請教研究者，在您的團隊完成委託

研究案後，教育部如何應用（採用）

研究結果呢？在實際的政策決策上

產生什麼影響呢？ 

4. 研究者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在影響

此委託研究的應用程度呢？ 

5. 請研究者談談，您認為實務上教育

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間，應該要維持

什麼樣的關係呢？ 

6. 最後，想請教研究者，如果為了讓

研究結果更能對於教育政策產生正

向的影響，您對於教育部在委託研

究的作法上，有何改善建議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六、 訪談及文件分析 

  將俟研究個案選定後，再行擇選訪談對象並按訪談對象涉及之委託研究案的

文件分析結果（詳如前述「資料蒐集方法」及「訪談對象的選擇」段落），據以

訪談與當時委託研究案有關之研究人員（主要以受委託之計畫主持人為訪談者）

及行政人員（以教育部承辦人為主），再則經由訪談過程中，依據受訪者提供之

資訊，另行以滾雪球方式找出瞭解該委託研究案之受訪者（如評論者、研究人員

等），預計每個研究個案將訪問 1 至 3 名人員。 

  訪談的作業流程，將分為以下三步驟進行：聯絡訪談人員徵詢訪談意願、充

分準備訪談前資料，以及實際進行訪談。首先，進行訪談前，將依據文獻探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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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文件分析結果擬定訪談大綱（如上表 3.2），制訂研究說明及邀請函（如附錄

一），前開文件經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於邀請受訪者時一併提供先行閱覽。

第二、尊重受訪者意願，對於同意接受訪談之受訪者，將與其敲定訪談時間後，

研究者先行蒐集受訪者個人背景資料，進一步多面向瞭解受訪者的個人背景訊息，

以利訪談對話過程能更進行地更流暢更有深度。同時，亦將研讀相關質性訪談文

章，以充實訪談技巧及相關注意事項。最後，於實際進行訪談時，確認錄音器材、

徵得錄音同意與否，適度記錄訪談訊息重點。 

  此外，如訪談人員提供相關文件或於訪談過程中提及有關文件，亦將進行閱

讀及分析，以作為下一流程資料整理階段之素材。 

 

七、 資料整理與分析（含個案比較） 

文獻探討、文件資料以及訪談資料都會得到大量的質化文字資料，因此，再

進行訪談以及資料蒐集的同時，即同步對這些資料進行整理與初步分析的工作。

之後，亦會進行個案比較工作，以了解研究應用異同之處。 

 

八、 歸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於完成資料的整理與分析工作之後，接下來即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問

題，綜合分析與歸納研究所得到的各種資料，提出跨個案研究結論，並根據結論

提出對未來的委託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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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處理 

壹、資料整理 

  本研究在委託研究應用的個案研究中，主要係以文件資料及訪談法作為主要

的資料蒐集方式，以下分別探討本研究中對於上述兩種方式的資料整理方式： 

一、文件資料的整理 

本研究文件資料的蒐集，主要包含三類。第一類，係與教育部委託研究個案

直接相關的報告書及統計資料；第二類，係與委託研究個案直接相關的後續政策

文本，或是能呈現出政策影響的相關文件；第三類，屬於不與研究個案直接相關

的補充性背景資訊文件。本研究資料的整理主要係依據上述三種類別進行編號。 

  於研究初期，將針對第一類教育部委託研究個案直接相關的報告書及統計資

料進行研讀與整理，製表臚列各報告書所提研究問題性質、研究目的導向、所採

用的研究證據、研究方法論典範及方法策略、研究結論與建議，以及研究團隊與

研究期程等項資料。製作此表的目的主要在全盤了解這些研究個案的基本資料，

用以進一步分類分析。第二階段，將製表臚列與研究個案相關的政策內容，形成

初步的研究應用對照表，唯此對照表尚須進一步於訪談中向受訪者澄清，並與後

續訪談資料進行交叉檢證，以增加政策研究應用的確實性。上開三類文件資料的

製表與整理，將有利於後續的資料詮釋與分析。 

 

二、訪談資料的整理 

  研究者將於每次的正式面對面訪談中，為求資料蒐集的信實度，將先徵詢受

訪者的同意予以錄音，並於訪談結束後儘速做成訪談逐字稿。倘若有受訪者表示

不願意接受錄音的情行者，研究者將會於訪談的過程中迅速摘要記錄，並於訪談

結束之後、趁印象鮮明之時，將訪談重點作成訪談紀錄稿。此外，為了文本資料

分析，將反復閱讀逐字稿，透過持續之詮釋及理解，進行各級編碼分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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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分析 

質性研究的資料分析是一持續不斷的循環過程，過程中可能會不斷地發展、

測試與修改研究的立場（O'Donoghue, 2007）。在此過程中，將持續地進行文本資

料回顧、反覆提問研究的分析問題、記錄各種分析出來的可能概念，透過這樣的

過程來讓文本的資料說出它的故事，讓文本資料生發意義。整體而言，此過程通

常包含：準備分析的資料、進行不同的分析、進一步深入地理解資料、再現資料

的意義、將資料的詮釋進一步地擴大其意義（Creswell, 2009）。 

本研究的資料分析方式將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高淑清，2008），

對訪談資料及文件文本進行系統性分析的方法，用以發現蘊含於文本中的主題

（patterns / themes）。從大量素材中歸納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意義本質，以主題的

方式呈現，用以幫助解釋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依據高淑清（2008，p.161-165），

整個主題分析流程循著「整體－部分－整體」的過程來回於文本與詮釋之間，逐

漸地會發現有接特定的經驗現象在所蒐集的文本中，不斷地重複出現且具共通性，

此即為研究者所要探詢的共同主題。 

於訪談資料引用的呈現方面，本研究以 A 代表「行政人員」（government 

administrators），R 代表受委託單位研究人員（researcher），並於其後加上數字代

表代號。實際引用資料時，若為整段引用以縮排及變更字型（新細明體）顯示，

若為引用幾句話，則以單引號「」註明並變更字型（新細明體）；另外，在引用

資料之末尾將註明資料來源，本研究以「身分別-第幾位-逐字稿中之答詢編號」

之格式為代碼，例如「A1-30」，則代表訪談編號 1 之行政人員，其於逐字稿編號

第 30 句答詢。此外考量部分資料引用篇幅較長，為便利閱讀及凸顯重點，將於

重點處標示底線，並適當刪除贅字。另為維護受訪者之匿名性，茲將逐字稿中涉

及人名、單位、時間等文字，統一以兩個○號（即○○）表示，必要時備註說明；

另在不違背受訪者語意原意下適度改寫或刪除具體指陳之方案、計畫或相關法規

等容易引發推測之關鍵文字，期將對號入座之猜測疑慮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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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資料的檢證 

對於質性研究結果品質的把關與信、效度有著密切的關係，此外也著重研究

一連串歷程品質的把關。Lincoln 和 Guba（引自高淑清，2008）提出可信性

（trustworthiness）的四項標準來取代量化研究中的信度和效度，包括用可信賴度

（credibility）來代表內在效度；用轉換性（transferability）來取代外在效度；用

可靠性（dependability）來代表研究的內在信度，並用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

來取代客觀性。高淑清（2008）在進一步歸納 Lincoln 和 Guba 對質性研究結果

可信的指標與策略後指出，三角測量法（triangulation）在增進質性研究結果可信

佔有重要的位置。三角測量法又稱多元檢證法，可以確保研究的有效和可信程度，

三角測量法包括：一、資料的三角測量，也就是應用同一種資料蒐集的方法蒐集

不同來源的資料，例如蒐集不同的文件類型或訪談不同的人員；二、方法的三角

測量，也就是採用不同的資料蒐集方法，例如同時使用訪談與觀察法。本研究主

要採用前述「資料的三角測量」來確保本研究的有效和可信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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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倫理 

教育政策的研究應用本身即是政治性的，尤其許多政治的因素會影響研究證

據的選用過程（Johson, 1999），資料蒐集的對象又多半是所謂的具影響力者

（influential individuals）（王麗雲，2004）或是有權力者（the powerful）（Walford, 

1994, 2012），資料蒐集的內容所多涉及敏感性的決策議題，使得這樣的研究被

稱為敏感性的研究（sensitive research）（Cohen et al, 2011：172）。因此，本研

究對於研究倫理的思考特別以謹慎的態度處理之。以下依據研究的不同階段來思

考研究倫理需處理的事項，分別為資料蒐集、資料分析與詮釋及研究撰寫階段。

最後，並將研究者個人角色的反省亦一併納入研究倫理的考量中。 

壹、資料蒐集過程的研究倫理思考 

本研究部分的受訪者身份為教育部的行政人員，由於部分訪談議題涉及政策

決策，因此，對於受訪者的身份保密即成為此階段最重要的倫理議題。為了建立

與受訪者的互信關係，本研究在蒐集文件資料時，將以誠懇的態度，向資料的提

供者保證所提供的文件僅供學術研究，決不另作他用，並且會盡力保密資料來源

者。首先，充分尊重受訪者。在訪談方面，研究者在邀約的過程中盡力表現誠意，

除了先行說明本研究的主題與訪談的目的，並且也告訴邀約者訪談的形式將根據

他們意願做調整，例如訪談的時間、地點、是否用錄音帶等等。並即時寄上訪談

邀請函及訪談大綱，呈現訪談內容與題綱，尊重受訪者也展現訪談者的誠意。 

再者，維持保密原則。本研究將提供受訪者一份研究同意書，充分告知可能

的受訪人員身份保密原則及相關的研究訊息，讓受訪者知悉自己可以在研究進行

的過程中擁有退出研究的權力，以及研究者將全力對於受訪者身份進行保密處理。

研究同意書除徵得受訪者同意參與研究訪談外，也會清楚告知本研究目的、研究

問題、參與本研究的層級、保密保證等（Creswell, 2009）。因此，除了與指導教

授討論外，本研究將對受訪者身份進行保密，同時避免對他人提及研究蒐集的訪

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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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料分析與詮釋的研究倫理思考 

在進行資料轉譯及分析時，將針對受訪者的身份以匿名或化名的方式進行處

理，以充分保障受訪者的身份隱匿性。訪談的錄音檔案轉譯成文字資料後，將選

擇隱匿地點妥適保存，以免錄音訪談資料流於他人之手，由於這些受訪資料僅供

學術研究使用，所以這些錄音檔案將於本研究正式完成後進行銷毀，確實落實檔

案保密處理。另外，在資料的詮釋時，主要的倫理議題在於公正地反應不同的觀

點與意見。尤其，如何處理研究者自身的個體經驗與先前理解及先備知識，勢必

對於資料的蒐集及資料的分析產生影響（高淑清，2008）。當研究者本身的工作

職務也是行政人員時，將有必要更加檢視自己對於行政場域的與研究使用的先前

理解框架，盡可能不讓先前的刻板印象影響資料的分析與詮釋。此外，也藉由與

指導教授討論資料的分析與詮釋、不同來源的資料相互檢證，協助研究者能以公

正客觀的角度進行資料的分析與詮釋研究。 

 

參、研究撰寫階段的研究倫理思考 

在研究報告的撰寫階段，主要的倫理議題在於公開且公正地呈現利益衝突的

議題，並保護受訪對象的隱私。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要保持中立客觀的立場，並

以誠信為原則，忠實呈現將獲致的資料，以確保研究的可信度。不過，為了保護

個人的隱私，對於研究個案的呈現將採模糊處理，目的即在於不讓讀者可以輕易

從政策內容猜出特定的決策人員與研究主持人員。由於本研究業已聚焦於教育部

95 至 97 年相關委託研究案的政策應用情形，在進行此種涉及政策決策的敏感性

研究時，研究資料的呈現稍一不慎，極可能會讓讀者推敲以對號入座方式猜想出

相關的受訪人員，造成敏感性研究的受訪者身份外露問題。為了彌補一研究倫理

上的問題，經與指導教授討論後，將採取以下作法：（一）抽象化：在研究資料

的呈現上，將儘量捨棄特定研究案的實例內容；（二）模糊化：不清楚標示研究

計畫和研究人員的對應；（三）雙重確認：除研究者自行檢視資料詮釋的匿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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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外，鑒於完全保密的困難，故於訪談時將直接告知受訪者，是否同意於研究報

告完成呈現前，先將資料詮釋的稿子寄給受訪者先行過目，請其檢視文字呈現方

式是否可行。如受訪者仍有所考量並覺得部分文字不妥，將尊重受訪者並詢問其

修正意見後，再行與指導教授進行資料詮釋之討論。 

 

肆、研究者個人角色的反省 

高淑清（2008）指出，研究者的角色攸關整個研究的品質，研究者與研究參

與者互動過程的每個環節，也都可能對研究結果造成顯著的影響。因此在進行研

究時，研究者必須審慎思考其定位與角色。這樣的提醒，促發本研究者更加反省

關切自己研究者的角色，以及自己與研究參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如前所述，本

研究者本身即是教育部行政人員，本研究所關切的政策決策場域即是研究者平時

工作的場所，研究參與者中的行政人員更可能是研究者在職場上所互動的同仁長

官。 

因此，在整個資料蒐集、資料分析與詮釋及研究撰寫階段之過程中，研究者

個人恐不可能完全跳脫任職教育部服務之立場，而達致完全的客觀中立。然而，

研究者本身對於自身角色的思考，卻未曾草率輕視或忽視之；研究者明確地持續

反思到，研究者對於研究脈絡與研究對象的熟悉與親近，可以為本研究帶來優勢，

也帶來視角上的盲點。其優勢在於，研究者可以更貼近研究場域的真實脈絡中，

深入了解政策決策與研究應用的細微之處；研究者可以更容易與受訪的行政人員

互動，可以更理解受訪行政人員語言的精確意義。這是一般非教育部行政人員所

不容易具有的優勢，但也是研究研究應用的一大優勢。另外，可能的盲點在於，

研究者已經過於熟悉研究場域的日常脈絡，更可能忽略了一些被自身所習以為常

的現象、事件與語言；更可能受到自己平常的偏見或慣性所牽引，而過於強調或

忽略了某些訊息。 

為了彌補研究者本身角色所可能帶來的限制，研究者有必要更加檢視、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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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對於行政場域與研究使用的先前理解框架，盡可能不讓先前的刻板印象影響

資料的分析與詮釋。其方法除了自身覺察外，尚透過文獻閱讀及教授指導，來增

加資料詮釋的信實度。首先，透過日常持續的研究文獻閱讀，保持對文獻資料的

持續理解，熟悉理論的框架，避免自己的主觀意識與偏見對於訪談資料詮釋的偏

誤。再者，也藉由與指導教授討論資料的分析與詮釋、不同來源的資料相互檢證，

協助研究者能以公正客觀的角度進行資料的分析與詮釋研究。以持平超然之角色

來理解分屬行政人員及研究人員之受訪者所傳達之訊息及蘊含之意義，反省自己

的想法是否在哪些觀點上存有偏見、避免過度融入自己的主觀意識以免以偏概全，

並且秉持寬廣之態度來進行資料之蒐集、分析、詮釋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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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將依據第三章所述蒐集之資料，分為：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之目的及

作法、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之應用情況，以及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因素分

析等三節，依序進行分析探討。 

 

第一節 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及作法 

  本研究首要關注焦點為：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的目的，唯有究明目的，方能

理解後續研究案之執行情形及成果應用，故本節茲先就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的目

的進行討論，再就教育部如何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以及與受參與委研究單位互動

等歷程，逐一進行說明。 

壹、 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之目的 

於此，先行引述本研究一位受訪者精確地捕捉到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的目的

之描述： 

 

…那個時候大部分的狀況就是有兩個狀況，一個狀況就是說，就是說預先規劃

的，就是我可能要做一個什麼樣的議題，可是我不是很了解現況，或者說我要

了解說議題的～就是那個需求或是要怎麼去做，那可能在實施的前幾年就會打

算做一個委託研究，然後去做一些分析或調查，這是第一種。那第二種就是類

似說有點是，比較臨時性的，那他可能有時候不是在規劃或年度計畫裡面，可

是就是變成說，可能～當時因為時代背景或者什麼媒體事件，或者 anyway，反

正他可能就發生了什麼事情，然後那個問題要亟需解決…。（A6-2） 

 

  故本研究從兩方面進行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目的之分析，分別為：一、解決內

部需求；二、回應外部壓力。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 解決內部需求 

  教育部啟動一項委託研究案的原因，涉及該部後續規劃研究方向，以及是否

關注該委託研究之過程及成果，不同的出發點可能導致不同的研究方向、產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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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利用。 

 

一種是先導型研究，也就是可行性研究，通常這種研究是針對未來比如說要修

正法令、或要推的方案，先做一個可行性的研究...第二種類型是屬於剛才講的

一個方案執行一個評估的研究，那委託的主要目的當然是我們針對已經執行的

一些政策...所以透過這樣兩種類型的呈現方式，會有不一樣的一個研究方向。

（A5-2） 

 

  而本研究所聚焦的個案，經訪談瞭解，獲知教育部如為解決內部需求而進行

委託研究案，其的目大致有下列三點，而這些目的可單獨成立也可同時並存： 

 

（一） 問題解決導向 

  問題解決導向的委託研究，係指教育部自發性地警覺到教育現場某些問題的

發生，需要有所改變以為因應及處理，且此相關的因應處理措施，係為行政人員

所難以獨力解決，而需要仰賴於學術研究的協助，進一步釐清教育現場問題、分

析解決問題所需的知識與資源、提出問題解決配套措施。此種以問題解決為目的

的委託研究案，亦多數由委託單位（教育部）主動進行委託。以下為本研究發現

教育部希冀以委託研究「解決教育現場問題」之實例： 

 

…一般如果說教育部他委託的政策研究，他通常都會有比較明確的問題意識，

就是他有遭遇到一些問題，他希望要解決…。（R5-1） 

 

…今天要聚焦到這個案子，我就跟你說實話...這是我們看到，長遠看到國家在某

教育領域，一直在弱化下去，可是一直弱化，那我們也一直很憂心，說實在，

啟動這個案子是一種憂心，那啟動這個案子憂心之後呢，我們那時候就覺得說

如何是好？...必須還是要找到核心的據點...所以呢，就請他們這些人來做研究，

希望他們能不能找到一個真正的那個核心，把這好的優良傳統繼續發展下去。

（A1-7） 

 

…因為那時候就是發生狀況的學生，好像那一兩年就突然增高，加上說只要好

像原因就是在壓力的調適和挫折容忍力不是很好的狀況，尤其課業什麼什麼的，

好像有一些壓力，或者說在處理挫折的能力都有待加強，那時候發現有一些產

生負向行為的學生好像都是因為這樣，所以那時候的長官…就會覺得說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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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趕快去做一些解決，例如說可能在壓力呀、調解呀，還有挫折容忍力提高這

個，是不是，怎樣讓學校給他們一些策略讓學校去執行，希望由部裡這邊先統

一做一個規劃，然後去做一些這樣策略的擬定，然後給那個學校參考，那時候

的背景是比較這樣子。（A6-9） 

 

就是要照顧學校呀，然後希望學校能夠...在這個整個社會經濟轉型、人口的轉型

過程裡面，真正能夠被好好看待，而不是純粹只是按照某些計量標準去做那種

很理性的，其實也是很不理性的那種算計。（R3-8） 

 

（二） 支持教育部預設的政策立場 

  再者，本研究發現，部分個案除了委託單位（教育部）希望解決教育現場問

題外，委託研究更被用來作為組織內部深層政治角力的工具。機關內部的行政人

員企圖藉由委託研究之成果「證據」，據以影響或改變更高層決策官員之意向或

扭轉現有的既定政策。因此，本研究發現，委託研究不僅僅可比被用來支持預設

的政策立場，更可被用來做為改變原有政策立場的策略性工具。如此一來，所謂

的研究證據也成了行政機關內部，不同政策論述者於決策競技場中（Johnson, 

1999: 29）所操持的競技武器。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長官，不支持這個領域，...你可以自己放眼去看，所有學校談

整合，今天，學校量過多、校數那麼多，是誰的錯？總是不是這個領域體系的

錯，…但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整合都是目標設定在這類型大學。（A1-19,21） 

 

當然就還有，討論到所謂學校整合，那個是政治考量的，政治也是政策，已經

政治變成政策的考量的方向，我們也希望他們能夠找出我們覺得那個真的覺得

不妥，所以我才跟你講，一開始我就跟你講，研究這種東西，有些時候必須要

弱化，你總不能一直跟我寫整合，因為這個東西，雖然說這個政策定調，但是

真的是跟我們想法是有所出入的…。（A1-33） 

 

我推測他們（指委託單位）應該是希望有整合之外的選擇，所以就找我們組織

一個研究團隊進行研究。（R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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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彌補行政單位之不足 

  而解決問題之管道不僅限於委託研究，為何教育部會採取委託研究做為解決

問題之手段？究其原因，其一是人力不足所致。教育部考量某項政策性質可能在

推出之前需多方評估，但囿於人力資源吃緊，現有人力皆以處理行政業務為主，

無暇再去進行相關研究工作，故需專業之專家學者協助執行；原因之二係行政人

員專業知識面向的限制。鑒於教育部多數行政人員之背景及學經歷不盡相同，無

法對於所有教育議題皆能掌握其重點精髓，尤其部分教育議題如尚涉及醫療、法

律、科技、經濟等領域，更需請該領域專家學者協助提供專業意見予行政機關，

方能助益於行政決策所需的跨領域知識與資訊。 

 

…政策研究他的狀況、性質還蠻多樣的，那有一些是他方向大致上定了，但接

下來可能要需要做細部規劃，可能要做一些溝通協調，那教育部的人力跟專長

來講他們不太能夠自己去做這些東西，所以他就可以用這個研究計畫的方式來

委託出去…。（R5-1） 

 

…所以我們需要請學者做一些研究來帶領我們給我們一些更高瞻的意見，這是

基本上為什麼我們需要請學術他們來幫我們研究…。（R1-3） 

 

  此外，近年來由於社會環境變遷快速，包括我國教育事務亟欲與國際接軌、

各界參與教育事務愈趨積極等，故許多舊有法令規章亟待調整。惟法規之變更可

能涉及多項法律之競合，也可能牽涉利害關係人之權益變更，因此對於較為複雜

之法令規章修訂事宜，教育部也會使用委託研究案之方式，作為相關法規調整及

草擬的依據。 

 

另外一個就是應用會比較多的是法規修訂，法規修訂比如說成績考查辦法，弄

一弄然後就，辦法就出來…。（R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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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應外部壓力 

除了上述委託機關（教育部）因內部需求而自發性的委託研究之外，許多時

候，教育部也會因為面臨外界要求或壓力，而啟動委託研究。這些外部的機關單

位，除了來自上級機關（如總統府、行政院、立法院、監察院等）外，尚有來自

與教育部相平行的機關單位，形成一股由外而內的壓力，促使教育部被動性地啟

動委託研究案。同樣的，這些目的可以單獨存在，亦可以同時並存。 

（一）來自上級或平行機關的壓力 

  是段所指之上級機關，係為總統府、行政院、立法院、監察院等單位，具體

事例如：具有監督政府施政權力的立法院，係教育部行政作為的主要監督者，針

對立法院委員質詢所衍伸的相關問題，為究明相關因應措施，就可能啟動委託研

究案，據以回應。特別是，有鑒於立法委員的職權（如：行政質詢、審查預算等）

攸關行政機關未來欲執行之業務進行是否順暢，以及具有要求行政機關明確回應

的權利與事實，行政機關多數會審慎應對。本研究發現，透過邀集專家學者進行

委託研究，研提相關的因應措施以達致解決問題的目標，成了回應立法院委員質

詢問題的一種方式。此舉不僅提出解決問題的良方，更有來自專家學者研究證據

的客觀性支持，成為因應立法委員監督陳情的良策。例如： 

 

…會有很多立法委員和家長來抗議說。…那其實他這個研究案，不是我們的政

策需求。（A4-4,27） 

 

事實上是這樣，部裡面也是很困擾…就是有立法委員提出這樣的一些需求，那

部裡面其實也還不是很明確的去是怎麼樣的比較好～是提出這樣，然後希望就

是回到專業來思考。（R4-9,26） 

 

  不僅如此，除了問題解決的目的外，委託研究尚有其他更細微的策略性目的。

尤其當教育部面對棘手的問題無法立即回復，選擇訴諸委託研究案來找尋答案之

做法，對教育部而言是較為安全的因應方式，一方面可以先向立法委員回復表示

該案刻正交由學者專家研究處理中，以顯示己方積極行政的作為；另一方面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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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緩決策時間，藉以減緩政治壓力，此種藉由不作為的延宕決策，正如提出研究

應用之戰略模式的學者所言：「我們會再委託相關研究進行評估，再研究看看！」

（Weiss, 1979, 1991）。 

 

而且這個研究其實是，有一點在拖時間，因為立委一直要我們給他。（A4-66） 

 

  本研究另一項發現是，委託研究不僅可能被行政機關（如教育部）用來作為

緩兵之計中的戰略模式、延緩決策的政治性工具；更有可能被立法院委員使用來

作為舒緩及延緩選民要求的壓力之用，藉由要求行政單位進行委託研究案作為拖

延戰術，以俟度過立法委員選舉的選民服務壓力。易言之，立法委員通常是受到

民眾請託而關切某些教育事務，背後實牽涉利害關係人的權益，有些要求甚至與

現行政策方向背道而馳，因此會要求行政機關進行委託研究案，一方面請專家學

者研究是否有解決因應之道，另一方面則作為舒緩立法委員己身選舉壓力的緩衝

劑，例如： 

 

對，衝擊，那時候剛好也是立委選舉，然後他們急著要做績效…所以後來太多

立委陳情，至少有 10 個吧，他們後來就這個案子，就決定先做個研究案，然後

其實有點像緩兵之計。…先拖過那個選舉，所以研究報告是選舉後才出來的。

（A4-69,71） 

 

  除了來自立法院的外部推力之外，本研究也發現部分的委託研究案係因監察

院的調查而發起。這尤其特別是因為社會輿論的關注，引起監察院進而調查釐清，

迫使教育部亦得同步跟進，透過委託研究案以提出相關研究或調查報告。因監察

院有行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的權力，並可就行政院及各部會的業務進行調查，

提出糾正案。由於監察院對部會行政機關的約束力極大，使得教育部對該院所提

案件甚為重視。 

 

其實一開始是因為監察院調查，然後慢慢地，監察院調查引發的，後來我們再

去調查...。（A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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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是段所指之平行機關，係指與教育部層級相同之行政單位，如：行政

院下設部、會等，本研究就有一委託研究案係受到平行機關所提計畫之影響因應

而生，顯現平行行政單位間涉及業務重疊處之互為影響性。 

 

這個「○○（指研究案名稱）」研究是在○年行政院某部會提出一個計畫，那

是一個緣起…，所以行政機關這邊就想說，既然人家點名了這幾個，就先從這

幾個來做做看。（A2-2） 

 

（二）來自政治人物（團體）的推力 

本研究也發現，部分委託研究案的起因，除了有外部機關的促動外，亦有因

高層政治人物（團體）的響應與關注，而主導進行了某項議題的委託研究。這使

得委託研究的原因，除了內部的問題解決、策略運用因素、外部上級機關課責之

外，尚多了外部政治力的驅動，用以支持部分政治人物的既定立場和關注方向

（Young, et al., 2002）。只是，此類由上而下交辦的委託研究案，涉及行政體制

規範是否合宜之議題，倘若在行政程序與體制上未能周全，恐因受到質疑而增加

後續政策研究規劃的阻力，進而影響委託研究案的後續應用。 

例如，訪談者A2表示本研究所探討的個案，分別還受到不同上級政治人物

的要求，因此規劃此一委託研究案。 

 

當年主要是○○（指總統府層級人員）及少數的立法委員在推這個案子，少數

學界的人士也覺得不錯而響應，但大部分學界的反應認為我國既有的這個領域

的教育，其所培育出來的人才已經足以應付社會實務案件的需求，沒有必要再

特別去引進外國的制度，所以兩方一直在拉鋸。（A2-20） 

 

（三）回應來自媒體輿論壓力與學者建言 

另外，經由媒體報刊報導的社會輿論也會凸顯出特別議題的嚴重性，間接促

動委託研究案的進行。本研究的資料指出，某次社會輿論經由媒體批露後，促使

學者主動向教育部反映相關議題的嚴重性，並主動建議進行該議題的相關委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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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因此，學者的個人研究關注，經過主動地與行政機關接觸，也有促動研究委

託以及後續研究應用的可能性。本研究發現，在此個案中，學者主動積極的涉入，

呼應了 Hird（2009）所強調的學術研究者的「個人連結」。研究者透過積極主動

地與決策者相互互動建立關係，開啟了研究進入政策建議的機會之窗。 

 

那時候後來是因為○○國小就是學生告首長…那幾年，就是因為就是媒體的部

分會，一直講。…老師這個案子其實是，…老師他有興趣。…然後他來找我們

司長談的。（A3-84,86,88） 

 

三、 小結 

從上發現，促動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的理由繁多，委託研究案的目的也不進相

同。有的為了解決特定的問題，有的是用來支持某項預設的立場，也有的是用來

補足機關人員專業程度的不足，由這些的原因，促使教育部主動地進行研究案委

託工作。另一方面，教育部身為負責全國教育工作的行政機關，自然地需要承受

來自上級機關的督導要求或平行機關的影響推動、應付高層政治人物的指示，以

及回應社會輿論的壓力，這些來自於外部的壓力，也促使教育部轉而以委託研究

案的方式來作為回應。整體而言，研究發現，教育部啟動一項委託研究案的目的，

大致可分為「解決內部需求」及「回應外部要求」兩種原因，前者主要以解決教

育部覺察有待進一步處理的教育問題或研議新興政策的規劃方向；後者主要是基

於外部壓力，而啟動委託研究予以回應。 

從一般的委託研究程序而言，當有了委託研究的動機之後，接下來即是如何

進行委託、要委託予誰進行研究。從上述分析中，本研究已提及，研究學者的主

動建言與個人連結，得以是承接委託研究的關鍵因素之一。以下，將進一步地分

析教育部選擇委託研究單位的過程與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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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育部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的方式 

 教育部在決定委託研究主題後，接著是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以執行委託研

究進程，對於受訪的行政人員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步驟，攸關後續研究案是否

順利進行。 

 

其實最早應該是在期初之前，連研究單位的選擇，可能部裡面都需要做個一個

了解和一個期待，也就是說你要研究的主體是什麼，那要找哪個合適的單位，

必須先做一個了解。（A5-3） 

 

一、 行政人員的觀點 

 而教育部在選擇委託研究單位的標準上，經本研究了解，行政人員的觀點可

歸納為下列四種類型，分述如下： 

（一） 擇選「代表性人士」 

  第一，以該委託研究主題之該領域代表性學者專家為主，一般所謂的「大老」

或「權威人士」，就屬於這個類型，他們聲望崇隆，在該領域中享有赫赫有名，

有的甚至跨足學術與行政兩界，具有豐厚的雙重視野與經驗。 

 

大老是這一個，大老是他；第二個是說，也有地利之便啦，因為當時校長是○

○，○○、○○，這些都是當時的大老，那○○又當過教育部長官，所以我們

覺得他這邊的學術跟行政應該有一個很妥適的結合，也可以理解我們當時的想

法，能夠真正的去探究找出這類型大學的發展方向。（A1-8） 

 

在我的推論中，找○○老師的原因是在當時國內…○○老師他算是代表性人物。

（A2-8） 

 

  就理性層面觀之，教育部之所以選擇代表性人士承辦委託研究案件，其優點

為可借重這類人士之豐富學經歷，提供行政單位該如何作為之積極建議；亦可藉

由其在該學術或行政領域之影響力，帶動學術界或行政界參與或響應研究案件之

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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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擇選「受欽賴者」 

  第二，或是會以「受欽賴者」為選擇依據，這類人士通常和教育部曾經接觸，

或者本身就是教育部行政官員的親友。例如透過：因參與某些會議所以熟識、曾

擔任某些計畫之審查或評審委員所以了解等。行政機關憑著曾經和這類人士合作

的經驗和印象，選擇較能與之合作、能配合行政單位需求，以及能符合行政機關

期望的學者專家，來進行委託研究。 

 

大部分都是找幾個比較熟悉的老師來做，這樣做研究衝擊會比較小一點，合作

起來也較為順利。（A2-19） 

 

就是部長知道這個案子有推薦，就是讓～推薦○○教授去做。（A4-29） 

 

  選擇「受欽賴者」來執行委託研究案，其優點是減少摩擦機會，並確保合作

順利及研究產出，符合學者 Brown（ 2012）所說的「政策偏好模式」

（policy-preferrences model）下的屬意之研究人員，以期望研究順利為隱含意圖，

而可能不是以誰做得最好、最有貢獻為主要考量。 

 

因為○○老師是個人很好很客氣的學者，因為這是個委託研究案，基本上都會

盡量尊重及滿足行政機關的需求。（A2-17）。 

 

（三） 研究者/單位「毛遂自薦」 

  第三，研究者/單位自我推薦亦是一種參與委託研究案的管道，即由研究者/

單位主動出擊，當然是否成案得視教育部是否有足夠經費或對認知該議題有其重

要性等考量。 

 

這個案子其實是，○○老師他有興趣。…他自己有興趣然後他來找我們司長談

的。（A3-16,17） 

 

不過，也有行政人員對此類型的委託研究提出分類上的見解，認為應區分補

助和委辦案件的不同，即補助案非由行政機關發起，而是由申請人提出；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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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案則是由行政機關主動提出需求，再由徵求到之承作者據以執行。 

 

…我們行政那個叫做「補助」了，我所謂的委託，我一直覺得說他們有一些人

操作錯誤，委託的部分就是本於我行政該做的事情，委託的意思是我行政的職

責，我沒有辦法分身乏術我委託請你做，所以如果學者本身自己想要做，我們

用「委託」這個意義是錯誤的。（A1-7） 

 

（四） 交付「自由競爭機制」 

  第四個型態則是，交付自由競爭機制來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這類型的方式

通常是透過政府採購法以公開招標方式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函請各大專校院

及研究機構踴躍參與投標等，再透過採購評選知遴選機制由數個投標單位中選擇

最佳者以交付是項委託研究案。 

 

…那個時候是招標，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老師，他其實本來就對這個議題，

本來就好像還，他本來就有在關心，他知道部裡有這個時，他就有來投標…。

（A6-12） 

 

他很投入，因為他很想做，他非常想做這一塊，所以其實依他的那個，其實他

根本以前，你別的計畫請他來，他根本就不想投，可是這個是他自己知道訊息

後，他很積極也想要來做一塊。（A6-23） 

 

二、 研究人員的觀點 

研究人員對於委託對象擇選方式的觀點，可分為兩類：第一、教育部主動徵

詢；第二、研究人員主動爭取，分別說明之： 

（一）教育部主動徵詢 

本研究發現，研究人員的部分觀點，認同行政人員的看法，認為選擇合適的

受委託研究單位是重要一環。受訪者表示，畢竟有些委託研究案如屬修正法規命

令、修正課程綱要、實施方案試辦計畫等類型之研究，可能有其政策兌現、時效

限制或社會輿論等種種壓力，無法承受研究未達成預期等風險，所以在決定委託

研究主題後擇選適宜的研究單位，成了教育部委託研究的關鍵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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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年之後，應該教育部比較少，至少表面上比較少直接去委託誰，一般

都是透過招標的程序，但是實際上可能運作的時候還是有一些技巧，因為委託

的機關希望找到合適的人能夠來做這個研究，希望說這個研究成果是真正是有

用的，而且真的會有說服力，他也擔心說這個品質怎麼樣，所以在最重要的地

方就是誰來做這個研究，是他們，會是委託機關的關鍵思考…。（R5-1） 

 

承前述行政人員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之機制，通常教育部的做法是，會先洽

詢屬意之研究人員（preferred researcher）是否有意願或有時間能承接某一項委託

研究案，以徵得研究人員的同意。本研究也發現，在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中，研

究者/單位過去曾經與行政單位的關係建立，可能有助於接受或承接研究案的委

託。這樣的研究發現，已經超越了文獻探討中 Stevens（2007）所提的證據篩選

機制。本研究發現的是，可能不僅是研究結果的證據被篩選，而是連同研究者/

單位本身也受到委託機關或更上級人士的篩選與決定。過去的研究文獻中，多數

處理的是以證據為單位進行討論，似乎鮮少觸及以「證據的提供者」作為分析討

論的單位。這樣的發現，除了脈絡化我國教育研究應用的實際情形之外，也擴展

了研究應用的理論知識之建構。 

 

這個好像沒有經過政府採購法的樣子，但就是直接找我們學校組織團隊來做。

（R2-3） 

 

…可能我陸續都跟部裡面都有做了一些接觸，然後他們可能比較認識吧，所以

就請我幫忙做這個案子。（R4-24、25） 

 

那研究案的議題若是研究人員關心或熟悉的，則較有可能促進研究人員承接，

或自我推薦以辦理是項委託研究案。 

 

…我在學校做行政的時候，那時候以前我也對這個事情也沒有太關心，我的領

域其實是○○之類的，那～其實對這塊教育我自己在臺灣受基礎訓練，在○○

國也接受過三年的訓練，我知道○○國的情況，也知道臺灣的情況…不過基本

上是因為做行政關係，比較關心這個事情。（R1-8） 

 

嗯，比較像是這樣子，是有幾個場合裡面談到這種問題的重要性。（R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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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單位主動爭取 

若是循自由競爭機制來爭取承接委託研究案，皆是有其契機，各有不同的原

因，本研究所訪談之個案是基於下列原因： 

 

這個案喔，這個案老實講，…是意外接的。（R5-11） 

 

…但就是他（指受委託研究者之同僚）啦，他就是剛好有看到這個公開招標，

像我的話，我大概那時候當行政職，就沒空去這樣看這些東西，那他看到之後，

因為他人很積極，他就會想說，這個是什麼計畫，它是不是可以把我們的人力

動員起來，大家研究的風氣可以有些影響，那～大概這樣的狀況，對學校是好

的，那我聽了以後覺得是，覺得這個建議是好的，所以我就問他，他是認為說，

由現在擔任這個職務的我出面來領導，這個，這樣的研究我們是有能力來完成

的、來做的…。（R5-13） 

 

三、 小結 

從上述資料分析中發現，受訪者不論是行政人員或研究人員，多數認同委託

研究對象的合適性是委託研究的一大關鍵。本研究也發現，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

的方式呈現多元化，有由教育部主動徵詢者，例如徵詢該領域中的大老級人士、

選擇受欽賴的研究者。也有由研究者自行薦舉，主動建立委託關係。再者，亦有

交由公開招標方式，鼓勵各方研究人士提出計畫，再由招標評選委員擇選之。這

些不同的委託方式，不只反映出委託單位在進行委託研究動機、目的脈絡下的複

雜性；另一方面，複雜性也同樣映射在研究單位於接受或競爭委託研究案時的不

同動機與立場。 

這樣的研究發現，可能會沖淡了在委託研究過程中，對於研究品質以及研究

者研究能力的重要性，因為更多的資料顯示，委託研究單位以及受委託的研究單

位雙方，似乎都可能帶著某種立場、定調、企圖、利益（或立意）進入了委託研

究的軌道中來協調折衝。委託研究的過程不再只是簡單線性的提出問題與提供問

題解答，而更含納了雙方不同的立場、期待與參與的複雜性，以及互為協調折衝

的動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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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為了他們的學生…所以其實他的研究，沒有非常的，就是他的出發點，

我覺得不是很 ok，對，他可能已經有預設立場了，然後他去做他的研究，所以

最後的研究結論，或者是參加，因為我們進去（指會議），我們會發言嘛，但

是像我，我去發言我是贊成呀，但是其實他最後，他寫出來的東西，不見得是

大家發言的，就是他會偏向於他的預設立場。（A4-63,65） 

 

以下，本研究將從委託單位與受委託單位的互動歷程，進一步地深入探究委

託研究過程中的複雜性與動態性。 

 

 

參、 教育部與受委託研究單位間的互動 

 研究應用的文獻中主要關注的是，生產完成後的研究應用情形。對於委託研

究的生產過程中，委託單位與研究單位的互動作法，鮮有討論。然而本研究立基

於 Johnson（1999）的主張，認為在討論研究應用時，不容忽視使用研究的政治

脈絡對於研究生產以及研究應用的影響。爰此，有必要對研究生產過程中，教育

部與研究單位的互動作法加以探究，故以下分別就「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預設

立場及期待」、「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重視程度」、「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指導

與受委託研究單位之回應」，加以申論之： 

一、 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預設立場及期待 

 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是否有既定立場和所賦予之期待，可能和該部進行委

託研究案之目的有相關性。 

（一）有明確的預設立場 

 本研究發現，通常由內部主動發起之研究案，教育部會有比較明確的立場和

期待。 

 

過程的指導期待就剛剛我講的，除了我們有專業的期待，希望幫助這類型大學

未來真的能夠找出好的發展，因為我們期待他們能夠扮演中間穩定的力量，能

夠有一個優良的傳承...。（A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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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重點是我們要面對的是各層級，就變成說各層級，你要讓各層級都～我

們訂出來的政策要適用各層級的時候，你當然中間的變數就是說，他們年齡層

差那麼多，那你要用同一套方式給他們也是有些困難，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們第

一個可能是比較概略式的…。（A6-14） 

 

  另外，對於被動進行之委託研究案，教育部也可能針對議題的急迫性及受關

注的程度，同時考量現有政策方向的關聯性，給予委託研究案強度不同的預設立

場及期待。例如，本研究發現，由立法院所促成的委託研究案中，雖然該議題受

多名立法委員和陳情民眾關注，然而他們的訴求恐與原先的政策規劃方向不同調，

因此，教育部在委託研究之始，則可能將較明顯的預設立場傳達給受委託者。 

 

其實有預設立場，因為其實他們不願意讓這個班成立，所以他其實研究完的結

論是，比較偏向於不成立，那其實照理說你如果偏向於不成立，是不是這個東

西以我們的政策方向就不會去成立。（A4-12） 

 

  當這樣的立場和期待傳達給受委託研究者知悉時，恐無法明列於書面，而是

透過私下會談對話的方式而傳遞與受委託研究者/單位；當然，本研究也發現，

當教育部有既定的預設立場時，也需徵得研究人員的同意，畢竟某些研究人員並

不愛好委託單位給予強烈的指導方針。這種強調研究者與決策者「互動關係」的

過程，凸顯了研究人員與決策人員的溝通對話之重要性。誠如 Elliott & Popay

（2000）借用 Giddens 所提的對話模式的概念，雖然研究未能直接影響政策，然

研究卻發揮了調節研究人員與決策人員對話溝通的功能。 

 

…所以，這個委託案簡單來講是要去回應，然後怎麼要用專業去導掉（指委託

單位欲藉委託研究案拒絕陳情訴求），基本上來講應該是這樣。（R4-22） 

 

…我想他們基本上應該是研判，應該不是一個，應該不是應該要做的事，可是，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學術界的來幫忙、支持，我覺得是這樣。（R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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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明確的預設立場 

 教育部未必都有既定的立場，更多時候，委託研究是為了期待能釐清問題的

環節、獲得有利於行政決策的資訊或證據，以利下一波政策內容的規劃與調整。

另一方面，由研究人員自我推薦而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因其議題的設定可能就由

研究人員自行提出，議題的重要性雖獲得教育部認同，然因為不是原本教育部內

部的原定計畫且非屬緊急迫切的性質。因此，教育部可能也無明顯的預設立場，

而授權交由研究人員從專業的角度進行分析研究。這可以從研究人員的談話中發

現： 

 

因為○○任內，他是蠻關切偏遠、弱勢的教育，那所以就...。沒有沒有，他們沒

有任何的預設立場，那時候○○當司長，他是一個，心胸蠻開放的人，他就是

讓我們去了解現況是什麼，然後提出建議。（R3-6,15） 

 

  另外，某些就被動進行且非出自於內部需求之委託研究案，在「迫於無奈」

的情境下，加上又非屬單位內原定的短、中或長程重點計畫內之政策項目，則教

育部可能主要以配合交辦單位之需求為主，儘速完成交付任務，也無過多的預設

立場與期待。 

 

被動配合整個政策的決策方向，思考如何去完成任務，有點這樣的意思。（A2-29） 

 

那時候教育部也沒有自己的立場，它只有妥協，好像也沒有什麼辦法。（R1-9） 

 

二、 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重視程度 

 本研究發現，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個案的重視程度，可能和其進行委託研究

案之目的有所關聯。教育部的重視與否，一方面受政策議程的驅動所影響，另一

方面也可能影響到受委託研究人員/單位的團隊士氣。 

（一）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相對重視之時 

 本研究的資料指出，對於因內部需求而主動發起之委託研究案，教育部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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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重視，因其需求驅力較高。 

 

那我們也希望藉由研究過程中能不能找到他應該要發展的定位，那時候○○長

官一直希望說找到一個核心的定位…。（A1-11）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長官是比較希望是說比較快，他對這塊也很重視，他覺得

以後這塊應該是蠻重要的，對於學生在學校調適和挫折容忍這塊，他覺得不管

是怎麼樣，他其實是個長期性的，就是這幾年應該就是一直很重要，所以這個

議題他們是很重視。（A6-25） 

 

  分屬立法院所帶來之壓力而成立之委託研究案，通常較急迫也較受重視，因

為立法委員背負選民之託，且在現今社會氛圍下，若不處妥善處理立法委員交辦

之案件，恐鬧上新聞，屆時帶給行政機關又是另一龐大之壓力，故教育部對此莫

不掛心因應，自然地對於委託研究案的重視也相對地提高。 

 

重視度啊，因為如果說這是受到立委關注，應該是，還蠻～應該是會，怎麼講？

應該是～還蠻急迫的。（R4-34,35） 

 

（二）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相對不重視之時 

 由研究人員自我推薦而促成之委託研究案，雖然議題亦受教育部關注、研究

案也經教育部認可進行委託。然而，學者最後所提的研究結果，若非教育部所實

際關切的面向，研究結果則恐不易受到重視。尤其，被動成案之委託研究，又非

屬亟需改變現況的範疇，則教育部可能不會投注太多心力在此，畢竟業務有其優

先順序。此一現狀可從行政人員的訪談中得知： 

 

可是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一直想要去做的，但是在研究上比較少呈現，就是其

實我們真正想要去了解說是不是因為他互動少影響到他的學習，那在研究，這

幾個研究方面，其實都比較還是偏行政面。…因為一直都在講整合整合，可是

○○老師他提的是，他怎麼樣再去重生的部分，我們其實是很少提的，因為我

們都會覺得它就沒落了。（A3-52,88） 

 

以整個屬於這類型研的角度來看，長官是否有重視這一塊，我覺得就和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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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樣，長官並不會覺得非得完成不可。…對，因為主要就是來自外部的壓力

去推動這個教育議題，所以就只好被動去配合。（A2-26,28） 

 

（三）研究人員對於教育部就所承接委託研究案重視與否之感受 

  本研究認為研究應用的分析，不應僅是關注於「單一事件」或研究的「影響

過程」，主張應該進一步分析存在於研究人員與行政人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爰

此，除了上述行政人員的觀點之外，更須理解雙方的互動情形，以及研究人員對

於互動情形的感受。因為，教育部是否重視研究案，研究人員自身的感受更是深

刻。 

 

那個時候大概整個教育部，我忘了司長…有沒有見過，我的感覺是司長在忙很

多事情，這個不是他的主要事情，但是就是一位專門委員…不過基本上他對這

個事情，因為不是學○○，所以對○○教育的那種影響性等等，不是…不是那

麼，就是他很努力投入，可是他不是這領域的人，加上他的資源也有限，所以

他只能夠就他教育…教育部就教育行政的專長來跟我們做互動（R1-1,3） 

 

○○部長，見過一次，整個事情就見過一次，他來～嗯，好像也不著邊際，講

了一個講了幾句話就走了，就幾個要小心之類的，他沒有這個認知，那司長他

也來過一兩次，整個過程我不曉得幾乎算沒有，反正也很少看到，那他也，他

純粹是從計畫管考的方式，來的時候，就怎麼樣管考這些，那所以，所以就是

主事者，一個主管或是一個主事者或是一個首長，對這個事情，對事情假設不

認為重要，沒有認為重要的話，其實工作幫助不是很大。（R1-45）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的重視程度，其實或多或少會影

響到受委託研究單位的團隊士氣，尤其若受委託的研究人員對該議題是富有熱忱

且投入者，則影響更為深。更甚者，倘若受委託研者人員曾承接過其他單位的委

託研究案，且獲得重視予以應用者；相比較之下，對於教育部的不重視，則更容

易產生失望與挫折。 

 

就是～只是有點氣餒，就是行政體系，包括教育部也是，不限於教育部，其實

剛剛講教育部很無辜，行政體系沒有把這件事情當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R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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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衛生單位合作之所以感覺有效果，就是說我們講話人家會聽，我們幫人家

草擬的東西，他高興拿去跟人家談判，那，關鍵就是主事的人就是說，人家去

認知這個事情是重要的，認知這個事情重要才會 push 這個事情，才會去推動這

個事情。（R1-44） 

 

 因為畢竟，大部分學者專家仍是期望所學能對教育決策現場產生影響

（Carden, 2004），誠如一位受訪學者所言，「大家有參與這樣全國性的計畫，所以是

覺得蠻不錯的，可以對社會做一點貢獻，其實很不錯。（R5-16）」。將研究加以實務應

用的冀望，是學者專家學術使命之體現。 

 

（四）議程驅動的本質 

 從以上的資料可以得知，研究人員對於行政人員的態度、關注的焦點、參與

的程度、對研究案的了解深度等，都有敏銳的感受。當然會有這樣重視程度的差

異，實則涉及到議程優先性（agenda priority）的問題。這種受益成驅動的政策決

策，誠如 Johnson（1999）所言：「不管如何的擇選、詮釋或是運作研究的證據，

他們（決策者）總不會忘懷自己的議程—政策議題的優先順位」。由於教育部的

政策項目繁多，難以每一項政策都傾全力發展，尤其是各業務單位主管，會對其

欲執行之政策做輕重緩急之評估，據以安排推動順序，並給予不同的關注程度。

本研究多位受訪者均提及，委託研究受議程的優先性而影響其受重視的程度： 

 

教育部的一方面這不是他的 priority，另一方面他投入的人力資源也有限，所以

基本上他認為，他不認為這是他的東西，是別人要求的，是○○委員會，特別

是○○（指總統府人員）那時候很有興趣，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說，因為他

跟他的決策沒有那麼密切的關係，也不是他的決策的優先項目，所以這個事情

做完以後，後來上面的也沒有太…太去再關心這個事情。（R1-5） 

 

他不一定很清楚，對～就是不是他 priority…不是他想要推動的，不是他的優先

項目，所以他也不會關心。（R1-30、31） 

 

另外也涉及到這個，一個機構的 process action 的問題，什麼是事情它的 priority，

它一定一定會有一個排序，這個排序有可能是主事者心中的排序，也有可能是

機制上的一個排序，有沒有什麼樣的機制，讓他變成 priority 事件、事情。（R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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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旦研究的結果能搭上政策潮流的匯聚（Kingdon, 2003: p.88），亦即政策

之窗的開啟，即較容易在政策議程的設定中發揮關鍵的影響力；如果政策之窗就

是不開啟，研究也難以有著力點介入。但是研究也可能被錄案，等到下次機會之

窗開啟時始有拿出來使用之可能。 

 

…因為那個時候主要在推性別，算是一個比較新的領域，…大概十幾年前，性

別開始推的時候，他是比較新的議題，那相關的教育、相關的研究不多，所以

那個時候可能就 focus 在那些議題上…後來討論就說，ok，那個議題就做研究。

（A6-4） 

 

三、 教育部對委託研究案的指導與受委託研究單位之回應 

（一） 教育部的指導 

1. 指導內容 

 在教育部行政人員與受委託研究人員之間的互動中，可以發現教育部對研究

案進行的指導包含：研究問題、研究範圍、研究重心的設定，甚至亦有研究立場

及撰寫方向的引導與提醒。這些指導性的要求，可能係為了問題的聚焦、問題的

釐清，也有可能是為了與研究問題無關的政策績效之考量，例如： 

 

所以我們在談整合這個案子，我叫他不要寫，低一點的談，就是說客觀去看，

不必然每一所都去整合，啊～能不能找不出到不整合的理由是什麼？這個有一

點點有這樣的味道，但是我們不敢說他一定是啦，希望他找出，我們也希望找

到答案，我們沒有說，ㄟ～我們的立場不是說，你去找出來說，我們拒絕整合

的理由，我們不是這樣子啊~我們是希望說他能不能找到無需要說每一個學校整

合的理由跟有更好的發展。（A1-33） 

 

但我印象中，我們要求請老師幫我們畫一個架構，分析幾種做法之可能性，主

要因為這個是研究重點。（A2-10） 

 

譬如說我有一些構想，他們在看內容的時候會覺得說，應該某些部分應該可以

更明確，或者是說會比較有些政策績效的考量這樣。（R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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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亦非對所有委託研究案皆涉入指導的。對於需要特定專業學科知識的

研究案，囿於教育部行政人員學經歷背景與該學科無關，較難為委託研究案上進

行指導要求。例如，受訪者 R1 所負責之委託研究案係涉及其他領域的專業知識，

且屬於教育部被動辦理項目，以至於官方並無太多的指示。 

 

他們其實是有很強的那種教育行政的專業，怎樣可行怎樣不可行，但是因為法

律法治教育真的是蠻特殊的，所以你要說教育部有多大的主導性，我會覺得～

有限。（R1-11） 

 

2. 指導方式 

 再者，教育部的指導和要求通常可在委託研究案的期初、期中和期末審查中

呈現。首先，期初的部分，通常教育部所給的指導和要求是在「形塑研究方向」

面向，以確保研究案之執行能切合研究目的及委託單位的需求。再來，期中及期

末審查部分，依據「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二點及的十四點規定，

受委託研究單位應按期提報期中、期末報告，教育部應以會議或書面方式審查，

審查意見並應送受委託者參考修正，故通常教育部會邀請同屬、熟悉相關議題之

部外專家學者參與審查，以提出研究案具體的「政策執行建議」。 

 

...那在期初的時候，可能要針對已經找出來的委託研究單位，針對研究主題的確

定、研究範圍的內容，以及研究希望的期程有多久，然後還要整個計畫執行的

經費所需。那在期中的部分呢，部裡面會希望透過研究報告的初步方向的提出，

還有些內容，以及目前量化或質化的呈現結果去了解，那也可能會在期中的時

候呢，找各業務相關的同仁來參與，了解目前執行的狀況和成果的部分是否有

不足，或是在期末可以強化的地方。那到期末的時候呢，部裡面會希望整個研

究報告的結論跟建議都要完整的提出來，以及除了研究報告的結論跟建議之外

呢，對委託研究單位政策執行或修正的建議，也應該提出一併的說明...。（A5-3） 

 

 本研究也發現，透過研究案的期初、期中與期末審查機制，讓研究人員與行

政人員有進一步相互互動溝通的機會，包括行政長官的積極投入、研究主持人的

主動建議，皆有機會在這樣的互動平臺上建立有利於研究案進行的合作信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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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機會因應外界環境脈絡的變化，隨時補充研究所需的相關資料。 

 

○○單位在一開始委託這個研究案時，有召開一個會議，○○單位當時主管長

官及相關同仁都親自出席會議，對於形塑問題共識、瞭解研究方向的幫助很大，

是讓研究案可以順利進行的很大原因。（R2-10） 

 

我覺得期中審查跟期末審查其實這個幫助也蠻大的，因為在經過，其他的專家

學者幫忙看，就是幫忙審查之後呢，可以比較了解說，我們想要的另外到底是

怎麼樣，然後也可以在期中審查部分就是會做修正。（A3-47） 

 

一開始的時候，老師其實是有來做報告的，他有針～我還記得很清楚是在○○

長官辦公室，他自己過來說明，然後有說明說他打算怎麼做，然後怎麼樣怎麼

樣，就變成說他也說服長官說…。（A6-19） 

 

當然會做期中、期末報告，通常部裡有時候做到一半會因為情勢的變化或需求，

會請受託者再增加相關資料納入研究中…。（R2-4） 

 

（二） 研究人員面對教育部指導之回應 

  論及受委託研究人員面對教育部指導之回應，首先得就研究人員對於教育部

傳達指導之指令有無感知，經本研究發現，多數研究人員認為教育部無明顯干涉

委託研案之執行。部分受訪研究人員也表示，研究方向業於期初就根據教育部的

方向去設定，因此期末的審查也無須太多的調整。研究亦發現，研究人員多數肯

定期初、期中及期末審查帶給委託研究個案的益處，認為審查可以協助研究成果

的呈現更為周詳。 

 

我想教育部對於這個研究案的結論建議如何寫是沒有干涉的，但在期中或期末

召開審查會議時，會提供給我們一些研究案可能沒有設想到或注意到的地方、

建議，讓我們可以再去補充。（R2-4） 

 

基本上蠻少的（指教育部有提供什麼類型指導之建議），最主要的是與會的那

個學者專家提的建議。（R3-20） 

 

…應該是教育部並沒有特別來干預這個案的進行或者是方向，因為原來擬的方

向是按照他要的東西，那去到審查會的時候，審查意見他們表達，那表達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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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能接受的就接受進來…。（R5-19） 

 

 不過，受訪的研究人員也諄諄提醒，應善用溝通對話，來化解委託單位與受

託單位的意見分歧，並進一步形塑共識，才是確保研究案順利進行的一大關鍵。

這樣的意見，呼應了 Elliott & Popay（2000）強調的對話模式中的共同詮釋（joint 

interpretation）原則，發展持續對話的關係，幫助研究者從研究案中去反思實務

及發展政策，另一方面也幫助決策者藉由研究觸發新的詮釋與理解，豐富決策的

實踐智慧與判斷力。 

 

我做的案通常，我主持的案通常都比較，比較不會有這種情形，通常因為，因

為我大概都會，開會的時候都希望他們（指教育部行政官員）能夠來就過來，

那有什麼意見就在會議當中溝通…。（R5-21） 

 

能做的就做，如果有困難就溝通，那部裡面的代表他也會比較了解，了解到怎

麼做、問題在哪裡，所以我印象中我做的案大致上都不會有太大的問題…。

（R5-22） 

 

 而總體看來，教育部較偏向以尊重立場來看待委託研究案，沒有太過強烈的

指導性及要求，受委託研究者也多所肯定教育部在這方面的態度。 

 

就我所承接過教育部研究案的經驗，教育部對研究者是以尊重的態度居多，我

感覺沒有特別碰到什麼困難。（R2-5） 

 

案中從頭到尾，都用蠻尊重的態度，就是看你們看到什麼。（R3-21） 

 

四、 小結 

  本小段期望多加了解教育部與受委託單位的互動作法，以補足文獻上對研究

過程較少著墨之處，並試圖解釋在每個個案不同互動作法之脈絡下，是否與後續

研究應用有所牽連，故經由本研究歸納，就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的立場期待、

重視程度及指導要求，在一定程度上皆與委託研究案的目的有其關聯性。然而，

本研究發現，不管其目的是為了解決內部需求，抑或為了回應外部壓力，只要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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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契合當時的主要政策議程，或是與研究案相關的主要議程受到重視，行政

長官基於政策議題的優先順位，便可能相對重視該研究案，使得該研究案有可能

搭上政策潮流的匯聚，進一步在政策決策中發揮關鍵的影響力。 

 本研究也發現，研究案是否受到委託單位的重視，也可能影響研究團隊的士

氣。於教育部的指導中，其出發點有時是為了問題的聚焦、問題的釐清，也有為

了與研究問題無關的政策績效之考量；其主要指導方式，多以透過對研究案的期

初、期中與期末審查中傳達，而研究人員也可能藉此來化解委託單位與受託單位

的意見分歧，並進一步形塑共識，讓研究案順利進行。 

 在本節中發現，研究單位與委託單位雙方互動關係的動態性與複雜性，以及

政治環境下滋養政策議程的脈絡性，共同交織了委託研究案文本的生產過程。這

一生產過程中的動態性、複雜性與脈絡性，向來較少被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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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之應用情況 

在探討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之研究應用模式之前，根據資料顯示，有必要先從

研究的影響方式來作討論，以下分述之。 

 

壹、 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之影響方式 

 政策研究的影響，涉及發揮的時間、範圍、對象及方向等面向，且人人認定

之標準可能不一，造成影響成果難以確切評估（王麗雲，2006）。以下的分析，

試圖融合上開面向，包括：研究發揮影響的程度（直接、間接）、時間（研究進

行中、研究完成、若干時間後）、範圍（決策機關、教育現場）、對象（行政人

員、教育人員與其他利害關係人、研究人員）、方向（政策面向、非預期方向），

一併申論之。 

 

一、 對於政策規劃層面之影響方式 

 本研究前於第二章第三節「研究應用模式及影響因素」中，論及研究應用之

影響力因為充滿複雜變數故難以精確掌握，此說法經由本研究訪談得到印證，因

為行政單位及研究單位各自對於「委託研究案之成果對於政策決策是否有影響」

所持之衡量標準不同，造成「影響」一詞難以以「有」或是「無」予以明確劃分，

儘可能是透過影響「程度」上的差異來分析之。 

（一） 直接影響 

  本研究的個案中，經訪談後了解尚無直接影響政策決策之案例，惟受訪談者

有舉例諸如法令修訂類型之委託研究，相較於其他委託研究，是較常被行政單位

直接應用於政策決策上之樣態。本研究發現，部分研究人員表示此種協助法規修

訂的委託研究，其研究人員的身分較類似於政府幕僚人員。 

 

…應用會比較多的是法規修訂，法規修訂比如說成績考查辦法，弄一弄然後就，

辦法就出來，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教育部相關單位、學校他都要參與，出來沒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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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時候再找教育部的行政程序或教育局的行政程序…。（R5-61） 

 

（二） 間接影響 

  經由本研究發現，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對於教育部政策規劃層面若有產生影響，

主要以「間接使用」為主。本研究歸納這些間接影響包含幾項特性：政策規劃不

易區分影響來源（研究影響具有認定上的難度）、決策者主動轉換研究的建議、

綜合多項研究結果所得、將研究用作政策宣導。 

1. 政策作為不易區分影響來源： 

  導致政策決策或改變的原因涉及複雜的交互作用，因此難以界定，是否政策

來自於單一研究的影響，或是綜合多項研究的影響，或其他政策同步規劃的影響，

導致受訪者無法釐清究竟相關政策是受到何項委託研究的啟發。 

 

…就是我們間接的用，間接的就是說我們不是認為他研究的不好，但是我們看

出一些端伲，他的適不適用之後呢，我們發現說也許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局面，

我們可以找其他的方法來補足，也就是認同他的觀點，但是我用別的方法來達

到更高我的理想的東西。（A1-48） 

 

這個案子從完成到現在也大概○○年，以當時所做的建議面向來看，我認為結

論與建議部分教育部可能有應用的是，尊重這類型學校的發展方向、○○層級

的培育制度、和與這類型學校發展五年計畫的類似補助計畫。但這些政策可能

是因為這個研究的影響，也可能是因為既有政策其實就已經在逐步規劃的關係。

（R2-6） 

 

 受訪者表示，對於研究影響的可能性與時間性難以評估。因為研究的議題可

能涉及整體國家或社會發展的廣泛層面，即使有所影響，也可能因為影響變項過

多與過於複雜，導致難以釐清實際的影響來源。 

 

他應該是會有影響，只是說有的是直接影響，有的是間接影響，有的可能短期，

即時應用、馬上用的，有的可能把較長遠的…。（R5-38） 

 

真正的影響其實我是不知道的，就是說，這個計畫結果，然後教育部他的決策

或者他的行政各方面的措施，有哪些是我們提出的建議他照這樣去做，這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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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是不知道的…因為他是一個，因為裡面的建議都蠻多的，因為每一個子計畫

都有蠻多的建議，所以大概他們教育部的人，他大概也不太可能說這本論文從

頭到尾把他讀完…。（R5-32） 

 

之後也沒有解決，因為有些東西是，錢也是個問題、人力也是個問題，這個本

身就很難做，像城鄉落差、弱勢學生，都做這麼久了。（R5-33） 

 

2. 決策者主動轉換研究的建議： 

  在此，本研究發現，行政人員在研究應用的過程中，具有主動的挑選能力，

將研究的結果證據進一步挑選、擷取、並轉化為實務上可以操作的策略。這一過

程，猶如 Stevens（2007）所提，擇選的機制（mechanisms of selection）中的拖

捕（trawling）策略，政策決策者得以如釣魚一般地釣取有利的證據，然後扔掉

不需要的證據；同時也關注到擁護該觀點的政策行動者（carriers）的權力與選擇。 

 

我們把它轉換比較正面性的，就是把活化然後創造學校的一個契機，然後發展

特色學校，對，我們現在就是慢慢把它導向，它其實是正面的，然後我們可以

讓這類型學校留下來的。（A3-96） 

 

那這個都是老師他們做研究做出來的，然後我們再去採它裡面的一些，我們覺

得是適合用在實務上的，因為有一些理論可能沒有辦法完全適用，那我們就可

以把它轉換成說可以適用在我們實務上，縣市它可以真正可以去執行的部分。

（A3-31） 

 

 但是如此轉換性的使用，就教育部的立場，會認為有所運用委託研究案所帶

來的成果，但對於受委託研究者來說，由於研究的建議已經被決策者轉化使用，

加上因為解讀的標準寬嚴不同，因此未必能體認到研究有發散影響作用的事實。 

 

對，就是變得很狹隘，那些建議根本沒有做（指教育部並未使用其提議之研究

建議）。（R3-45） 

 

我只是有間接聽說，○○（指委託單位長官）他有幾次提到這個。但後來他也

被換掉了之後，從來也沒有人，教育部沒有任何人再來問我們說，對於這類型

學校現在有什麼看法，從來沒有。（R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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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策乃綜合多項研究結果所得： 

 本研究也發現，教育部可能同時委託數個相類似的研究案，這些研究案的建

議與發現，被綜合性的篩選、擷取、整合性地使用，進而產生對政策的影響。因

此，其研究影響的過程，是競爭的、是被截取的、是發散的動態過程。Monaghan

（2010）將演化模式結合啟蒙模式而成的過程模式恰好適用於解釋此一案例。易

言之，研究的結果受到擇選，且未必每一項研究案皆能發生影響，而是在綜合多

項研究結果的競合中，產生影響。 

 

它其實還是有它的一個價值在啦，然後剛好每一個，每一個研究它所重視的部

分，雖然說研究出來的部分都不一樣，其實我們就可以把它這邊取它優點，這

邊再找一個，這邊再找一個，然後把它結合起來啦。（A3-72） 

 

4. 將研究用作政策宣導： 

  另外教育部也有將委託研究案的成果，單純用作宣導性質之使用，無強制性

規範某項政策作為，其研究目的僅在於強化所轄機關對於該議題之認識及了解。

將研究結果發散予各單位，作為一種概念上的啟蒙、新概念的思考、問題理解的

架構。因此，這類型的研究自然對於政策的影響就是一種啟蒙模式（enlightenment 

model）的潛在的、滲透的方式（Hammersley, 2002; Weiss, 1979）。 

 

主要的使用他是，當然第一個我們有放在那個，我們有把他的成果，那時候紙

本的有寄，當然他是一個學術的參考，可是實務上的我們有給各個學校和縣市

政府，就跟他講說我們做這樣的研究，當你學校在推這樣的策略的時候，可以

去參考我們這個研究的那個什麼，他的一個，他有稍微寫一下他怎麼進行，然

後你可以去參考他的推動策略這樣子，所以那個時候是把他們做的成果，然後

就是請各個學校可以，如果他們做相關的政策推導。（A6-27） 

 

（三） 束之高閣之潛影響或無影響 

  束之高閣的潛影響，指的是委託研究難以於當下發揮應用的影響力，致使當

下觀之認定是「無影響」，但不代表這些研究從此塵封不被使用。相反的，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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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亦有發現，某些研究雖一時被存查塵封，然一待時勢環境脈絡轉變，反而確有

一展翻身的應用機會。這突顯出兩項研究影響的因素：「應用時間的延宕性」與

「研究影響的環境成熟度」（王麗雲，2006；何美慧，2002）。 

 

就是他其實只能做為參考啦，就是他的利弊，就是做為他可能，就是做為設立

標準等什麼的參考，要避免那些弊端，也還是有一些些。（A4-78） 

 

不過它的困難處在於學校端實在難以去做改變，所以可以說並未達到預期成效。

（A2-32） 

 

 但在受委託研究人員的認定上，偏向認為教育部的「存查參考」，實際上就

等同於「無應用、無影響」，也多少會有不甚唏噓的感慨。 

 

所以說，對政策看不太出來。…假設處長或者司長或是那個部門的主管，他不

是常常去參與、去聽，他很忙，那真正了解就是承辦人，那計畫交出來，他找

人來評審，評審完就沒有了，假設這樣就可惜，那東西就上去而已，放在架上

而已，應該沒有什麼太大用處。（R1-18,29） 

 

我覺得就沒有用了（指受訪者認為這一委託研究案之成果，教育部並無運用於

後續相關政策之上）。（R4-49） 

 

 易言之，有的委託研究案則是囿於實際運作面（即教育現場）難以一蹴可及

的做大面向的翻轉改變，以致於研究成果對於政策決策無法使上力氣，因此，也

同樣成為「存查參考」一途。可是存參性質的委託研究案，也可能在日後環境形

勢得以配合之情況下，獲得不等程度的決策採用。 

 

…我記得我曾經做一個○○法的修訂，那我可能當時做的是比較，也許是比較

前衛，就是看的比較遠一點，那後來那個修的意見，一進到教育部，教育部當

時可能是認為，可能是認為這個法令太大，所以並沒有馬上用，但是後來再隔

一段時間，可能不到一兩年，他們又回頭，那以前○○某某做那個，提的那個

建議可能是適合的，所以那整個時代就，就改變，所以他到最後，他看到這個，

他的應用可能有點延宕…。（R5-61） 

 



114 
 

二、 非預期之影響方式 

 除了前述對於政策面向上的影響之外，本研究另外發現，尚有超出教育部原

先設定研究目的或研究成效外之「非預期」的影響，包括：委託研究進行過程始

發散影響力、研究進行過程中對教育現場實務工作者的啟蒙效應、啟發教育部行

政人員對該議題的思維、增進受委託研究人員的政策研究能量，以下分別申論

之： 

（一） 在委託研究案進行過程中產生的非預期影響 

  本研究發現委託研究不必然都在完成研究案後才開始產生影響力，部分研

究案甚至在研究過程中，即可能騷動研究現場，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力。在委

託研究案進行的過程中，經由研究人員辦理焦點座談或公聽會蒐集資料，部分

議題可能較為敏感時，即可能觸動教育現場對於該議題的省思、回應或反對聲

浪，甚至是觸動利害團體之間的權力拉扯，未待委託研究完成時，即產生一定

的影響力，甚至促動教育部臨時調整委託研究案的方向。此一過程影響力，似

乎較少出現在研究應用相關文獻內。 

 

因為一開始的目標在一個全然移植或是說設立和○○國一樣的教育制度的時候，

研究就是朝要去如何處理這樣的問題，後來行政機關可能有一些面對社會輿論

的壓力，所以就請這個研究多增加一個最緩和的手段去達到教育改革的目的，

所以就加進去。（A2-13） 

 

（二） 委託研究進行中對教育現場工作者的啟蒙效應 

 這些因委託研究案而在問題現場投入了漣漪，讓教育問題能浮現、能被知曉、

被重視、被討論，進而激發教育現場的問題意識，形成一項新的問題議程，無

疑是正向的研究影響力。 

 

他也會想他自己的意見、他週遭的問題、他碰到的問題，如果沒有這個研究案，

他可能不會這麼有系統去想這個問題，那因為有這個研究案，所以他必須受邀

來講話嘛，來提意見，有時候要他寫書面，所以他會比較有系統去想，那有一

些人他會去問別人，因為他假如是學校的代表來開會，他就會去問，像校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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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他有時候會問老師的意見、家長有什麼意見，他方便的話他會問一下。

（R5-37） 

 

…但從這個研究案啟動後，在召開座談會的過程中，○○大學的行政人員、老

師有開始思考學校的發展定位的各種可能性，我認為這是蠻好的影響。（R2-8） 

 

 就算該委託研究案最終對於政策規劃未能產生實質的影響，但實際上在拋出

這樣委託研究議題過程中，已促成問題現場的改變，因為對於問題現場人員來說，

教育部進行某項委託研究案，代表教育部或其他單位對某項議題的關注，態度較

積極的利害關係人會去尋求另外的解決之道。 

 

雖然本研究案或許並沒有影響到教育部決策或○○單位去做○○計畫（指另一

委託研究計畫），我相信它仍整個對此一教育界產生影響，因為教育部的政策

出現了，那該學界也的確動作了，亦即整個專業學院政策發動時，該教育界也

知道需要動作了。（A2-34） 

 

…當時反對派的學者也認知到所謂案例教材編寫的重要性，剛好其他單位也有

其他計畫就去進行了其他相關研究。（A2-35） 

 

 因此，本研究認為，研究進行中即發散地的潛在和滲透的影響過程，可進一

步將 Weiss（1979）啟蒙模式研究影響的時間點，從研究案完成擴展到研究案進

行中。 

 

（三） 啟發教育部行政人員對該議題的思維 

 目前教育部的政策決策，偶爾會被人詬病為「冷氣房中的決策」、「不食人間

煙火的決策」。這樣的批評，多半是因為行政單位距離教育現場可能較為遙遠所

致。然而透過委託研究案的契機，教育部行政人員可能因為參與研究案所舉辦

的會議，進而得以傾聽到教育現場人員的聲音，或由閱讀受委託研究人員蒐集

教育現場人員的意見，而對該議題有較為深刻、較貼近現場脈絡的理解，增進

思考其他相關政策規畫的思維角度與判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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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會有一點不一樣的想法，對，可能之前都比較悲觀，沒有學校念了，比較

悲觀的部分，那我們只要再去讓學校再做重生，那之後你看，之後我們在還有

那個發展特色學校的部分，讓整個學校活絡起來。（A3-90） 

 

…我覺得蠻重要的是，應該是對整個學術界，實務人員他有時候也會參與研究，

所以如果說這個他們有看到個報告，或者說在過程中他們會參與討論，因為過

程會辦一些座談會或問卷調查，所以他們的意見會進來，或者說座談會他們會

聽到別人的意見，這些東西，我是認為他還是蠻有用的…。（R5-34） 

 

（四） 增進受委託研究人員的政策研究能量 

  承上點，委託研究案不僅啟蒙教育部行政人員不同的思考面向，受委託之

研究人員同時認為自身也受惠，意即藉由委託研究的過程，重新整合相關理論

及實務經驗，亦是難能可貴的收獲。如同Elliott與Popay（2000：p.466）指出，

研究者也需要透過不斷地與決策者對話及交換意見，實際深入研究現場，才有

可能琢磨成為具有信心、值得信賴及經驗豐富的「智識廣博的外來者」。一位受

訪的研究人員表示： 

 

或者像我剛剛講的，研究過程當中，有時候對研究者來講，這都有影響，因為

平常他們沒做這個案的話，他就不會這麼有系統的去把學術上的意見、這個書

本的理論、實務上的意見去做討論對照，就比較不會這樣，大概不會說，他也

沒錢去找人家來討論呀，那有這個案以後，就能夠，所以對這些學者專家來講，

這個案，就是等於他們能夠深入去探討，他們能夠深入去理解和建言，然後相

關對他們請來的人，對這些事會有一些討論，那之後到底真正影響如何，這個

就比較難判斷，因為可能是，他可能有影響的地方是在教學當中或是學校，這

個就不知道，這個東西就很複雜。（R5-36） 

 

三、 對於後續研究層面之影響方式 

  本研究也發現，當一項委託研究案完成後，其影響力也可能擴及新興的研究

案。因為，該項議題很可能在若干年後，因為時空條件及大環境產生轉變後，再

次受到不同面向的關注而進行委託研究。此時，新興委託研究案就可能可以奠基

於先前委託研究的累積成果，再做進一步的追蹤或擴充不同面向之了解。 



117 
 

然後每一個案子會根據可能前一個案子再去做比較紮實、紮實的一個那個理論

的一個基礎，然後再去做比較、比較擴充的一些。（A3-26） 

 

有一些問題就是說，他可能有時代背景，譬如說他那個議題可能之前他累積的

資訊不夠多，或者是甚至有了，但因為時代變遷，他遇到議題的面向不一樣…

會變成說他的原因有變遷，那就變成和以前的可能也不一樣，想說去做一個比

較深入了解的時候，雖然是類似的領域，但是因為他發生背景或時空不同，他

又需要去做一些分析的了解。（A6-11） 

 

  實例上，本研究也發現，相同研究議題隨著時間及關注焦點之不同，奠基於

前項研究的發現結果，而調整研究切入的角度。對於教育部而言，這些委託研究

案似乎成了機關內部積累的研究知識庫，這連帶關係到教育部對於所辦理之委託

研究案是否有良好統整管理機制議題，將於下一章節進行討論。 

 

我們後來基於之前的研究結果，那個時候是有做過…因為那個學校的資源、大

小、規模或者他的性質不同，他的很多東西不一樣，條件都不一樣，那他是希

望說，那個同性質條件的大學，我們那時候是挑四種，然後就做了四種模式出

來…。（A6-31） 

 

四、 小結 

 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的影響方式，若從影響程度來分析，則有直接與間接影響，

甚至是潛影響或無影響。然本研究發現以間接影響為大宗，政策的規劃、設計與

變動可能由多項原因促成，難以認定何項研究對之產生影響，決策者也可能主動

轉化研究建議形成不同的概念，或是綜合多項研究成果於政策中，也有僅將研究

成果做為縣市政府參考使用，而不形成一項具體政策。若從時間面向分析，則委

託研究從進行時，即可能產生影響力，如觸動教育現場對於該議題的省思、回應

或反對聲浪，甚至是挑起利害團體之間的權利拉扯。另外，有的研究成果則是在

沉寂了若干年後，因環境時勢的轉變，而重現重要性而受到使用。 

 再者，若從對象分析之，委託研究除了影響政策文本的生產之外，也對於行

政人員產生思維的啟發，增進研究人員進行政策研究的經驗與能量，也有可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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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場的教育人員產生啟蒙效果，引起一項新興議題的思考。在影響的方向上，

除了對於政策面向的影響外，尚可能產生非預期的影響，例如因研究案而觸動了

相關利害團體的權力拉扯。 

 本小節主要討論教育部委託研究的影響，並從影響程度、時間、對象及方向

來分析之，所涉及的範圍自然較為廣泛。下一小節中，將聚焦於研究成果的應用

模式進行分析，期望進一步理論化教育部委託研究的應用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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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之應用模式 

  本研究依據第三章第二節「研究實施－貳、研究對象」所述，共擇選六件研

究個案，其研究應用模式分述如下： 

 

一、 個案一 

  教育部進行個案一之委託研究，一開始被賦予的是專業領導對抗政治領導的

任務。在教育部內不同單位的糾結對立立場，造成行政單位組織內部對於政策發

展的不同調。顯然的，有一方是較占上風而主導了官方的立場。 

 

可是他們（指高層長官）一直...就是那種政治性的，○○這類型學校都要全部給

你整合，一所都不剩，我覺得那種是很沒有專業的想法，而且是完全用政治領

導行政，跟政治領導專業的考量，你如果說我北中南各留一所，你覺得說太少

太多了，喔～那我們可以來討論啊，問題是他連跟你討論的空間都不要，就用

強力干涉你○○校通通都要整合了，所以那個時候在議題上，就是我剛剛跟你

說政策定調的東西我們也不敢去違背呀，我們也無力去違背，因為他們強力的

操作，那所以我們也只能做的，就是說，我們希望能找出一點空間來跟長官討

論…。（A1-22） 

 

  雖然有不同調的官方立場，但是委託單位仍期待透過本研究案來爭取談判的

空間與籌碼，可謂是「戰略模式」的一種。 

當然就還有，討論到所謂學校整合，那個是政治考量的，政治也是政策，已經

政治變成政策的考量的方向，…我們覺得那個真的覺得不妥，所以我才跟你講，

一開始我就跟你講，研究這種東西，有些時候必須要弱化，你總不能一直跟我

寫整合整合，因為這個東西，雖然說這個政策定調，但是真的是跟我們想法是

有所出入的。（A1-33） 

 

  但是就研究結果觀之，委託單位對於研究報告所提內容並非滿意，意即委託

單位傾向見到此案提出策略性之具體建議，以爭取向上級長官建言之空間，惟研

究結果呈現的是較上位性質之概念性意見與建議，對於極力期望決策能轉向之委

託單位助益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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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沒有覺得沒有直接用他的，因為其實他沒有提出，他只有提出概念性，研

究的東西最怕，對還有研究最怕就是你給我提一個概念，你沒有策略的那個東

西，啊不然策略就是不可用…。（A1-49） 

 

  所以就實質上，本案並沒有達到委託單位預設的戰略模式，最後委託研究僅

擷取研究報告中的「概念」去發展其他的新政策（如圖 4.1）。因此在個案一當

中，Monaghan 所提之「過程模式」較適合解釋整個研究的應用情形，即：關注

擇選機制、研究不直接貢獻於政策結果、認定政策的動態性。 

 

你說這個研究，我們覺得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那個期待想法，但是也從這個研

究裡面讓我們去發展出一些想法，我講直接一點，講白一點，我們也發現這類

型學校的流失，我們希望走向核心穩定，就剛剛我講的那多的理想，優質傳承、

中間穩力，這些然後也看到現實面，所以後來我們去發展一個東西叫做「○○

聯盟」，…後來我們有去推動了一個叫做「○○獎學金制度」。（A1-38） 

 

那時候也因為這個研究，我們也看出一些端倪，就是這類型學校的一種向心的

流失，又憂心這個教育領域未來的發展，所以後來我們找到一個，就是希望再

繼續幫他們看，能不能提振然後找到一個好的培育模式，所以我們就有○○獎

學金的制度，…第二個我們做了一個就是○○聯盟…。（A1-43） 

 

 

 

 

 

 

 

圖 4.1 本研究個案一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初始賦予委託研究案之任務  實際執行之研究應用模式 

 

 

 

 

戰略模式 過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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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二 

  個案二係為回應外部壓力而被動生成之委託研究案，主要由高層政治人物主

導，惟因議題牽涉層面廣泛且影響既有制度甚鉅，因此委託單位不認為有非完成

不可之理由，故本案初始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勉強可以偏向是「政治模式」，即

受政治力驅動，為符應高層政治人物之想法而生。 

 

…當年主要是○○（指總統府人員）及少數的立法委員在推這個案子，少數學

界的人士也覺得不錯而響應…。（A2-20） 

 

…我覺得就和其他專案一樣，長官並不會覺得非得完成不可，因為這個案子還

有牽涉到考選部，就是國考的部分，也不是教育部有得完成不可的使命，因為

我們很清楚，對於教、考、訓、用，教育部的立場就是把教育的這塊做好，至

於說如何做好，是否非得採取此一教育制度或是維持原來的制度，都可以是再

斟酌的。最重要的是，回歸到社會輿論的需求，教出來的人是否能夠跨領域、

宏觀、夠貼近社會實務…。（A2-26） 

 

  後續該案因主政者異動，加上諸多反彈聲浪，導致研究案再度由上級交代終

止，故研究成果完全無法應用於決策上，雖然如此，該案可謂仍達成行政單位初

始設定之「政治模式」目的，即回應高層政治人物等之要求，代表教育部曾構思

且研議過是項教育議題。此外，由研究成果報告中也罕見將研究目的分為：前期

目的（期建立該領域教育與考試制度間合理及妥適之聯繫關係、協助草擬該領域

研究所設置之相關規範及措施、預期國家考試制度及該領域考試制度能配合此一

教育改革進行調整），及後其目的（檢討及研議設置該領域研究所外其他可能之

改革方案），可見受到前述政治因素導致該研究前後有一百八十度之翻轉。 

 

…最後結束的狀況其實是很突然的，第一個因為支持的立委剛好屆期了，所以

立法院那股力量就很難再推動下去，而且當初支持的立委只是佔少數，很難推

得動，當年要修法一直在公聽會空轉而沒有進展。而在反對的學者派這邊就是

告到總統府那邊去，後來總統府那邊召開會議決議，我們後續接受到的命令就

是終止再推動這個案子。（A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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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說在相關的政策上是否有參採研究建議或受其影響嗎？其實是沒有的，單

純就這個教育領域這塊而言，研究做完後就結束了。因為當年那群反對的學者，

就是認為該領域教育的改革，該教育界會去搞定，並不需要政府機關介入…。

（A2-34） 

 

  雖然個案二並未對實際政策決策場域發揮影響，但卻產生了意外的影響，即

是藉由該研究案之啟動，促進教育現場重視問題並引以為戒尋找改進之道，類似

於 Monaghan 提出之「過程模式」所述之重點：不將證據角色限制於一定要直接

貢獻於政策結果，本案研究應用模式圖如圖 4.2。 

 

…概括而言，從○○年教育部決定推動該領域教育的改革時，雖然本研究案或

許並沒有影響到教育部決策或○○單位去做○○計畫，我相信它仍對整個該教

育界產生影響，因為教育部的政策出現了，那該學界也的確動作了，亦即此一

政策發動時，該學界也知道需要動作了。很有趣的是，○○單位的案子是由反

對派的老師去進行的。（A2-34） 

 

開始有一些人重視到這個事情是重要的，那～而且是一個很好的契機說該學界

人員就該領域教育的這些從業者大家一起努力，多為該領域教育爭取更多的資

源，那盡量怎麼改，這個方案不行，那個方案行不行，我們都可以討論…。（R1-19） 

 

 

 

 

 

 

 

 

 

 

 

 

 

 

 

圖 4.2 本研究個案二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初始賦予委託研究案之任務     實際執行之研究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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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案三 

  個案三係委託單位肯認學者主動建言，進而啟動之委託研究案。其中學者的

出發點偏向於「問題解決模式」，希冀幫助教育部解決現場發生之問題；而委託

單位的立基點則係針對現行問題，期望藉由研究過程尋找新的概念思考方式、或

新的思考問題的架構，以跳脫目前解決方式之框架，其屬性較偏向於「啟蒙模式」，

即研究是用來幫助決策單位澄清問題及理解問題脈絡。 

 

其實蠻贊成的（指研究者主動提議執行研究），我們長官還蠻贊成的啦，因為

他覺得這是一個～因為一直都在講整合，可是老師他提的是，他怎麼樣再

去重生的部分，我們其實是很少提的，因為我們都會覺得它就沒落了。（A3-88） 

 

  委託單位後續就研究報告提出之問題改進策略，是有進行審閱並評估執行上

的可行性，惟囿於現有法令難以即時修正，以及非教育部權責所能更動之實際現

場困境等，因此無法全盤按照該委託研究的意見來推動政策，只能轉換性的擷取

其研究提及之概念及精神來使用。 

 

…應該是說，他講得這些建議的部分其實都有在做，但是，應該是說都想要去

努力去突破，因為有的是法令的限制，像裡面有提到說那個校長任期的部分，

或者是用人限制的部分…。然後也有提到說像那個課後照顧的部分，或者是，

那個就是，輔導的部分也可以這樣子去做，可是其實，說穿了，其實就是最終

的那個，它的那個比較障礙的因素還是在交通的部分…。對，它會有一個執行

上的限制啊。（A3-69,70,71） 

 

就是在轉換上啦，只是說可能沒有像真的讓他再去做整個那種再生那麼的，那

種很神聖、感覺是很神聖的一個任務，我們只是做可能怎麼樣讓他再繼續維持

下來，然後讓大家可以看得到學校的一個，他其實，他其實是很有活力的，不

是說我們會覺得，就人口流失就沒了…。（A3-104） 

 

  因此，該委託研究案對於實際政策的應用，係協助委託單位參考研究所提重

點，制定出後來具行政指導性質之評估指標（指 95 年公布之「○○指標」，作

為縣市評估這類型學校之參考依據），至此，該研究案之研究應用偏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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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aghan 提出之「過程模式」，即決策單位選擇符合其現有機制之建議，參考

其立意精神，再行反芻轉化為可執行之政策，其研究應用模式圖如圖 4.3。 

 

但是後來的東西我們還是多少有用在政策上，譬如說我剛剛講的，它可能，我

們會有一個那個評估的一個指標，它可能就是去配分，譬如說我這個，這個部

分，這個學校的學生數有多少，譬如說是零到一百人以下，或一百到多少人，

或多少人以上，那可能距離它附近的週遭的學校有多少距離，或者是這個學校

它的校舍年齡是新或舊，這幾個指標…。所以採用就是它裡面的一些精神，以

這個為主…。（A3-30,68） 

 

 

 

 

 

 

 

 

 

 

圖 4.3 本研究個案三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四、 個案四 

  個案四係因部分民眾因教育部政策轉變自覺利益受損，故請託民意機關施加

壓力於教育部，促使教育部不得不以委託研究案做為回應。 

 

…○○法還沒修之前，就是那個施行細則還沒修之前，其實他們那個班級的學

生其實只要考過考試就可以了，可是後來○○年○○法修了之後，然後他就規

定說這類型班級的學生只能是某種標準的學生。…但因為以往標準較鬆，導致

這類型班級太氾濫，因此提高標準，致使一些學生沒辦法通過，…就是因為這

個原因，...就是有立法委員跟家長開始去找以前的法規，…他們才去吵，然後

想要恢復以前的法規。（A4-2,3,4,6） 

 

 

初始賦予委託研究案之任務           實際執行之研究應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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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立法委員去陳情呀（指當時部長為何重視該案），那時候很多立法委員。...

那時候剛好也是立委選舉，然後他們急著要做績效，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時在是

太急迫了，幾乎每天都被叫去立法院，而且是不同立委喔，不管是民進黨國民

黨。（A4-21,69） 

 

  而教育部為何採取進行委託研究案來回應上述外部壓力，係因教育部就其訴

求有其既定政策主張，惟為減低立法委員壓力、安撫陳情民眾，以及最主要係延

緩對外表明既定政策立場以拖過選舉時分，因選舉後人事異動可減緩此事之延燒

及衝擊，是以個案四可以說是被委託單位用來作為緩兵之計的擋箭牌，偏向 Weiss

所述的「戰略模式」，作為延緩決策的政治性工具。 

 

其實有預設立場，因為其實他們不願意讓這個班成立…。（A4-12） 

 

後來太多立委陳情，至少有 10 個吧，他們後來就這個案子，就決定先做個研究

案，然後其實有點像緩兵之計。…先拖過那個選舉，所以研究報告是選舉後才

出來的。（A4-71,72） 

 

  個案四所研究之某類型班級設置與否問題，於研究報告之建議上係與當時教

育部立場一致，即認為設置該班是弊多於利的教育策略。惟後續茲因該類型班級

牽涉法規進行修正緣故，將設置標準重新定義，並明確區分與另一相關法規之主

管權責。是以，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因涉及教育部其他單位進行法規變更（分屬兩

個單位權責），致研究建議無應用空間。 

 

…這個應該就是政策，那個啦，法令修改，就是個比較特別，就是完全受到法

令修改，他沒有其他因素，就是受到法令修改，所以他採用的程度非常低。（A4-81） 

 

…他的研究案就沒有應用到，他的研究結果其實是沒有什麼應用到，就是你未

來頂多只能參考說他可能會寫什麼利弊得失呀，他的結論和環境發展是不一樣

的。…就是他其實只能做為參考啦，…就是做為設立標準等什麼的參考，要避

免哪些弊端...。（A4-59,78） 

 

  不過，因個案四成功舒緩上述法規變更前教育部面臨眾多外界壓力，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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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藉由訴諸專業分析來減低政治及輿論干擾，故仍是符合「戰略模式」之研究應

用型態，意味不論決策有無決定或作為，教育部已委託專業單位研究來增進日後

決策之可信性及說服度。 

 

教育部官員則表示，有關...問題，教育部已委託...進行研究分析，預定在四月底

前提出報告，教育部將靜待該報告出爐後再進一步探討，並舉行分區座談聽取

建言，若有需要修法之處，教育部也會配合辦理。（莊漢昌，2008） 

 

  此功效就誠如本研究一位訪談者所描述的，以委託研究案作為一道具有時間

特質之防線，降低立即傾來之龐大壓力。 

 

…有時候研究是緩兵之計，讓人家研究研究這樣，時間就一分一秒的過了，那

過了以後，這個也許就沒有變成壓力這麼大，可能又發生其他的事，就好像每

天新聞發生的事情一樣。…就是行政機關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這種想法，就說很

多事情，就是弄不清楚，然後呢，這也沒辦法應付，反正就做個研究讓他弄清

楚一下，然後再來看看後面的情況有沒有改變…。（R5-42,43） 

 

  茲將本案研究應用模式圖呈現如圖 4.4。 

 

 

 

 

 

 

 

圖 4.4 本研究個案四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五、 個案五 

  該委託個案係教育部規劃之複合型委託研究計畫，其出發點係感知當時大環

境缺失，即各教育階段皆出現教育應平等對待之呼聲，為解決此一現象及回應當

時教育改革的訴求與政策重點，故該委託研究就如何減輕學生升學壓力、避免資

初始賦予委託研究案之任務  實際執行之研究應用模式 

 

 

 

 

戰略模式 戰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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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落差、維持多元入學公平性、評估大專校院助學機制等議題，進行分析及檢討

與尋求改進對策，故初始賦予該委託研究案之任務偏向於「問題解決模式」。 

  由於該委託研究案主題涵蓋範圍甚大，且研究內容又包含多項議題，研究成

果則按各項議題分別區分為：立即可行建議、中程性建議及長程性建議，故要明

確掌握研究究竟對於政策決策有無影響，其中是有大段模糊地帶，致無法清楚判

知，如：研究建議「推動十二年國教以解決國中學生升學壓力」，教育部確實已

規劃十二年國教將於 103 學年度正式上路，惟是否舒緩學生升學壓力，就許多媒

體報導批露其學生讀書壓力是不減反增的；又如：研究建議「教育部擬定大專校

院學雜費調整之機制方針並尋求多方共識」，而教育部前於 88 學年度起即實施

彈性學雜費方案，其中又發布彈性調整學雜費方案修正及補充規定，後續又成立

學雜費審核小組（教育部電子報第 259 期，2007），可謂教育部有參酌該研究建

議，但不能完全肯定如此政策方向是僅受該研究影響而生的。 

 

真正的影響其實我是不知道的，就是說，這個計畫結果，然後教育部他的決策

或者他的行政各方面的措施，有哪些是我們提出的建議他照這樣去做，這老實

講是不知道的，…因為裡面的建議都蠻多的，因為每一個子計畫都有蠻多的建

議，所以大概他們教育部的人，他大概也不太可能說這本論文從頭到尾把他讀

完，…然後還要去想哪些是可以用、哪些不能用，…但是我覺得呢，可能，因

為這幾個問題，其實都是教育部的棘手問題。（R5-32） 

 

  再者，教育部啟動個案五之委託研究案迄今，期間規劃諸多政策期促進平等

之受教權，惟因造成不平等現象之成因複雜，更多需要大環境的相互配合，故當

時就存在之問題至今仍存在，亦是教育部需要再花時間心力去解決的，因此個案

五之研究應用，主要用來幫助決策單位澄清問題本身及闡明問題的理解脈絡，較

偏向於「啟蒙模式」，研究應用模式圖如圖 4.5。 

 

之後也沒有解決，因為有些東西是，錢也是個問題、人力也是個問題，這個本

身就很難做，像城鄉落差、弱勢學生，都做這麼久了…。（R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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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本研究個案五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六、 個案六 

  個案六之委託研究，其委託背景係當時學生發生一些令人憂心之負向行為，

顯示學生在某些自我管理面向尚待加強，故教育部希望委託研究單位蒐集及分析

我國學生壓力來源、壓力調適、情緒管理及挫折容忍力之現況，以協助行政單位

研擬短期、長期提升學生壓力調適及心理健康促進之具體策略，故最初賦予該委

託研究案之任務設定為「問題解決模式」。 

 

因為那個時候本來是希望在政策訂定的時候就可以把他的結論拿來用…。

（A6-32） 

 

…我們那個時候也是比較希望說如果可以的話當然是分層級，每個層級的解決

策略會不大一樣沒錯，…而且我們那個時候是比較期望，比較期待的是一個，

比較簡略，也不是簡略啦，就是適合我剛剛講的那樣子，就比較快的給我們一

些解決建議跟方案這樣。（A6-15） 

 

  不過，後續因為受委託研究人員對於教育部預設之研究目的有所建議和堅持，

在一連串的溝通過程中，教育部最終接受採取受委託研究人員之看法，同意朝其

規劃之方向進行後續研究。 

 

其實後來就是，其實○○老師的說法也讓長官覺得也很對，因為他覺得你要解

決這個問題，只有把他融到課程裡面或者在學校裡面的一些正式或非正式課程，

你不是做做宣導說，你不要有壓力，他就不會有壓力，你應該是設計一些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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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動讓他自己去坐一些參與體會這樣子，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對，那個時候就

會發覺這個方向是對的，所以後來就是長官也覺得，很好，這個方向他們應該

繼續去做，因為的確這才是徹底的方式…。（A6-26） 

 

  所以個案六最後呈現之研究成果，非達成委託單位原先預期協助行政單位建

立各教育階段面對該議題之解決策略，而是以行政指導方式將研究結果以正式公

文函送各級學校作為參考使用之教材（教育部，2007），故該個案研究應用模式

偏向於 Monaghan 所提之「過程模式」（研究應用模式圖如圖 4.6），因個案六

即呈現過程模式之特性，即：行政單位對於委託研究方向轉換決策之動態歷程。 

 

但他這一塊反而是應用到課程，融入課程還有非正式和非正式教學裡面，所以

我才會說那個時候反而是針對其他業務相關單位比較有幫助，對，我們那個時

候就有提供（指研究報告）給他們參考，然後還有學校…。（A6-33） 

 

 

 

 

 

 

 

 

 

圖 4.6 本研究個案六之研究應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七、 小結 

  綜上，本研究選取之六件個案，究其教育部初始規劃委託研究個案之研究應

用模式，計有 2 案偏數問題解決模式，1 案偏屬啟蒙模式，1 案偏屬政治模式，2

案偏屬戰略模式；惟究其最終於政策決策上之應用，則演變為計有 1 案偏屬啟蒙

模式，1 案偏屬政治模式，1 案偏屬戰略模式，3 案偏屬過程模式，詳如表 4.1；

另前述個案如何應用於政策文本，則整理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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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透過上述個案，試圖歸納研究應用的模式時也發現，研究應用並非自

始至終同一模式，教育部的研究委託案各有賦予之任務，有的係以問題解決作為

出發點，希望藉由委託研究進一步了解釐清問題或找到可行的問題解決策略，有

的則作為延緩政策決策之擋箭牌等。然而，研究的資料顯示，這樣的委託研究出

發點通常會在過程中經歷不同轉折，有的轉折為啟蒙模式，有的轉折為過程模式

等。這樣的研究發現凸顯了「時間性」在研究應用模式中的重要性，亦即應對於

時間歷程加以重視，這也可能是一般文獻中鮮少探討的，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將「時

間」的因素置入研究應用的模式中探討，將研究應用模式予以立體化，關注其中

（影響）研究應用轉折的政治性，進一步豐富研究應用模式的理論。 

 不過因每個委託研究個案皆有其殊異之委託目的及不同之發展脈絡，在在影

響最終研究應用之程度，例如：即使委託單位肯認研究知識及證據之重要性，也

重視某一委託研究案，但研究結果未必就會和最終之教育政策決策呈現正相關之

影響；而未能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教育政策決策上的研究，也不盡然表示研究心血

或所花經費付諸流水，因其中涉及太多影響變因（如：研究品質、政治妥協等因

素）。而我國現況就如同學者王麗雲引述學者 Weiss（1980，轉引自王麗雲，2006：

p.61）及 Caplan、Morrison 及 Stmbaugh 等人（1975，轉引自王麗雲，2006：p.61-62）

所提，與美國等國家相同，即政府機關投入經費致力於教育研究，但研究對於政

策決策影響程度仍偏低，即使政府官員普遍認為研究知識對於政府政策之改進有

所貢獻，是以可以了解探討研究應用是相當複雜的，因其中包含太多變數。 

  故由本研究選取之六個個案的研究應用模式觀之，大致可以說明目前可能沒

有哪一個模式最適配、最佳化，以及最能解釋所有的研究應用情形。相反的，則

提醒研究者可以朝下列方向思考，即：需要運用多重模式來解釋，或者說，需要

創發新興的理論模式來幫助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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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研究個案之研究應用模式一覽表 

研究應

用分類 

工具取徑的 

研究應用 

概念取徑的 

研究應用 

策略取徑的 

研究應用 演化 

模式 

過程 

模式 研究應

用模式 

知識導

向模式 

問題解

決模式 

互動 

模式 

啟蒙 

模式 

政治模

式 

戰略 

模式 

模式 

大意 

研 究 帶
領 政
策，研究
者 的 角
色 居 於
上位。研
究 產 生
知識，供
政 策 應
用 以 解
決 政 策
問題 

研 究 須
緊 跟 著
政 策 的
問 題 設
定，問題
知 覺 到
提 出 解
決 方 案
是 線 性
的 決 策
過程 

決 策 者
利 用 的
是 一 系
列 的 知
識 和 意
見 來 幫
助 決
策，研究
僅 是 複
雜 過 程
中 的 一
部分 

影 響 政
策 的 並
非 是 單
一 或 系
列 研
究，而是
新 思 考
方式、思
考 問 題
的 創 新
架構，以
潛在、滲
透 的 方
式影響 

研 究 發
現 往 往
是 被 選
擇 性 地
用 來 支
持 政 策
或 實 務
決 策 的
預 設 立
場 

研 究 是
被 使 用
來 增 進
決 策 者
的 可 信
性的，不
管 決 策
者 是 有
無 決 定
或作為 

研 究 使
用 係 奠
基於「最
適 者 生
存」之選
擇 方
式，符合
利 益 的
研 究 觀
點 會 被
支持，反
之 則 不
會 受 到
擇用。 

結 合 演
化 模 式
和 啟 蒙
模式 

個案 1      ○  ● 

個案 2     ○●    

個案 3    ○    ● 

個案 4      ○●   

個案 5  ○  ●     

個案 6  ○      ● 

備註 
○代表教育部初始規劃委託研究個案之研究應用模式 

●代表教育部實際執行委託研究個案之研究應用模式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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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本研究個案之研究應用於政策文本一覽表 
研究應用

於 
政策文本 

修訂法規 訂頒計畫 
/方案 

發布 
行政命令 
（公文） 

其他面向 
影響 備註 

個案 1 

 ● 
（國民小學○
○計畫、教育
部○○獎學金
計畫） 

   

個案 2 

   ● 
（間接促進反
對派學者承接
「○○教學研
究計畫」） 

 

個案 3 

  ● 
（公布不具強
制性為參考性
質之「○○指
標」）

  

個案 4     無採用

個案 5 

● 

（修訂「教育

部補助推動○

○要點」） 

● 

（訂頒「○○

實施計畫」） 

 ● 

（進行「○○

彙編計畫」） 

左列四
欄所列
項目是
否皆受
該研究
啟發尚
需進一
步研究

個案 6 

  ● 
（將研究報告
函請縣市政府
做為國民中小
學推動相關計
畫方案有所參
考依據）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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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因素分析 

壹、 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因素 

  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程度之高低，可能視委託研究之目的及主題而有所不同，

經本研究發現，歸納下列影響因素：一、研究品質；二、研究社群；三、教育部

機關組織因素；四、連結因素；五、社會輿論與潮流；六、大環境成熟度因素。

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 研究品質 

  影響委託研究應用的因素，首要是研究本身之品質良窳，惟前提是建基於委

託單位有適度參與研究進程並詳閱研究報告，至於評估品質優劣的標準，經本研

究訪談，歸納包括以下四點： 

（一） 是否回應政策問題 

  委託研究成果是否依照委託機關需求，達成原定目標，且確實按政策問題提

出具體回應意見，是影響研究應用的關鍵之一。 

 

…就是我們會應用當然就是我們當時設定會研究的一個目標，他預期有沒有達

到，所以有沒有達到這個會影響到應用，跟預期目標的相關程度有關…。（A1-47） 

 

…有沒有做好是關鍵，有沒有做好當然第一個要考慮的是，他有沒有回應那個

政策上的問題，那個問題是不是有回應到，然後才去問說第二個有沒有回應好，

就是有沒有提出那個好的想法，那這個是會影響到，就是說研究報告的部分。

（R5-43） 

 

  本研究也發現，未能切合委託單位提出之問題需求而完成之報告，通常在政

策決策的採用度偏低。這可從行政人員的經驗得出： 

 

…不過老實說，就是說○○老師做的東西其實跟部裡當初，後來想做的東西有

點落差，…他那時候就覺得說…是融入在課程裡面，我們當然知道課程裡面是

比較 ok，因為老師他可能才會真的有去做，可是我們那個時候也是有一點點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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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是希望說，我們可以找出一套從國小到大學都可以給他們參考適用的…。

（A6-13,15） 

 

 當然，研究成果有無回應到研究問題，牽涉到是否有良好的連結機制，來進

行研究問題的傳遞、釐清、溝通與達成共識。後續將進一步從連結系統來分析之。 

 

（二） 研究設計是否嚴謹 

  研究設計的嚴謹度攸關研究報告品質的可信性與有效度。這些包含：資料蒐

集的完整度、資料分析的正確性、研究對象的精確性。此外，研究方法的問題亦

攸關研究應用，如：抽樣調查對象是否符合研究主題設定的範圍、使用的統計或

分析技術是否適當，這些面向連帶會影響研究成果產出之品質，也會影響研究應

用的程度。 

 

…那他的方法錯誤的話我們當然就不能用，這是很確定的，所以他的信度效度

如果合乎這前提，要用的前提一定是信度效度和研究方法要對…。（A1-47） 

 

…就是說你研究做好的話，人家就比較肯用，研究做不好，那人家就比較不肯

用，從這個角度來看，當然也是一個我們能夠努力的地方就是說，真正去做出

比較好的研究結果…。（R5-39） 

 

在研究層面上來講，會影響的採用程度部分，包括可能問題，第一個就是研究

者資料蒐集的完整度，比如說我們研究的對象是大學，那他蒐集的對象可能著

重於專科或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就會缺乏一般大學的資料，這個完整度會對

採用結果造成影響。第二個是資料分析的正確性，比如說他採樣的範圍夠不夠、

他採樣的分層隨機抽樣的過程當中的採樣結果，是不是符合一般統計的規定。

第三種是研究對象的精確性，因為比如說該研究對象可能是針對學生、老師，

或是針對於學校本身，那你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如果精確性比較不足，就會

產生委託研究上採用的一個程度上的，可用的程度的落差。（A5-5） 

 

 以資料蒐集為例，雖然說研究應用不應只是一種資訊的收集（王麗雲，2006）。

但是，當委託研究中，文獻資料的完備更可以提供教育部充份的資訊，從中，擷

取對教育部實用的訊息，做為後續擬訂政策之參考，例如： 

 



135 
 

那○○老師這個案子他比較偏向在分析文獻的部分，他找了很多國外的案例，

尤其是日本，…所以他做了很多那種在日本、日本有做那種相關案例，我覺得

其實他做得這東西還蠻實用的啦，對我們來講。（A3-18） 

 

（三） 研究建議是否創新、具體可行 

  本研究發現，決策的行政人員重視委託研究案是否能：提出具有新意且實用

的建議、提出具體可行的策略。在表達形式上，行政人員的觀點傾向研究建議要

能具體明確，而非過於攏統口號型的表達形式。在建議的實用性上，研究單位須

對委託機關的現行政策與業務有一基本的了解，以便提出更為創新且實用的建議。

本研界也發現，部分研究案所提建議，甚至是目前行政機關已在施行的既有政策，

明顯地看出研究單位未熟諳行政機關的需求或政策現況。 

 
...其實有很多研究它是，雖然不是說很有貢獻，或者是其實它做出來的東西，有

時候我們自己來看，我現在就在做這些東西啊。（A3-98） 

 
有時候老實說我覺得很多的委託研究看起來，有創意或有新意的建議不是太多，

都會寫說，這個議題一定要融入課程，一定要有什麼出發，其實寫的東西老實

說也不用經過委託研究你也知道那個建議，那我會覺得說其實如果他真的要對

業務單位有幫助，我覺得要很具體的寫，類似說，就是你應該朝著哪些方向，

就是很具體，而不是寫一些很籠統的，什麼你們應該什麼多往課程重視或哪個

方式，我覺得那個根本不用委託部裡也知道…。（A6-39） 

 

  不過行政單位也特別提醒，委託研究所提解決問題建議，創新之餘仍需注意

「漸進」步調，促進政策穩健執行，猛然改變有時反生欲速則不達之憾。 

 
…我們常常在講教育為什麼講改革，改革就是要一種穩健的，因為我們教育的

這個機器是非常龐大的，影響是幾百萬的百萬的學生，我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

候我們就會一種一種微調的方式，或穩健的前進，如果他過度扭轉的話那就不

叫改革，那真的是叫做革命，所以我們就會穩健的、不敢一下子一步到位，這

個會影響用的程度…。（A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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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官方期待 

  研究發現能與使用者的期望一致，是研究應用的重要因素（王麗雲，2006：

P.184）。研究成果要能被使用，必須要與使用者的個人經驗、判斷或信念不至

於差距過大，也不與委託機關政策背道而馳；亦即也要能考量政策的可受度： 

 

…可是但是做出來不是我預期東西的時候，我就沒有辦法採用，我覺得會有，

可能會有這種這樣子的一個關係在啦…。（A3-143） 

 

二、 研究社群 

 前述兩社群的雙園系統理論中提及，屬於研究社群的學者往往有其獨特的知

識觀、主觀價值、態度和使用語言等，這些條件會影響研究成果的呈現。另外，

研究人員對於自己的定位及研究應用的態度，則可能影響研究應用的機會。 

（一）研究人員的主觀立場 

 如前所述，基本上，多數的受訪者同意研究人員/單位是決定委託研究成果

的關鍵。研究社群的成員背景基本上都具有獨立的研究能力，然未必代表研究人

員能具有社會科學以實徵資料尋求真理的學術客觀立場。本研究發現，研究人員

中，也有可能將自己的主觀立場和自己（或所屬團體）的利益考量放進研究成果

之中： 

 

所以其實他的研究，沒有非常的，就是他的出發點，我覺得不是很 ok，對，他

可能已經有預設立場了，然後他去做他的研究，所以最後的研究結論，或者是

參加，因為我們進去（指會議），我們會發言嘛，但是像我，我去發言我是贊

成呀，但是其實他最後，他寫出來的東西，不見得是大家發言的，就是他會偏

向於他的預設立場。（A4-65） 

 

我覺得這個研究不好，…因為我們，也許我們找錯人，我們當時找的我跟你講

喔這些都是大老，我們一直以為他能夠，…就是，當時的受委託單位已經有一

幫的人，幾乎非常多的人思考的是要跟整合，所以他們寫這個東西的對這類型

大學將來的發展，跟我們那種意識想法沒有很、琢磨的很深，還有我們也覺得，

說實在的，可能這些大老，真的老了，真的老了。（A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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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人員對於研究應用的重視 

  本研究發現，多數研究人員定位自己為與決策無關的研究者，較少受委託的

研究人員關心教育部對其研究的應用情形。這種研究人員的角色定位，可能受到

文化脈絡的牽制。首先，對於大部分受委託研究人員來說，都會期待自己的研究

案能對教育決策產生影響，這是多數研究人員秉持的初衷，期望教育決策能夠因

研究貢獻而變得更完善。 

 

當然是希望說做出來的報告對政策跟實務都有影響，或是對理論、學理有影響，

因為我們在評估一個報告好不好的時候，大概這個影響是考量之一，他在學術、

學理上是不是重要，以這個報告來講我覺得是重要的，他應該會有一個學理上

的貢獻。第二個他對實務是不是重要的？對實務當然是重要的，因為他可以改

進實務，那對政策來講是不是重要，因為這些都是關鍵政策問題，而且是長期

沒有解決的問題，就算今天這個報告提出來，就算教育部有用吧，那以後這些

事還是發生呀，不可能說一個報告出來就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問題，不可能啦，

所以這些我看起來都，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說，是，要有影響使用…。（R5-39） 

 

  但是，本研究發現，在受訪的研究人員中，實際會去了解、關注、追蹤自身

所做之委託研究案是否受到教育部的後續採用者，僅是少數。 

 

就我自己來說，我有承接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後續會去關心與教育部決策的

關聯，看看有沒有影響，我的態度比較傾向這樣。（R2-7） 

 

 研究發現，多數研究人員則是將委託研究案定位於「協助」，認為研究就是

研究、諮詢之角色，不會去過問複雜的決策場域中的最後決定方向。 

 

我們不太過問那個後面的，甚至於他怎麼應用，其實，交了之後，我們也沒有

立場去過問這些東西。（R4-39）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從需求者的那個角度去看為什麼這個東西有用沒用，我覺

得從我的角度，因為有需求所以我提出來，那至於他們用不用，那是因為提出

需求者他有多方面的考量，那這個部份我就沒有辦法做任何的推估，因為有不

同的立場…就是從專業的角度，就是不會去干涉。（R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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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上當然希望是真的有使用，到底是大家的心血，那真的能夠對整個教育

改革有幫助，那但是就客觀的情況來看，會變成說，那這用不用，也不操在自

己手裡…。（R5-39） 

 

  研究人員對於研究結果應用的難以過問或難以重視。究其原因，一方面因為

行政決策並非研究人員的權限；另一方面，研究人員也存有擔心遭致行政單位負

面評價的疑慮。在我國東方社會的人際互動潛規則中，倘若受委託研究的學者專

家過度向決策單位關心研究利用的結果，似乎是對行政單位的一種干擾。如此，

對學者專家而言，研究成果對於政策決策有無影響、有無適當被利用，可能是一

種難以探訪不易得知的「密件」。 

 

因為我不可能去影響他們，反而讓他們覺得很奇怪說你在幹什麼。（R2-55） 

 

嗯～我比較不會，不會再去這樣，除非他們有再繼續。因為我覺得如果沒有，

人家可能會覺得（停頓），一種干擾吧。（R2-57） 

 

對～因為這是他們拜託的事情，你做完之後，你再繼續去追，有點奇怪，我覺

得。（R2-58） 

 

  因此可以這麼說，即研究人員對於教育部後續有無採用委託研究案之成果作

為政策規劃之內容，大部分研究人員皆定位己身為提供諮詢之角色，不干涉行政

決策場域之作為，如此似乎反映我國「各司其職」、「不在其位，不謀其政」的社

會文化。 

 

三、 教育部機關組織因素 

 從研究發現，影響教育部研究應用中屬於教育組織的因素包含有：決策者易

位造成決策的斷裂性、決策權力的分散模糊性、研究所提建議未必是委託單位職

權範圍所能決定、所提建議超越組織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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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機關主政者異動 

  在我國政黨政治及選舉制度之下，教育部部長大多隨著總統選舉、行政院內

閣調整等時機進行更動；而不同的政黨或不同首長就任，連帶單位主管也有可能

重新洗牌，政策往往可能就隨之更迭。值得一提的是，此處所指首長異動，不僅

止於教育部部長，相關對於教育部有管轄及指導權之官員或關鍵人士也屬之。 

 

這是正常的呀，政策隨著政黨輪替而改變。（R3-19） 

 

我覺得主事長官的異動是一個影響原因，這裡說的主事長官，不光是委託單位，

更是指部長，甚至行政院像是教科文的主管長官及政務委員。（R2-8） 

 

  主政者的人事異動的結果，往往造成政策無法連貫，前任首長定調的政策

方向可能就隨之改變。 

 
是呀是呀（指委託單位司長有支持這個研究案），可是他後來，政黨輪替之後

就被調動了…。對，他們就整個，幾乎是換了一批人，所以很多的意見，其實

沒有辦法延續。（R3-18,39） 

 
當時的首長和行政院是比較堅持這類型學校要朝整合方向進行，異動後，新接

任的人員對於「整合」的意思就採比較寬鬆的解釋沒有那麼堅持…。（R2-8） 

 

  倘若又涉及到選舉變化（具有法定任期）的人事變更（如：總統改選、立法

委員改選等），複雜的政治因素亦可能影響對於特定議程的關注，這也會連帶造

成委託研究應用程度高低的變數。例如，本研究所訪談個案就有一例是受到前述

原因的影響造成研究案嘎然終止，更遑論後續有何研究應用了。 

 

那時好像，好像○○（指高層政治人物）的任期快到了…他任期快要結束，其

實是他已經無心在這個事情上，他也把事情想得太單純…。 

（R1-14,15） 

 
最後結束的狀況其實是很突然的，第一個因為支持的立委剛好屆期了，所以立

法院那股力量就很難再推動下去，而且當初支持的立委只是佔少數，很難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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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當年要修法一直在公聽會空轉而沒有進展。而在反對的學者派這邊就是告

到總統府那邊去，後來總統府那邊召開會議決議，我們後續接受到的命令就是

終止，不再推動這個案子。…這是很弔詭的事，就是那時總統府高層某雙方人

員的立場是不同的，當時總統府在協調時，應該是經高層指示才會造成這樣的

結果，因為年代有點久遠了，我們也不是親身去參與的，○○長官回來就說不

用做了，就是這樣的歷程。（A2-20,22） 

 

（二） 組織人力、經費或法令限制 

  部分研究所提建議超越組織資源，造成研究應用之不易。有些委託研究案研

究人員其實已針對問題解決提出興革方案，如：應增加經費誘因、增加人力資源

等，但礙於行政機關需依據國家財政狀況及人口發展趨勢，逐年調整各項計畫經

費之編列，以及制定人力（如教師、行政人員）聘用數目之上限，為避免國家財

政無法負擔，故無法面面俱到去實現委託研究案之建議事項。 

 

…那有時候行政機關因為經費的因素或者是人力的因素，很多因素也會影響到

他的應用…。（R5-39） 

 

…有一些就是政策執行上有時候會去扼殺到我們的那個創造力的部分，因為我

們可能可以做什麼做什麼，可是後來想一想，這個也不行那個也不行這個也不

行，會有一些很多的行政上的限制，譬如說經費的部分就，不行啊，就可能我

還要去找錢，或者在能力的上面，這些等等的因素上。（A3-100） 

 

  此外，也可能受限於既定法制規範，無法馬上朝委託研究案之建議方向去實

行，因為法規的變更需循程調整，往往曠日廢時，工程浩大。尤其重要法規之更

動必然是變更現行既有結構，經常需要啟動公聽會、朝野協商等一系列議程，必

然大大增加行政單位的工作負荷，往往使得行政單位僅敢將研究建議視為參考。 

 

應該是說都想要去努力去突破，因為有的是法令的限制，像裡面有提到說那個

校長任期的部分，或者是用人限制的部分…。（A3-69） 

 

  因此，研究應用會受限於行政機關人力編制、經費預算及既有法規的規定。

是以行政單位經評估後，僅能從委託研究中挑選目前重要且可行的建議來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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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全盤接收。 

 

…當然就涉及到，可能這個資源的部分，有些建議是不錯，但是可能需要比較

多的資源，或者說有的建議比較有理想性，是希望要做的比較好，但行政機關

有時候就是資源有限的時候，加上可能事情很多啦，那也許就挑他認為重要的

去做，所以這些當然會有所影響。（R5-43） 

 

（三） 具橫向跨單位之建議不易執行 

  行政單位的組織特性也是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之一。近來企業界提倡之「團

隊合作」概念，公家機關也不斷跟隨倡議，但受限於科層體制之架構，以及長久

以來機關間或單位間習以為常的科室本位使然（如：多數公家機關仍停留於「各

司其職」、「井水不犯河水」、「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思維。或是機關或單位

間名義上為合作，但實質上卻是分工，仍是各做各的事，非真實的相互交流），

如下列受訪者之陳述可見一斑： 

 

我們科其實它是比較偏行政面的、硬體方面的，那我們所做的一些委託研究其

實很少是針對課程方面，我就覺得其實蠻可惜的啦，那我們○○科它是負責課

程，全面化課程方面，可是他們做出來的研究可能也沒有跟我們有交流，所以

我們可能也不知道說，它其實有很好的東西，那我們不曉得。（A3-105） 

 

 同時，既由於組織中各單位的科室本位，加上決策權力的分散性，使得決策

權力並非哪一單位所能完全掌握，進而使得無法單靠某一研究報告來說服各單位

對決策有影響的決策者。 

 

我們沒辦法 follow 他們（指將研究報告給另一單位做推廣一事），我們只能跟

他講說，那當然他們會說他們有把這個意見納到他們的，那妳說他們怎麼採用

或者怎樣，就變成我們比較沒有辦法真的去做那樣明確的掌握。（A6-35） 

 

  源自科層體制層層節制的官僚結構，每個單位中都有其專司的權責範圍，因

而形成科室本位的組織特性。單位之間各司其職的結構分化，造成委託單位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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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委託研究案提出橫向跨單位或跨機關之整合性建議時，通常認為這是較高難度

的棘手建議，大大地減低了委託單位應用之意願。可知，委託研究建議未必是決

策單位職權範圍所能決定，呼應了 Weiss 和 Bucuvalas（1980）的觀點（引自王

麗雲，2006: 192）。 

 

…就是我們所提的建議，他是需要一些努力，他需要主動做一些事，…我們認

為應該是多元的，譬如說跨部會來使用，這種他們想到就頭痛，真的，或者是

他可能要跟○○司，因為我們談到，像○○機構等人進來，這些他想到都頭痛。

（R3-59） 

 

（四） 需要另案構思之創發性建議較難執行 

  此外，有些委託研究會提出較為新穎之政策建議，或許行政單位有意願嘗試，

但這樣的政策興革，多數需要投入時間與人力進行細部規劃。然而，此種雖然重

要但無立即緊迫性的政策興革構想，往往在教育部繁重忙碌的行政業務下，可能

就淹沒在既定或突發的公務作業中而不見蹤跡，為人所遺忘。這使得投入經費得

出的創新建議，失去了實際改變興革現況的機會。受訪的行政人員表示： 

 

其實要有另外這種額外的時間去想、去整理說我們到底要怎麼做…。（A3-100） 

 

可是有一些比較創新的部分，是不是我們也可以採納的部分，其實我是覺得這

個地方是很少的啦，我覺得可能大家都忙啦，因為其實在部裡，大家都知道其

實很、比較忙啦。（A3-99） 

 

四、 連結因素 

 存在於研究社群與決策單位之間的溝通與（傳播）連結，也對研究能否應用

發揮了重要的影響力。委託研究除了需要好的研究品質之外，更需要研究人員與

行政人員之間能有有效的溝通互動，才能相互了解，明確傳達要研究的問題。針

對連結內容，業已於上述的研究品質中討論了研究的相關性、品質、一致性與實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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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也發現，目前教育部的委託研究過程中的連結方式，主要是透過委託

研究案的期初、期中和期末審查的正式會議之形式，來增進過程中雙方單位的溝

通與連結。這樣的雙向的互動平台，有利於研究案進行的合作互動與信任關係。

另外，也有機會因應外界環境脈絡的變化，隨時補充研究所需的相關資料。 

 

我覺得期中審查跟期末審查其實這個幫助也蠻大的，因為在經過，其他的專家

學者幫忙看，就是幫忙審查之後呢，可以比較了解說，我們想要的另外到底是

怎麼樣，然後也可以在期中審查部分就是會做修正。（A3-47） 

 同時，為了加強決策單位與研究單位的溝通與連結，受訪的行政與研究人員

均表示，「研究使用者參與」的重要性及其正面效應。 

 

...我們很常就是政策的一個委託研究出去之後呢，就靜待一個委託研究結果的呈

現，那過程當中沒有參與，就會損失過程當中，第一個政府機關立場，還有各

單位相關的意見，以及學者專家意見，就沒辦法在過程當中做一個了解，所以

最後面只能單看委託研究出來的一個書面報告，那這樣對於整個政策的執行或

評估上，就會缺乏參與的過程。（A5-6） 

 

○○單位在一開始委託這個研究案時，有召開一個會議，○○單位當時主管長

官及相關同仁都親自出席會議，對於形塑問題共識、瞭解研究方向的幫助很大，

是讓研究案可以順利進行的很大原因。（R2-10） 

 

 然而，本研究未發現有中間協助知識轉換為可行方案的連結機制。目前由於

教育部的委託研究在本質上就明顯有研究應用的目的，委託研究案完成後，研究

單位須依造一定程序上繳研究報告給教育部委託單位，進行結案期末審查。整體

而言，教育部自身扮演著橋樑的角色，例如主持審查會議，進行雙方溝通。另一

方面，研究人員/單位則較無扮演這種連結橋梁的情形，如前一節所述，在台灣

的脈絡中，由研究者自行關注研究的後續應用恐被視為是對行政單位的一種干擾。

因此，由於目前缺乏有效連結/整合機制，也使得許多受訪者希望未來能建立一

整合性機制，協助整合與定期檢視研究應用的情形，例如： 

 

我會希望建議建立一個整合的機制，像是由以前的教研會作為部裡的窗口，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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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部單位在一年或半年中所做的委託研究案的結論與建議，做成整理分

析表，然後定期召開會議評估研究結論與建議採納之可行性。（R2-9） 

 

五、 社會輿論與潮流（脈絡因素） 

  本研究資料發現，社會議題或焦點也會影響委託研究應用。尤其目前臺灣政

府機關相當重視民意，也相當關注新聞媒體對於政策之報導，故若社會對於某項

教育議題特別關心，自然有可能影響那些研究會特別受到注意。行政機關自然會

注意委託研究案中對於相關教育議題的建議事項，進一步地就可能促進研究應

用。 

 
…就是整個社會情境，社會情境他可能對這個教育政策的問題，他是不是持續

有什麼壓力，如果有的話，這個當然會影響，因為他有壓力、有問題要解決，

所以這報告來的話，他可能會看看說有沒有可以值得拿來用的，所以這個部分

會有影響。（R5-43） 

 

  如本研究訪談個案中，其研究的後續是否應用，就受到社會輿論之影響頗深。

但本研究認為，影響行政機關的政策決策的考量，研究僅是其中一項要素，行政

機關當然還須承受社會輿論與政治團體的壓力。在這些壓力衝擊之下，自然可能

會使研究應用的可能性降低。然而，僅屈/聽從於社會輿論而罔顧學術專業的判

斷，日後亦有可能須承擔決策疏漏之風險。 

 

就是包括社會輿論、也可能是政治或是學界的意見等等，就這個個案而言，最

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社會輿論的部分。（A2-37） 

 

我們會比較順從社會輿論（指當時部裡或司裡的立場），其實就像學雜費一樣，

過去幾年都是凍漲的，這些年來社會輿論或政治的影響力對行政決策的影響力

都是蠻大的。（A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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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大環境成熟度因素 

（一）政治文化上對研究的重視 

  從本研究受訪者對於教育政策與政策研究的關係訪談中，可以發現我國國家

政治與文化的發展上，是重視學術研究應用於現行教育政策上的。在一定程度上，

學術界與政策界的互動是開放的。特別是從研究人員的觀點來看，會發現幾位受

訪的研究人員認為政府行政單位認同學術研究對於政策的貢獻，而且他們也能感

受到自己的研究能有被應用的機會。這樣的實徵資料可能說明了，在教育研究應

用的大環境上，研究受到政策單位重視的，而且是有利於研究應用於政策的。 

 

臺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一個現象在這點上，一般來說啦，就是說行政部

門跟學術部門的互動還蠻密切的…那有些時候我們跟外國的學者談起來，他們

都會很羨慕，一方面覺得說從學校老師角度來看，他接觸實務…。（R1-29） 

 

在專業這一塊多少好像都還能夠扮演提供最佳訊息的，我覺得教育部這個決策

單位還是會很審慎的參考我們做出來的這些研究狀況…所以我覺得都還能夠發

揮積極提供訊息的角色…。（R4-4） 

 

  另一方面，從行政人員的角度觀之，也能發現，多位教育部的行政人員，認

同於學術研究對政策的啟蒙知會功能，認同學術研究人員和行政人員之間要能相

互合作，本質上是互相依存的。 

 

學術跟行政之間的關係，行政如果沒有學術會是瞎的，因為你看不更高的眼界，

那沒有行政的學術是空談，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學術和行政彼此要互相合作，

沒有誰高誰低，我始終都沒有覺得學術和行政誰高誰低。（A1-1） 

 

基本上，教育研究是做為教育政策決策很重要的一個依據，那教育政策主要在

解決教育的問題，所以教育研究所提出來的問題解決之道，可以當作教育決策

參考，那教育研究本身也在幫助發現一些問題，或建構一些教育的理論，或找

出一些問題的解決之道，所以其實政策的研究，跟政策的決策之間，其者兩者

之間，應該是互相依存的角色，有時候是互相幫助的角色...。（A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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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認為，從資料中雙方觀點顯現出來的訊息，呈現出我國教育研究應用

的的基本背景架構，在此架構內，學術研究是受到政策界重視應用的，研究人員

與行政人員之間的互動也是密切開放的。 

 

（二）研究應用受時代環境的影響 

 本研究也發現，有的研究成果則是在沉寂了若干年後，因環境時勢的轉變，

而重現重要性而受到使用。該項議題很可能在若干年後，因為時空條件及大環境

產生轉變後，再次受到不同面向的關注而進行委託研究。 

 

有一些問題就是說，他可能有時代背景，譬如說他那個議題可能之前他累積的

資訊不夠多，或者是甚至有了，但因為時代變遷，他遇到議題的面向不一樣…

會變成說他的原因有變遷，那就變成和以前的可能也不一樣，想說去做一個比

較深入了解的時候，雖然是類似的領域，但是因為他發生背景或時空不同，他

又需要去做一些分析的了解。（A6-11） 

 

七、 小結 

  本研究發現，影響教育部研究應用的因素眾多，經分析歸納後，包括：「研

究品質的因素」、「研究社群的因素」、「教育部機關組織的因素」、「連結因素」、「社

會輿論與潮流」與「大環境成熟度因素」。這樣的研究發現，接近於國內學者王

麗雲（2006）所提的影響教育研究應用的「綜合模式」。 

  承上，本研究的「大環境成熟度」接近於所謂的「外圍系統」，其強調研究

能否應用的大環境成熟度與影響性結構；而「社會輿論與潮流」則接近於「脈絡

系統」，側重於社會焦點、社會潮流與政治意識形態對於研究應用的影響；「研究

社群的因素」、「教育部機關組織的因素」則分別對應於「研究社群」與「教育組

織」，則各自解釋組織內的能動者之間的特性，及其彼此互動下所產生的能動力；

「連結因素」與「研究品質」可對應於「連結系統」，關注於研究成果的內容、

研究的傳遞方式與機制，並且試圖去了解能動者與脈絡中的組織機構、外圍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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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交互作用下的政治性。 

  本研究試圖以綜合模式的理論模型作為理解與分析資料的視角，同時也包容

其他資料詮釋角度的可能性，最後提出上述六項可能影響研究應用的因素。這六

項因素中，特別將「研究品質」獨立拉出成為一項因素，主要是受訪者對於研究

品質的皆表關注，不論是「是否回應政策問題」、「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官方期待」

或是「研究設計是否嚴謹」等。 

  本研究所提六項影響因素，基本上得以對應「綜合模式」的理論架構（王麗

雲，2006），除了以實徵資料考驗綜合模式的理論強度之外，也透過個案的實徵

資料，將理論模型予以具體化，呈現出理論模型中的立體性與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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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於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建議 

 本小節歸納受訪者對於未來委託研究案的所提建議為以下四面向：「對於法

令規範的建議」、「對於研究主題及資料蒐集的建議」、「對於官方參與的建議」、「建

立整合機制的建議」，將依序分析之： 

一、 對於法令規範之建言 

（一） 關於研究期程 

1. 現行委託研究案期程過短 

  依據現行「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點規定：「為使研究結果能

配合施政計畫執行作業，研究計畫期程以三個月為原則，經招標作業決標後簽奉

核定之研究計畫，其負責單位應儘速會同秘書處辦理簽約手續，俟完成簽約程序

後計畫始得進行，並自簽約起始日核算作業期程。…」，故循該作業要點進行之

委託研究案，其研究期程主要以簽約日起三個月為原則，雖說此限制非強制性規

範，得視各委託研究案之性質給予承辦期程之彈性空間。然而從本研究資料發現，

仍然可以見到部分委託研究案的時間設定，係以教育部為主體考量，即使知道時

間壓力會影響研究品質，教育部單位仍希冀於最短、最有效率之時間內獲知研究

成果，以配合決策時程。 

 

通常，教育部委託的案，他們多半都不喜歡很久、很長…因為以前常會碰到說，

本來這個案子是一年要完成，或者說這個案是兩年要完成，那或者說進一步看

看，但是行政人員，他就會比較，他們通常都不喜歡那個一個案要做很多年那

種，他會比較希望要求速成，而且他希望做比較表面，那種立即，好像立即解

決問題那種，現在什麼問題要立即來解決…。（R5-9） 

 

…那時候長官本來很急想要說可不可以很快就把東西弄出來，就是時間給的很

短，那通常有時候，做研究的時候就是都卡著，因為有時候你就會很想趕快把

結果得出來，可是相對來說，有時候老師覺得你時間很短，他們得出來的品質

也不會太好…。（A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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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延長委託研究的期程 

  相對於行政單位之立場，對於實際執行委託研究案之研究人員，普遍認為過

短之研究期程是一種壓力及限制，因為研究過程不僅止於蒐集資料及進行資料分

析等程序，還需配合與教育部簽訂之契約，繳交執行報告或參與相關會議等，這

都需要大量時間來完成，故研究人員大多提出期望延長期程之需求，避免影響研

究品質。 

 

…當然有時候，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時間壓力，時間壓力的部分…。（R5-22） 

 

在時程上希望教育部可以有比較彈性的空間，像是這一個委託研究案只有六個

月的期程，要蒐集資料還要開會要寫報告等，時間真的很趕。（R2-10） 

 

對對對，那個期程沒辦法，就是那個時候承辦人就是說，他們就是給這樣的期

程。（R3-30）／［問：不然如果可以的話，會希望延長一點嗎？］那當然，因

為後續還有很多改變。（R3-31） 

 

  若是面臨研究期程調整之情況，倘決定延長，通常研究人員樂見；反之若遭

遇履約期程縮短之狀況，對於研究人員來說，壓縮時間恐造成身體無法負荷、研

究品質低落等情形，無疑是一種負擔： 

 

…假如這個時間本來要做一年，變成半年要完成，那誰都不能做呀，那怎麼做

呀，這個，做教授的人他應該也覺得沒有那個必要，為了可能是拚老命然後這

個縮減一半，他可能研究案要做得好，他也會很困難…。（R5-10） 

 

  除了研究人員恐怕難以負擔短時間的研究產出之外，Elliott與Popay（2000）

在其實徵性研究中也指出，朝向短期研究契約式的文化，會減緩了研究者及決策

者參與過程的詮釋，削弱了彼此的互相信任與長期合作發展的關係，造成研究應

用的阻礙因素之一。本研究發現目前教育部朝向短期的委託研究契約所產生的影

響，可以支持Elliott與Popay（2000）的上述論點。因此，為求研究品質，也期望

研究成果能提供政策決策更多助益，如何規定研究期程之起迄，建議應考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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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需要的較長時間外，也須同時考量委託單位的研究規劃時間。因為研究成果

要能應用也需趕上具有時效性的決策契機，因此，如何平衡雙方對於研究時間的

設定，亟待雙方互為溝通，互為體諒，始有達致兼具效率及效能之期程共識。 

 

…我覺得做這個還是需要給老師跟那個研究生，研究團隊一點時間，因為有時

候太壓縮他們的時間，其實做出來的東西可能不是我們真正想要的。（A3-40） 

 

（二） 關於研究經費 

1. 委託研究案經費編列基準相對寬裕 

  對於委託研究案之經費額度，由於涉及機關年度預算考量，故有其經費分配

之考量及限制，以教育部的立場觀之，若是循「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其經費編列基本係按該要點所附之「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經

費編列標準」辦理，而非依一般補助或委辦案所循之「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

撥結報作業要點」（2013b）訂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的基

準，其差異如附錄二。 

  承上，因本研究選定訪談個案皆是依循「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辦

理，故於經費額度之編列基準上，已較非循此要點之其他一般業務委外方式辦理

之「研究」為高，相對來說較為寬裕。 

 

...所以我是覺得在，那個整個經費編列上（指循「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其實會，也有比較寬裕啦，…，我會覺得其實它整個在編列上，它整個基準、

一個標準上都已經高過本部的那個～補助的一個標準了，所以我們倒是沒有發

生過說老師說那個因為錢不夠的因素這樣子影響。（A3-128） 

 

  而對於受委託之研究人員來說，因研究經費之額度係由委託機關訂定，故研

究人員多半以「多少錢規劃做多少事」之態度來設定研究範圍，甚至出現運用人

脈以不支經費方式進行資料蒐集等情形，以調整各項經費使用，撙節經費開支。

不過綜而言之，若受委託研究單位編列研究經費合宜，而委託單位經審核通過又

能支應此筆經費，按常理來說將比東刪西減之委託研究案更能增進研究產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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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強化研究應用之程度。 

 

我幾個委託研究案來講，都很多都是我們一起構想，或是經費呀，不一定是完

全符合，可是基本上都還蠻能夠就是，多少錢可以做多少事...。（R4-63） 

 

經費當然是永遠不夠，因為如果，我們有很多都是靠關係去做 interview，因為

如果每個東西都要給人家錢，不可能。去找人家來座談，我們辦了好幾場座談，

那種座談就只能摳一點…。（R3-27） 

 

2. 建議放寬委託研究案經費編列標準 

  除了以上對於經費總額之討論外，亦有訪談者提出更具開放性的建議，即認

為委託研究案之經費使用應更具彈性，建議跳脫繁瑣以防弊為主之層層會計規定，

給予委託研究案產出最佳效能的經費使用空間，以進行對決策機關實質有意義之

研究。此蘊含財政學上「綜合補助款」（block grants）之概念，即授權使用該筆

款項之單位得於一定裁量權限範圍內加以運用，較少受繁文縟節規定之束縛，減

少對受補助者的監督及控制，促進原計畫目的之達成。 

 

教育部的那些規定是比較僵化的，老師們在做研究時諸如研究經費哪些不能用、

要用在哪裡等等，常感覺綁手綁腳的...今天作為行政機關我覺得，只要研究產

生的確有意義、有價值的成果，那些過程、規定我都覺得不應該去束縛、去影

響研究的進行，就是總包的概念，依照行政機關要的方向，產生有意義的研究

成果，行政機關再決定要如何去處理去做決策，這樣就好了。（A2-42） 

 

（三） 關於研究資訊公開及傳遞 

1. 建議開放委託研究案進行學術發表 

 教育部委託研究案的受委託者，以任職於大專校院之現職教授佔多數，基於

研究、評鑑、講求績效、提升影響力等需求，發表學術論文為其重要且必要之工

作，而投入個人時間精力完成之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多數學者專家當然也期望能

將研究成果公開發表，以作為個人學術生涯重要產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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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教授喔，教授就是要發表論文…。（R5-56） 

 

但是我覺得應該所有計畫，老師做完計畫一定都會投，因為他，那畢竟是他們

的一個產出啦，他們也很辛苦。（A3-134） 

 

  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是否公開發表之態度，可由現行「教育部委託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五項規定觀之：「各單位簽訂委託研究計畫契約書。前項

契約書應記載保密條款，其內容並載明本部所有委託研究計畫案，受委託者於未

經本部主管單位同意對外公開發表前，不得任意公開委託研究計畫相關細節及內

容。」，亦即在整個委託研究過程中及研究結案後皆為保密，如要公開發表需徵

得委託單位同意方能執行。為何訂定此項保密條款，究其原因，多半是因為某些

政策議題尚未熟成或社會共識不足，或者較具爭議性及敏感性，為免引發後續紛

擾，故採用密件方式防止研究結果公布。 

 

研究結果要教育部同意才能發表，這其實是教育部的定型化契約，可能是因為

一些研究涉及敏感或爭議，所以才有這樣的規定，我們要發表都是事後要發文

看教育部是不是同意。（R2-11） 

 

…但是有時候這個政策研究他又不公開，教育部單位他怕什麼未成熟呀、怎樣

呀，怕這個叫做打草驚蛇呀或是什麼，也怕人家批評呀，所以就會變成說這些

研究，就是知道的人不多…。（R5-54） 

 

  通常，教育部如遇受委託研究人員請求公開研究成果之申請，有以同意公開

之准許回復者；不過會特別提醒研究人員需於文中註明該研究是受教育部補助，

且不得再以同項計畫去申請其他單位的經費補助，避免重複申請之嫌。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在一個非營利的狀態之下，他可能有，也可能會去做發表，…

我們都還是會提醒作者說，第一個你可能沒有辦法再用這個再去送其他相關的

費用，畢竟這個是你用教育部的經費跟你也收了主持人的費用去做。但另外一

個就是說，好，如果你要去做一些發表 ok，但是你一定要說明，這是教育部的

經費。（A6-43） 

 

他去發表是 ok 的，只要他不是涉及到什麼營利的部分，那他去一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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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什麼做發表，我們想，那時候都是同意的。（A6-44） 

 

  不過，本次受訪之研究人員也有提及其親自經手或耳聞某些委託研究案是被

教育部以「不予公開」逕予回覆的，或是行政機關基於保守性格可能傾向於對公

開研究案採取較為保守的態度，以免引發後續紛擾。因此承接教育部委託研究案

件，就可能需承擔研究成果不能公開發表之約束，這也可以從許多位受訪的研究

人員得知： 

 

教授最關心的是發表論文，因為他投入這麼多心力，結果他論文都不能發表，

然後呢他就說你要先經過我同意，可是行政機關就是有一個毛病，什麼事情你

不要問他，問他他馬上就會全身緊張起來（笑），把人家，所以就這當中就變

成說，好像他們不會很喜歡你去用這個研究案去寫論文。（R5-56） 

 

就是全國性的○○成就評量，那個國教院呀部裡面這邊啊，暫時不公布結果…。

（R4-79） 

 

…我曾也有同事碰過類似的案子，想發表，但是教育部回復說不宜，所以就無

法了。做教育部的案子基本上會有研究不能發表的準備。（R2-11） 

 

2. 建議對外界公開委託研究成果，促進社會智識發展 

  社會科學的研究應用在很大的部分上，根據文獻，是透過對於研究問題的思

考，以滲透的、啟發性的方式進行一種社會智識的啟蒙（Weiss，1979）。倘若能

讓公家單位的研究案對外公開，則更可能促進社會各界外界對於該問題的多元思

考，引領社會僅進步的改革活動。再者，研究成果可接受社會公評，對於公家單

位把關研究品質無疑是一監督動力。此外，尚可在各行政機關內部進行公開流通，

也能促使教育部內部單位參考運用別單位產出之研究成果，如此多元利用是社會

樂見的。 

 

很重要的是說這些報告出來以後有沒有公開啦，那這裡面也是講到研究的應用，

那個就說，如果你有公開，就會有很多元的應用，但是有時候這個政策研究他

又不公開，…所以在運用上是問題…。（R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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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他有公開，妳說高教技職不同單位，反正他上這資料庫他能看到，他

看到以後他就會就是點選來看，所以這個公開還是很重要的…。（R5-54） 

 

  然而本研究發現，部分行政人員傾向認為，由於委託研究案是以教育部名義

出資，故教育部本身擁有如何使用該研究案以及准駁是否公開或選擇保密的權

限。 

 

覺得委託研究案我們發包出去，它的智慧財產權理論上應該是屬於教育部的…。

（A2-44） 

 

  但就此教育部的見解，本次受訪之研究人員提出不同的看法，其認為公家單

位辦理委託研究案的資金來自於人民之稅收，公開機關自有為民服務以及促進公

共善的功能，其委託研究成果應屬全民可共享之資訊。 

 

等於是教育部就有點像民間產業，那民間產業的話呢，比如說統一集團委託你

做一兩件，他跟你簽的約就是，你要公開、你要寫論文的話一定要我同意，不

同意的話你就是違約，他就要怎樣啦。他是認為他花那麼多錢來做研究，這個

研究的成果應該歸諸於我，就是我這個產業，教育部當然跟民間是不一樣，因

為你是公家機關，公家機關所有的錢都是來自於納稅人，所以說不能夠是像民

間那樣子，說什麼東西都要保密都不給人家，這沒道理嘛…。（R5-56） 

 

  因此，部分學者專家建議，若教育部評估某項委託研究案確有保密必要，仍

應制度化規定保密期限的長短，一旦過了保密期限，教育部應立即公開研究成果，

俾利資訊透明。 

 

…應該說哪些東西是不能公開是你要保密多久，如果過了一個期限，這應該就

是要公開。（R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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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於研究主題及資料蒐集之建言 

（一）建議擴展不同的研究知識類型 

 目前教育部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多半是面臨問題才思索以委託研究案來調查，

提供解決策略之建議，不過，本研究所訪談人員也提及應顧及「基礎性」研究，

建議未雨綢繆性質之研究亦應注重，以備不時之需。亦即，委託單位應拓展不同

類型知識的研究溝通與應用（王麗雲，2006: p 215）。  

 

我是認為教育部應該，第一個在委託研究上，可能他做政策研究啦，不一定講

說委託研究，那政策研究他可能要去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研究他還是要做，因為

這些東西平常沒有做的話，臨時半年、一年的計畫要做完，可能也是很難…。

（R5-44） 

 

有一些資料庫的，或者說有些事情喔，他不是說，現在社會上逼著你馬上要做

的那種。…他可能要長期、整個教育研究發展上應該做的事情，那像這個教育

機會均等，簡單講就是說，不要等人家質詢你或是社會批評的時候才想要做這

個，比如說像城鄉落差的話，城鄉落差到底落差到什麼程度。（R5-45、46） 

 

（二）建議提供跨國性政策比較 

  另外，教育部行政人員會期望受委託研究之單位或人員，能在資料蒐集中多

呈現委託研究議題之國際比較部分，以他山之石做為本國規劃相關政策之借鏡。

這種教育行政人員的在決策場域中，對於跨國性脈絡的研究資料需求（偏好）與

應用，特別值得研究人員注意，有利於委託研究成果內容安排的呈現。因為，如

何讓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內容上、在形式上，得以較符合行政人員的需求與偏好，

也是研究要能有效應用的值得關注之議題。 

 

...強化國際間的比較，比如說一些委託研究涉及到國民中小學或高等教育或中等

教育階段，其實我們應該找一些同類型、同性質的國際比較，比如說亞洲的國

家、相近的國家，比如說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做一些了解，那這樣在政策說

帖上或是對於相關鄰近國家的了解上，都會提供比較完整的建議，也避免說我

們政策執行單方面的思考…。（A5-6） 

 



156 
 

應該提一些類似說跟我們的那個什麼，文化背景或比較相關的國家或比較先進

國家他們的做法，就是我們可以採用的方式什麼，可以做一些這樣的整理讓我

們參考，我覺得這個比較有用…。（A6-39） 

 

就是說目前的這種環境條件之下，就是因為有這麼多困難，才會需要說是不是

有其他解決方式，…那另外就我剛才講的那個，就是他可能可以去找一些比較

跟我們背景比較相似，或者說先進國家他們的一些做法，我們就不用再走一些

冤枉路。（A6-41） 

 

三、 對於官方參與之建言 

（一）行政單位研究使用者對委託研究案的重視 

  由本章第二節之分析與討論可知，委託研究應用與官方重視程度息息相關，

畢竟行政機關負有決策之法定權力，若主事之相關行政人員能多所了解及參與委

託研究案之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及研究產出等，對於委託研究成果促進政策決策

的採用上，將是一大助益，也在在闡明「使用者」的關鍵性。 

 

…關鍵就是主事的人，就是說，人家去認知這個事情是重要的，認知這個事情

重要才會 push 這個事情，才會去推動這個事情。（R1-44） 

 

所以主事者有那個認知最重要，那我們做起來就很有勁，那些做出去有效果，

做出去有效，…所以關鍵還是人。（R1-48） 

 

關鍵還是人，人他假設這件事情對他重要，他很投入，相對的學校的老師也會

覺得這重要，可以來投入，做出來就會有，所以關鍵還是人。（R1-49） 

 

  至於進行委託研究案之主事單位應由何人對於研究案有所了解，本研究訪談

之對象大多認為，教育部一層長官（部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因

綜理不同司（處、室）之業務，對於各個委託研究案可能視輕重緩急有所不同程

度之了解；但委託之司（處、室）層級的承辦人及科長，則是最基礎且應清楚明

瞭研究案全貌者，不過最為重要的是，委託之司（處、室）長是關鍵性人物，因

其擔任單位領導者，且具有實質決策權力，如能掌握研究案之動向及成果，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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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研究應用的一大推手。 

 

就是教育部的各單位委託計畫，就每個計畫做什麼，至少總要，承辦人是一定

要清楚，那道科長的時候也許就比較不一定，不過我覺得科長應該要知道，到

了司長的話，司長～應該大方向他要知道，大方向他要清楚，不然的話有計畫

在做這些東西，然後也許，就計畫本身有政策問題嘛，啊你政策問題都不清楚

的話，那整個司的業務怎麼辦。但是到了上面去，再往上的話，部次長就比較

為難，因為可能東西很多，所以他有可能是會選擇性的，哪些是比較重要政策，

有些是比較迫切的...。（R5-8） 

 

另外是主管要參與、要了解是很重要的，我這邊說的主管是指單位的司長、專

門委員、科長等，尤其是司長，這樣才能了解研究案是在做什麼，否則很多研

究都是做完了，或是司長換人了，因為不了解就這樣過去，是比較可惜的。（R2-10） 

 

（二）建議研究使用者參與 

  此外，對於委託研究之「過程參與」，其實也是了解研究案重要的一環，因

為最終呈現的研究報告畢竟是經過濃縮、整理過後的版本，但在研究過程進行中，

諸如：蒐集資料時與專家學者腦力激盪的情形、召開座談會時傾聽教育現場基層

人員意見等，亦是深入了解研究案的關鍵點，故本研究受訪者也建議行政單位要

能參與委託研究的過程，若因故無法參與，至少要事後必須閱讀委託研究過程中

召開相關會議的書面資料，以便跟上研究案的進度並適時給予回應意見，及避免

不相關之行政干擾。 

 

…我們很常就是政策的一個委託研究出去之後呢，就靜待一個委託研究結果的

呈現，那過程當中沒有參與，就會損失過程當中，第一個政府機關立場，還有

各單位相關的意見，以及學者專家意見，就沒辦法在過程當中做一個了解，所

以最後面只能單看委託研究出來的一個書面報告，那這樣對於整個政策的執行

或評估上，就會缺乏參與的過程。所以呢，教育部的委託研究案，除了委託研

究出去之外，我會比較希望承辦人員和科長，在這個委託研究的相關運作過程，

比如說訪談、施測的過程、座談會的過程，都全程參與，才能對這個方案做更

進一步的了解...。（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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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教育部有時候他們忙呀，人手不夠的時候，或者說他們的案子，委託研

究不只有一個，如果說每一個都要去參與的話，會沒有辦法分身…至少，不能

來開會，至少會議紀錄要看一下，是不是這樣做，或者說這整個研究案要看幾

個點，一開始、中間、最後，期末報告要提出去之前，要看一下，最好是前面，

因為到後面，到後面大概你可以說，針對這個結論提建議，如果說研究的人比

較沒有從行政立場看，對他提醒，就是增加相關的建議…。（R5-30） 

 

四、 對於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建立整合機制之建言 

  本研究發現，目前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係由各單位各自規劃每年度需進行

委託研究案之項目，缺乏整體且全面之統整機制。 

 

我覺得我們的委託研究，這個其實我是很有意見的，記得我們部裡面沒有一種

綜整性的研究的規劃。（A1-51） 

 

  而且多數單位不願循程序較為複雜且限制較多之「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進行委託研究，而採一般委外方式來執行，由各單位自行管控，如此更加

劇各單位「各做各的」缺少交流之情形。 

 

因為他們都不想走（指「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因為他比較煩，

而且那個要寫很多報告，要去做報告，說你進度怎麼樣，最後就要有一個結果，

就是成果報告什麼什麼的…。（A6-7） 

 

秘書室都會要開會要審，然後審查過了你才能做，…我手邊的都是這樣做的，

其實，其實那個彈性真的不大啦，因為你要去照規定走。（A3-119） 

 

我覺得感覺上就是研，委託研究有一點變成，如果各做各的話沒有交流其實也

是蠻可惜的啦，在那個採用上的話。（A3-106） 

 

  綜上，由於缺乏一個統整機制，造成單位之間無法清楚了解某些單位曾委託

過何項議題之研究，恐形成相同議題之委託研究案可能同時或先後由不同單位在

委託，造成研究案多頭馬車、疊床架屋之缺陷；惟如有統整機制，則可評估相關

議題之委託研究是否值得再行研究等面向，以節省公帑，並促進委託研究達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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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使用效益。 

 

我是覺得我們的整個研究有重疊性，沒有辦法統整性，還有一個，這個統整性

是不要浪費、不要重複，但是另外有一種是「上位」的，國家如果有定期的做

說，我們現在來研究國際教育發展趨勢是什麼，然後關涉到相關司處～（A1-53） 

 

第一個他幾乎都丟給司來做，…假設你有一個全教育部性的每年管控研究的話，

你這個司長異動也沒有關係啊，因為你這個司長異動了，那他今年再提出來，

那個管控單位會說，你們前年已經做過這個研究了，那你想做這個研究的話，

除非你告訴我們跟那個研究有什麼不同，……所以很容易就我們師資司在做、

國校司也在做，那後做了講白一點，包括我們自己司都有委託兩套。（A1-52） 

 

  對於以上缺失，本研究所訪談對象提出諸多對於教育部委託研究案應如何建

立整合機制的見解，分述如下： 

（一） 建立通盤規劃機制 

  通盤規劃之首要重點，是建議教育部以「部」立場之高度，衡酌國家發展、

施政藍圖，去構思年度委託研究要進行哪些議題之研究，避免單位各自為政造成

多頭馬車之困境及浪費研究資源。 

 

我認為委託研究前應該先做政策規劃，我的意思是說，他有哪些施政重點，然

後這些施政重點，他需要哪些背景資料，甚至於需要哪些政策建議，再去做。

他要先通盤的考量，他應該有一個腦袋在中央，在整體的來想，而不是比較個

別性的。（R3-67） 

 

  若是以「部」立場構思欲進行委託研究之議題涵蓋範圍較廣，則建議可採取

「整合型計畫」類型之委託研究，以收專家學者集思廣益之效，並藉此促進教育

部內部相關單位之交流。 

 

...我覺得整合性的計畫其實不錯，但相對地上其實也是非常耗時間跟耗經費耗人

力的部分，因為它光是要整個整合，你還要把這麼多的研究團隊一起來開會，

其實也是很困難的，可是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一個腦力激盪。（A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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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管考機制搭配運行 

  未免委託研究案流於形式，並促進委託單位能確實評估研究成果是否運用，

故本研究也有受訪者提及行政單位在績效管考這塊也要一併掌握，實際執行面建

議由部長定期主持委託研究之績效管考會議，以綜覽各單位執行委託研究之現況

及所得成果，再行評估是否將委託研究所擬之意見納入各相關施政規劃。 

 

然後，整個後續的，對於譬如說對於人家研究建議的管考，其實也很重要，他

應該列進入績效，而不是只是把他當成一個研究案。（R3-68） 

 

將教育部全部單位在一年或半年中所做的委託研究案的結論與建議，做成整理

分析表，然後定期召開會議評估研究結論與建議採納之可行性，建議是部長主

持，這樣次長、司長等相關長官比較會出席，才能較得到重視。（R2-9） 

 

（三） 發揮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功能，促進該院成為國家教育智庫 

  再來，諸多訪談者皆述及在委託研究這一範疇，建議教育部應善用國家教育

研究院之功能，凸顯其教育政策研究的功能。 

 

我們有成立一個國家教育研究院，我們也一直期待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做這一塊，

可是國家教育研究院目前好像還沒有達到這個程度，如果繼續下去會可惜掉，

沒有辦法發揮他的角色。（A1-56） 

 

我認為說，因為現在一般大學跟科技大學、技術校院等等，本身學校老師已經

作教學上很大的負擔，也有一些委託的研究，所以一般的教育政策我會希望善

用目前教育研究院的角色，所以對於委託研究部分，應該主要的主體在教育研

究院，減少一般大學或科技校院老師的負擔...。（A5-6） 

 

  甚至，應將國家教育研究院形塑為「國家教育智庫」，確定其研究教育政策

為主之功能，並發揮研究所長，協助教育部日後在規劃各項教育政策時，有所學

理依據及背景資料做為施政「有所本」之後盾。 

 

國家教育研究院做為一個政策智庫，關於，我比較傾向這樣，關於那個教育的

一些研究，研發性的，比較跟政策不是直接那麼有關係的，就給各大學去做就



161 
 

好了。（R3-76） 

 

我也不反對教育研究院變成教育的中央研究院，或者他變成是一個政策的智庫，

either way 都可以，但是自己要搞清楚，教育部自己要搞清楚、定位清楚。我認

為如果以國家大局來看，他應該是做智庫。（R3-72） 

 

就是說我們期待整合是，應該站在教育長遠發展一個角度來看這個需求，是不

是你可以在之前可以考慮可以想到，那假設是這樣，那國家教育院假設是一個

智庫角色，就是要扮演這個功能。（R4-67） 

 

  若國家教育研究院擔任教育部政策規劃之智庫角色，其實際運作方式，本研

究之訪談者亦提醒：國家教育研究院主管人選之選擇，應熟稔教育部內部業務，

避免研究與實務需求落差太多；此外，仍應區分屬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應做之委託

研究項目及教育部可執行之委託研究為何，以免國家教育研究院受理委託研究案

件數量過大，影響研究效能。 

 

譬如說應該要有一個次長來兼（指國家教育研究院的院長），這樣子會比較好

一點，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要來做這一件事，這整個 team，就是幫教育部，當教

育部的腦袋，想問題。（R3-69）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有點彈性，因為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人也不多，他一定要去整

合各大學或者相關研究機構來做這些東西，他如果說，教育部的案子全部都要

到國家教育研究院去弄，嗯～他有可能，有可能他也不見得負擔的起來，我是

認為維持一個彈性，如果教育部的各單位有直接去處理研究的需要，就直接去

處理…。（R5-49） 

 

…當然也要統籌的，然後跟國教院這邊，看可能大家去商量哪些事情是可以給

國教院去挑起來的，那哪些事情是部裡頭，可能因為這樣彈性比較大，因為有

時候這個時間上，時間的把握是很重要，那也希望說部裡面的人，對於這個委

託研究那這有關的主題、政策需求也要都很清楚，因為你直接跟接受委託的人

去討論這個事情，跟好像你就把這個轉給國教院，國教院再照你說的意思再去

找人來再跟他說，這個繞了好大的圈，最後可能都歪掉了也不一定…。（R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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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本小節綜合歸納受訪者對於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的後續建議，包含四大主題：

對法令規範的建議、對研究主題及資料蒐集的建議、對於官方參與的建議，以及

對於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建立整合機制的建議。首先，在對於法令規範的建議中，

受訪者建議延長委託研究的期程、放寬委託研究案經費編列標準、建議開放委託

研究案進行學術發表，以及建議對外界公開委託研究成果，促進社會智識發展。

在研究主題與資料蒐集方面，教育行政決策者表示，研究者所提供的跨國政策比

較的文獻，特別值得政策規劃的參考，以及有利於政策說帖的文本撰寫。這種行

政人員偏愛的研究成果內容，也特別值得研究人員注意；因為，在一定程度上投

其所好，又不失研究立場與精神，反而有利於研究的被應用。 

 在官方參與的建議中，多位受訪者皆提到，希望委託單位的行政長官能關注

重視已委託的研究案，因為長官的重視與帶動，研究案才會受到支持與關注；倘

若行政人員更能參與研究過程，則更有利於促進研究與行政的互動溝通以及後續

的研究應用。本節於第壹點影響研究的因素分析中已發現，目前缺乏研究應用的

有效連結機制，以至於研究是否受用應用及如何應用，多數取決於委託研究的科

室單位，而缺乏敦促研究應用的第三方（連結機制）。因此，多位受訪者也建議，

教育部應責成一通盤整合機制，以部級的宏觀視野，整合研究案的委託與應用，

必搭配管考機制，定期評估研究結論與建議採納的應用情形。最後，受訪者也對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作為國家教育政策的智庫，寄予殷殷期盼。期望國家教育研

究院能發揮連結研究與政策決策的整合功能，建立促進研究應用的長期連結機

制。 

  至此，本研究已針對研究問題逐一分析了以下三大主題：（一）教育部進行

委託研究案之目的及作法；（二）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之應用情況；（三）影響

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因素分析。以下，將根據此三大主題下的研究發現，提出研

究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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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係探討教育部委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企圖了解教育部委託研究

應用之情形並嘗試歸納研究應用之模式，再行提出改進教育部現行委託研究做法

之策進建議。基於此，本章將統整上述研究發現與結果，形成結論，並據以提出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架構，其研究發現主要可從四個部分進行探討，依序為：

第一，係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及作法；第二，係教育部使用委託研究之應

用情況；第三，則是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因素，以下分述之。 

壹、 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及作法 

一、 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主要以「解決內部需求」為首要目的 

  促動教育部啟動委託研究案之理由繁多，經由本研究了解，歸納教育部進行

委託研究案之目的，主要以解決內部需求為主，其內部需求之樣態，或有問題解

決導向，其藉由專業性之委託研究案所進行調查及提出之因應策略，有效解決目

前教育現場出現的問題；此外，或有藉由委託研究案以支持某項預設的政策立場，

以尋求決策場域上之勝利；亦有委託研究案是用來補足機關人員專業知能、人力

資源之不足，故需借重委託研究之智慧結晶來助益決策，以上因素，可單獨或同

時存在，皆促使教育部主動地進行研究案委託工作。 

 

二、 「回應外部要求」亦為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惟多以被動方式為之 

  教育部身為負責全國教育工作的行政機關，亦有需回應外部要求而啟動委託

研究案，這些外部壓力源或有來自於上級機關（如行政院、立法院、監察院等）

的督導要求，亦有平行機關（如行政院下設部、會）因業務牽連所提出之政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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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也有來自於政治人物或團體之推力，此外，媒體輿論之壓力及學者主動建言

也是促起委託研究案進行之因素，上述這些目的可單獨或同時並存。惟前揭樣態

與上述第一點「解決內部需求」之目的有別，即「回應外部要求」而啟動之委託

研究案，教育部屬被動立場為之；反之，「解決內部需求」之目的，教育部則採

主動立場自行規劃提出。 

 

三、 教育部選擇委託研究單位，主要有四種型態 

  依據本研究了解，教育部選擇受委託研究單位之方式，主要有「選擇代表性

人士」、「選擇受親賴者」，或由「研究單位/人員毛遂自薦」，或交付「自由

競爭機制」等四種型態，因研究單位/人員是委託研究案能否順利執行之關鍵，

惟上述不同的選擇型態，也反映教育部在進行委託研究目的及動機之複雜性。 

 

四、 教育部與受委託研究單位於執行案件歷程中，受到上述啟動委託研究案之

不同目的，而發展出不同之互動方式 

  本研究發現，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是否對其有既定立場和期待，與教育部

進行委託研究之目的有所關聯，通常屬於「解決內部需求」之案件，或屬於「回

應外部要求」之議題較具急迫性且受外界關注程度較高之案件，教育部較有明確

之立場及賦予之期待，同時也較為重視該研究案之執行；反之屬於「回應外部要

求」之學者主動建言而進行之委託研究案，或上級、平行機關要求但非屬亟需改

變現況之委託研究案件，教育部相對地給予較為自由之研究空間，無既定立場或

特殊期待，但也因此影響其重視該案件之程度可能較低。 

  此外，教育部通常透過委託研究案之期初、期中或期末審查機制，與受委託

研究單位互相溝通研究方向或政策執行建議之釐清與擬訂，多數研究單位認為教

育部係以尊重態度為主來面對委託研究案件之執行，此過程亦著重對話、溝通與

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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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育部使用委託研究案之應用情況 

一、 於影響方式面向 

1. 委託研究案對於政策規劃層面之影響方式分為直接影響、間接影響、潛

影響/無影響等三種類型 

  教育部委託研究案對於後續政策規劃層面之影響方式，本研究試圖以影響程

度來作分析，歸納分為：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以及潛影響/無影響，其中又以

間接影響佔大宗，亦即政策的規劃、設計與轉變係包含複雜成因，研究成果可能

僅是一項輸入，故就何項研究對應何項政策促動難以精確認定。此外，決策單位

也可能藉由轉化研究建議形成不同之思考概念，或是綜合多項研究成果融合採行

於政策方案中；當然也有僅將研究成果做為縣市政府或相關機關參考使用之情形，

而非具體形成一項政策。 

2. 尚有超出教育部原先設定研究目的或研究成效外之「非預期」影響 

  「非預期」影響係指委託研究案出現超出教育部原先設定研究目的或研究成

效外之影響方式，即試圖由時間面向予以分析，本研究發現部分委託研究案於進

行中之階段，就開始發揮影響力，這類現象諸如：啟發教育現場人員對於研究議

題之省思、提供回饋或滋生反彈意見，甚至促使利害關係人或團體之間產生權利

拉扯等情形。有的研究成果則是在沉寂了若干年後，因環境時勢的轉變，而重現

重要性而受到使用。 

  另本研究亦嘗試由影響對象作一分析，發現委託研究案對於行政單位也產生

預設目的之外非預期性的影響，即是藉由研究資料及成果呈現，促使行政人員有

機會跳脫窠臼，對於該研究議題以不同的思考及評估角度切入；再者，受委託研

究人員也在執行研究案過程中，整合理論及實務進而創發新的思考，亦有可能對

於教育現場人員產生啟蒙效果。 

  此外，有的委託研究案則是完成時未被行政單位採納作為政策規劃之方案之

一，但卻在若干年後在社會環境變遷及文化氛圍轉變等因素之結合下，重現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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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而受到行政單位於決策時有所應用。 

 

二、 於應用模式面向 

1. 本研究所擇選之教育部委託研究個案，其應用模式以「過程模式」為大

宗 

  本研究所選擇之六個研究個案，其中三個個案符合學者 Monaghan 所提結合

演化模式和啟蒙模式之「過程模式」，究其原因，係該模式所主張之關注擇選機

制、研究不直接貢獻於政策結果、認定政策的動態性等論點，解釋幅度較有彈性，

且較貼近現實並適合目前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案之研究應用情況。 

2. 惟解釋研究應用具複雜性，尚需多元探討及型塑新興理論模式來幫助理

解及詮釋 

  惟上述 Monaghan 所提之「過程模式」，實需更豐富之研究資料來檢視此模

式的效度和豐富其架構，本研究所呈現之研究個案，僅是對此模式有更近一層的

認識，仍需多方探究方能更深入建構。故基於解釋研究應用牽涉諸多變因，具備

相當程度之複雜性，是以目前可能沒有辦法定論哪一種模式最佳、最能適配或最

能解釋所有的研究應用情形。未來仍需運用多重模式來解釋現象，或者創發新興

理論模式來幫助理解及詮釋。 

3. 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將「時間性」置入研究應用模式理論模型中探究研究

應用的轉折與複雜性 

 本研究資料顯示，教育部委託研究的應用通常會在過程中經歷不同轉折，不

管其出發的模式為何，部分研究案隨著時間的遞移，有的轉折為啟蒙模式，有的

轉折為過程模式。這樣的研究發現凸顯了「時間性」在研究應用模式中的重要性，

亦即應對於時間歷程加以重視，這也可能是一般文獻中鮮少探討的，本研究因此

認為有必要將「時間」的因素置入研究應用的模式中探討，將研究應用模式予以

立體化，關注其中（影響）研究應用轉折的政治性，進一步豐富研究應用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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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 

 

參、 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因素 

一、 影響教育部研究應用之因素趨向「綜合模式」 

  本研究歸納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的因素，包含下列六項，即：大環境成熟度、

社會輿論與潮流、研究社群的因素、教育部機關組織的因素、連結因素，以及研

究品質，係可採國內學者王麗雲（2006）所提之影響教育研究應用的「綜合模式」

（外圍系統、脈絡系統、研究社群、教育組織、連結系統）來作一涵蓋及歸結。 

  其中，本研究所歸納之大環境成熟度，即接近「綜合模式」所提之「外圍系

統」因素，著重研究能否應用在於大環境成熟度與影響性結構；而社會輿論與潮

流則接近於「脈絡系統」，關注於社會焦點、社會潮流與政治意識形態對於研究

應用之影響；再來是研究社群的因素以及教育部機關組織的因素，則分別對應於

「研究社群」與「教育組織」，分別可解釋組織內能動者之間的特性，及彼此互

動下所激盪而生的能動力；最後的連結因素與研究品質，則可對應於「連結系統」，

即關注研究成果、研究的傳遞方式與機制，並且試圖去了解能動者與脈絡中的組

織機構、外圍結構彼此交互作用下的政治因素。 

 

二、 「研究品質」是影響教育部委託研究應用之關鍵因素 

  承上述整理之影響教育部研究應用的多項因素，其中「研究品質」是最為關

鍵之因素，此係建立於委託單位有確實參與研究過程並詳讀研究成果而非草率結

案之前提下，意即委託研究成果，其產出內容若是經由嚴謹得當之研究設計而生、

且研究內容可清楚回應政策問題，以及研究建議兼具創新性及可行性，將大幅提

升研究應用之程度，係促進委託研究對於政策決策產生最大效益影響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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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對於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之政策建議 

一、 對於規範委託研究之相關法規宜有彈性，並明訂研究公開之基準 

  現行教育部對於委託研究案之相關法規，對於研究期程有建議性規範，對於

研究經費之編列亦有其標準限制，基於政府機關依法行政是為重要，但如何提升

研究效能以協助決策更為精進亦是行政機關需兼顧衡量的重點，是以建議教育部

在一定程度之行政裁量空間中，宜就委託研究案之主題與性質，擬訂適宜之委託

研究期程，避免急就章式之速成研究；另關於委託研究案之經費編列標準，亦視

研究主題、性質甚至方法上之差異，給予彈性運用經費之空間，甚至授權受委託

研究單位全權負責使用之彈性做法。 

  另目前教育部進行之委託研究案，受委託研究單位皆需經教育部許可方能發

表，又部分研究經該部評估有保密必要，故未予公開。以上情形，鑒於教育經費

係屬全民納稅資產，且政府資訊宜公開透明以利全民監督檢視，又為促進研究傳

播及利用，並讓委託研究案之品質有接受公評之機會，建議教育部對於所管委託

研究案由研究人員進行學術發表宜表歡迎，除非特殊理由不得任意禁止受委託單

位使用於學術或教學工作。此外，若委託研究確有保密必要，宜訂定合理之保密

期限，以便社會透明檢視及促進整體社會智識發展，並促進研究應用之機會。 

 

二、 重視各項委託研究之執行，並於研究過程中積極參與 

  委託研究應用與教育部重視程度呈現相關，因行政機關負有決策權，若委託

單位相關行政人員（以承辦單位主管、副主管、專門委員、科長及承辦人為主）

能多所了解及參與委託研究案之研究目的、研究方式及研究產出等，對於委託研

究成果促進政策決策的採用上，將是一大助益，此揭示了「使用者」的重要性。 

  是以教育部宜重視各項委託研究案，尤其主管單位更需率先參與，除能更加

深入了解委託研究案之目的及進程，更可促進行政單位對於研究議題之思考及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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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同時，亦將激勵受委託研究單位之研究士氣，相輔相成促進委託研究應用於

政策決策之程度。 

 

三、 教育部宜建立委託研究之整合機制，並加強橫向連結功能 

  目前教育部進行委託研究，除循「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執行之案

件，亦有按照一般業務委外方式進行之委託研究，尚無統整機制來全盤了解各單

位究竟進行了哪些委託研究案，又有哪些研究產出，恐因這樣由各單位各自簽訂

委託研究案之情形，造成多頭馬車之困境及滋生浪費研究資源等詬病，因此，建

議教育部宜以「部」立場之高度，衡酌國家發展、施政藍圖、時事潮流及文化脈

絡，以前瞻性的眼光，去規劃及構思年度委託研究案件，且研究主題建議基礎性

資料蒐集之長期性研究，以及針對特定教育現象之議題研究等，都需兼顧，俾利

資源整合及促進行政效能。 

  此外，在企劃之同時，也必需搭配一定程度之管制考核機制，定期評估委託

研究之進展，以及委託研究案件結論與建議採納於政策上的應用情形，俾有效瞭

解及掌握研究與實際政策場域之結合情況。 

 

四、 善用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功能，建議該院可朝國家教育智庫之角色發展 

  另建議教育部宜將所屬之「國家教育研究院」之定位予以清楚界定及確立，

多數受訪者皆建議形塑該院成為「國家教育智庫」之角色，將該院的研究功能集

中於教育政策研究為主要大宗，以發揮該院「研究」之任務及長才，俾便教育部

後續在規劃各項教育政策時，能依據智庫提供之資料，作為施政之依據以及藍圖

基礎。 

  尚需特別注意的是，如上述國家教育研究院之研究角色確立，仍宜鼓勵其他

機關機構多方進行委託研究，以兼顧研究之多元性及為研究領域注入源源不絕之

活水，避免又招致淪於一言堂之缺失，相關配套措施仍應謹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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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於研究單位承接教育部委託研究案之建議 

一、 注重研究品質，把關研究產出之成果 

  根據本研究結論，委託研究要能促進政策決策採用的關鍵點，是研究報告能

否清晰、正確對應及回應政策問題，以及研究設計是否嚴謹得當等因素，是以建

議研究單位應切合教育部委託原意，點出問題癥結、盲點及提出具體回應意見，

促使決策人員能一目了然問題重點，便於後續政策參採及運用。 

 

二、 研擬政策建議要能貼近教育實務需求且能具體實行 

  教育部就委託研究進行應用之程度多寡，經本研究了解係與委託研究案是否

提出具有新意且具體可行之策略或方案有所關聯，故建議受委託研究單位在研究

成果的表達說明上，其撰擬之結論及建議宜清晰明確且聚焦於研究議題之上，避

免籠統流於口號或打高空形式之敘述。另在建議策略之呈現上，亦建議研究單位

宜就教育部現行政策及業務與行政程序有一基礎了解，以便提出更為創新且實用

並貼合行政機關程序之建議，以促進研究應用。 

 

三、 重視溝通，建立研究單位與行政單位之連結 

  此外，建議受委託研究單位之人員，尤其計畫主持人，宜適時與行政單位溝

通，以釐清研究方向，或者解決因研究而導致之意見衝突，避免於研究接近終了

時才發現相關問題。如此方能促進研究成果之產出與人際間之互動，此皆利於行

政單位採用研究之應用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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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研究說明及邀請函 

○○○鈞鑒： 

 

  您好，後學陳雅筑，目前服務於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現今於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進修，刻正進行碩士論文之撰寫，題目為「教

育部委託研究與政策決策之關聯性研究」，論文指導教授為王麗雲老師。本研究

聚焦於教育部 95 至 97 年間所進行之委託研究應用之情形，以質性訪談方式蒐集

研究資料，期深入了解教育研究對於教育政策決策的影響歷程。 

 

  經了解○○○於○年○月至○年○月間曾任（教育部單位名稱）所委託「○

○○（研究案名稱）」之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對於此領域學術卓著，更

有豐富專業經驗。素仰○○○長期關注教育事務、樂於提攜後進，爰懇請同意惠

予接受學生的訪談，賜予卓見，萬分感謝。 

 

  謹此奉上「訪談大綱」及「委託研究內容摘要表（研究者自製）」各乙份供參。

耑此敬頌 

勛安 

 

後學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行政研究所 

                   陳雅筑 敬上 

                   中華民國 102 年 4 月 23 日 

 

 

 

 

 

研究者聯絡方式 
電話：○○○○○ 
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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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與「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 

經費項目額度比較表 

規定

項目 

教育部委託研究 
計畫經費編列標準

(A) 
﹝單位：新臺幣﹞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列基準

表(B) 
﹝單位：新臺幣﹞ 

比較 

彈性經費支用 

訂有「教育部委託研
究計畫彈性經費支
用規定」，以核定計
畫總經費之 2％核
算，且不得超過2萬5
千元。 

無此項目 (A)較(B)寬裕 

一、人事費部分 

計畫/研究主持人 5千至8千元 5千至8千元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5千至1

萬元；現與(B)持平

計畫/研究協同主

持人 
4千至6千元 4千至6千元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4千至8

千元；現與(B)持平

研究員 3千至6千元 無此項目 (A)較為寬裕 

兼任研究助理 3千至5千元 3千至5千元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3千至7

千元；現與(B)持平

專任研究助理 

比照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助理人

員工作酬金參考表 

比照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助理人

員工作酬金參考表 

(A)與(B)相同 

二、業務費部分 

出席費 1千元至2千元 1千至2千元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1千元；

現與(B)持平 

稿費 

依據「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辦理 

依據「各機關學校出

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辦理 

(A)與(B)相同 

講座鐘點費 8百元至2千4百元 8百元至2千4百元 (A)與(B)相同 

問卷費 

依訪查內容難易而

定，每份以不超過

25 元為限。 

無此項目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20元；

(A)較(B)寬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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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項目 

教育部委託研究 
計畫經費編列標準

(A) 
﹝單位：新臺幣﹞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列基準

表(B) 
﹝單位：新臺幣﹞ 

比較 

印刷費 核實編列 核實編列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8萬至17

萬 

資料蒐集費 上限3萬元 上限3萬元 

(A)於102年11月21

日修訂前為5萬元；

現與(B)持平 

旅運費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要點」辦理，以每

半年以不超過10萬

元為原則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要點」辦理，核實

編列 

 

備註 
1. 「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係引用102年11月21日修訂之版本 
2.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列基準表」係引用102年8月2日修訂

之版本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